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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现在，文库不少，社会学文库也有几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持一套社会学文库，就不得不追问自己：这套文库只是单纯在数量上增加一个文库而已，还是应该在质量上力求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这就是本套文库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定位问题。经过考虑，本套文库的定位至少涉及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套研究性的文库。就是说进入本套文库的著作，必须是研究性、探索性的。研究性、探索性的必备要素是与某种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即有某种创新性，因此，它们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介绍性的、编译性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而是说，因为类别不同，后者应该有自己的出版渠道。

社会学研究无疑涉及诸多方面，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对现实社会现象的研究，又有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等等。本文库欢迎一切真正有研究的著作；同时，根据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要求，根据本国的国情，把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研究著作。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的研究著作。

第二，它是一套精品性的文库。就是说，在研究性的著作中，我们更看重精品之作。所谓精品，在内容上至少要符合下述几条中的一条或同时具有：一是能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公认有真知灼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二是能够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贡献。三是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有所推动。四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所促进。而在形式上，要有与内容相匹配的叙述形式，要有较好的可读性，力求深入浅出，尽可能雅俗共赏，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第三，它是一套使社会学界新生力量脱颖而出的文库。就是说，通过研究性的精品之作，使那些在社会学界没有什么知名度，或知名度不高的“无名小卒”、新生力量、后起之秀程度不同地提高知名度，把他们实实在在地介绍给学界和社会，使他们尽快成为学界名人，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库也许能够成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有效渠道之一。众所周知，没有或缺少新生力量的学科和学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忽视现在的学界名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负有提携后进的重任。我们真诚希望现有的学界名人和即将脱颖而出的学界名人，共同使本文库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文库，在学界和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它是一套供不同学派观点争鸣的文库。一个没有不同学派争鸣的学界，不能说是成熟的。我在社会学界多次强调“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仍然是朋友；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大有“谁不和我们歌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气概”。因此，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如果本文库在促成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学派形成方面、在促成不同学派展开富有成果的争鸣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本文库将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一视同仁。

总之，我们真诚希望本文库能够出研究成果、出精品、出名人、出学派。简言之，我们把“四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的定位。

古人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定位于“上”，可能得乎“中”，定位于“中”，可能得乎“下”。本文库这种“四出”的定位，从目标上说应该属于“上”，但结果仍有两种可能：或“上”或“中”。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前一种可能，避免后一种。最后究竟如何，当由读者和时间来鉴定。

应当指出，本文库是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候出版的。

首先，无论是就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来说，还是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而论，中国社会学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大有可为的发展时期。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得到了确认。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因素即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也认识到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的社会学，也和以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一样，是一门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是一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感受到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并领悟到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政策的基础环节。人们对社会学从不了解、不甚了解甚至误解到逐步了解；一些社会学的用语（如社区、社会化、弱势群体、社会转型、良性运行等）日益普及化、大众化，其中一些还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和使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有了自上而下的体制条件，而且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氛围。经过激烈竞争，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办权，该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将于2004年7月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现在欧美社会学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无疑，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相比，无论从规模、投入，还是从成果、影响等方面说，中国社会学仍然是弱势社会学。强势社会学界如此关注中国社会的研究，对植根于本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界来说，既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本文库，应当说是正当其时。我们希望不要辜负这样好的条件。

其次，这种不平常性还表现在世界社会学正处在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过程之中。这种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趋势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这就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我认为，这种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既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又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导致了天人关系的紧张，甚至“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

对旧式现代性作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如果说，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那么，主张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一般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批评旧式现代性的弊病是对的，但它的解决方法不是革除弊病，而是连现代性也加以抛弃，从而走向了极端。它对社会和知识基础的所谓“解构”，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

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跟上世界社会学重建的步伐，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也真诚希望，本套文库能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以上权且作为本文库的序言，与大家共勉。





郑杭生

2003年8月于气和文轩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主题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贫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凸现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度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已有2241万城市贫困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由于尚有许多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贫困人口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纳入保障范围，因此实际的贫困者规模要高于这一数字。据一些研究者在2002年的估计，我国城市中的贫困者应该有3000万人左右，大约占城市人口的6％（关信平，2003）。但是由于受到救济经费的限制，对“低保”对象的保障标准普遍偏低。2002年初，全国平均的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52元，仅占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29％。除北京、山西、西藏和青海等少数省、市、自治区外，其他地区的公布标准都低于实际贫困线。保障标准最高的是北京，但也仅为每人每月285元（洪大用，2003）。

根据一些学者在上海、重庆、武汉和兰州等城市所做的调查，当地公布的保障标准难以有效保障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贫困家庭的收入可以说是仍然只够糊口，而且他们在食品方面是节省第一，很少考虑营养，更不用说满足其他方面的基本需要了（唐钧，2001）。这就自然产生一个问题：除了节衣缩食、压缩开支外，收入极其有限的贫困家庭是怎样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的？这是一个在当代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中很重要但又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的问题。

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政府的救济和其他社会组织（如就业者的单位、所在的社区组织）提供的援助，缓解了贫困家庭经济上的困难，满足了其一部分工具性需要。但政府的救济和其他组织提供的援助对于贫困家庭维持其基本生活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满足贫困家庭的一些非工具性需要（如精神和情感方面的需要、社会交往和生活照顾的需要）方面，政府和其他正式社会组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正式支持外，由亲属和各种非亲属关系（如朋友、同事、同学等）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提供的社会支持也是贫困家庭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

然而，一系列研究表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结构及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有着重要影响（Marsden, 1987; Huang & Tausig, 1990; Ruan, 1993; Campbell, 1986; 贺寨平，2001）。那么，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否会受到其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状况如何？与一般城市家庭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发挥其社会支持功能的？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同特点对其社会支持功能的发挥是否产生了影响？产生了哪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一方面可以拓展我们关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城市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加深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从而为缓解和治理贫困问题提供决策依据。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文献检索的结果来看，目前国内外专门以贫困人群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从国内已发表的研究文献来看，有许多是属于理论探讨和政策研究性质的，系统的实证研究成果非常少见。少数几篇实证研究成果，或者是个案研究（例如，唐钧，1999），或者只涉及某些特殊贫困人员（例如，贫困学生、特困老人），而且多为社会心理学取向的研究成果，即研究社会支持与行为应对、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所有这些研究成果中，从贫困家庭的社会网络入手研究社会支持的获得的，几乎没有。这就更加突出了本项研究的必要性。





二、研究主题

由亲友组成的社会网络是人们获取各种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社会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和结构特点直接影响着各类支持资源（包括各种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网络内的流动。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其获得的社会支持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本项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其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影响。本书将分别在网络整体层面和网络成员层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在网络整体层面，将着重考察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整体特点对于其获得社会支持的影响，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实际的社会支持（enacted support）与意想的社会支持（perceived support）的关系；在网络成员层面，将着重考察网络关系特质对网络成员的支持行为和支持内容的影响。同时，由于贫困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特殊性，可以预期，其社会关系网络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要研究上述问题，必须先了解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状况和结构特点，了解其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关系网络和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影响。

具体而言，本项研究将涉及以下内容：

（1）了解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状况，包括网络规模、关系构成、网络结构特点及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交往频度和空间接近度方面的情况。

（2）分析贫困家庭获得社会支持的基本情况，包括综合支持网的规模和构成、各项具体支持的规模和构成，以了解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社会支持功能和各类具体关系的支持作用。

（3）以贫困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考察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网络资源与获得的社会支持规模之间的关系，以检验不同社会资源因素对于贫困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规模的影响。

（4）以网络成员为基本分析单位，考察影响网络关系激活的因素，以探明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需求、网络规模、贫困家庭及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类型、交往频度等因素对于网络成员的社会支持行为的影响。

（5）在（4）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网络关系特质与社会支持内容的关系，以研究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类型、交往频度对于社会支持的内容和宽泛度的影响。

（6）以借款支持为实例，考察实际的社会支持与意想的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支持经验和社会支持态度对于意想的社会支持的影响，以了解贫困家庭对于潜在的支持关系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第二节　研究的现实背景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发展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城市长期实行普遍就业和单位保障的政策，处于劳动年龄的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期间和退休以后的工资收入和各种福利保障全由单位负责。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小，城市贫困问题并不突出。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由被称为“三无人员”（即“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的人员）的政府救济对象组成。

但是从1984年开始，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的经营行为逐渐市场化，一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始经营困难，甚至停产、半停产，出现减发、停发职工工资的情况，从而直接影响到职工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城市贫困规模逐渐扩大。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减少的趋势；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则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世界银行，1993）。

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压力剧增，一些历史包袱沉重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不得不转型、重组或者破产，致使大量的职工下岗失业，城市贫困人口持续增加。根据全国总工会提供的资料，1992年约有700多万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状态，加上其赡养人口（人均赡养系数为3.03），则城镇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 000万人，占当年城镇人口的6.2％；1994年全国贫困职工约1 120万人，加上其赡养人口，城镇贫困人口约为3 300万人，占当年城镇人口的9.7％（转引自李强、洪大用、叶菲菲，1997）。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较为权威的数字，1995年城镇贫困居民约为2 428万人和659万户，占全部城镇居民总人数的8.6％，占总户数的7.6％（世界银行，1996）。

在绝对规模增加的同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失业人员、下岗（或放长假）人员、困难企业的部分在岗职工、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成为城市贫困层的主要成员。

随着大规模城市贫困人口的出现，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救济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对于应付新的城市贫困问题存在救济范围有限、救济标准过低和救济经费严重不足等方面的缺陷（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加强反贫困的力度，1993年6月，上海市率先实施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上海市的实践获得了民政部的肯定，1994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提出了“对城市社会救济对象逐步实行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线进行救济”的改革目标。1995—1996年，民政部部署在部分沿海城市开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与此同时，全国部分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也在积极进行准备工作。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工作的开展。1996年底，全国有101个城市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7年，累计已有275个市、204个县在城镇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1999年10月，全国668个市和1689个县全部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洪大用、刘仲翔，2002）。1999年9月，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正式法规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极大地加强了对于贫困人口的救助力度，使大多数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主要表现在：（１）救助经费大幅增长，1997—2000年，最低生活保障金增加了18.1亿元，增长率为157.39％。2000—2002年，最低生活保障金增长了75.1亿元，增长率为253.72％（杨立雄，2004）。（２）享受保障的人数逐年大幅增加。1997年全国共有200多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丁朗父，1999），1999年10月增加到282万人，2000年底为382万。2001年则有了突破性增长，年底达到1 171万人，比上年增加了200％（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截至2003年5月，全国共有2168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杨立雄，2004）。

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现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城市贫困人口的保障作用尚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1）保障标准偏低，无法完全满足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需求；（2）对所有保障对象“一视同仁”，不能照顾不同人员和不同家庭的特殊需求和特殊困难；（3）关注生存，忽视发展。现行制度重在“最低”，主要保障贫困对象的衣食住行，而忽视一部分有发展潜力的贫困人员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需求。





二、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状态

了解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状态，是研究和理解其社会关系网络及获得社会支持的前提。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呢？与一般城市居民相比，除了经济收入上的差别外，其生活状况还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以下我们依据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尹志刚等人在北京市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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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等人对上海、武汉、天津、兰州、重庆五个城市的调查结果，对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状态作一个整体描述。

（一）很多家庭无收入来源，人均收入水平极低

据尹志刚等人1999年在北京市的调查，除了政府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外，有41％的贫困家庭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在有收入的家庭中，人均月收入仅为223元（尹志刚等，1999：5）。据唐钧等人1999年在上海、武汉、天津、兰州和重庆五个城市的调查，贫困家庭的实际人均月收入分别为：上海243元，武汉108元，天津135元，兰州114元，重庆139元（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174）。

（二）食品消费支出比重过大，饮食营养严重不足

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很大部分用于食品消费开支，食品开支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明显过大。据北京市的调查数据，贫困家庭的户均月消费为688元，人均242元。在支出结构中，比重最大的是食品支出，户均月花费370元，占全部支出的比例高达53.8％，其他生活必需支出（租房、水电气、日用品、服装、交通通信、赡养费）户月均仅146元，占全部支出的21.2％。两大类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合计占了全部支出的75％（尹志刚等，1999：7）。尽管食品消费比重很大，但由于消费水平很低，贫困家庭饮食结构极为不合理，饮食营养严重不足。唐钧等人的五个城市调查表明，贫困家庭每星期吃肉的天数仅为1天～2天，买肉或其他荤菜也主要是考虑孩子的营养。在五个城市中，“吃菜总是以蔬菜为主”的贫困家庭比例最高的达到97％（上海、天津），最低的也有86％（重庆）。由于吃饭花费占据了很高的比重，贫困家庭花在服装上的支出就很少了。在五个城市中，“家中成人没有买过新衣服”的贫困家庭最高的比例为94％，最低的也有91％（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178～192）。

（三）健康状况差，获得医疗服务的状况堪忧

健康问题和医疗问题是目前贫困家庭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首先，贫困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患病比例较高。据北京市的调查，在贫困家庭总人口中，身体虚弱、患有一般疾病和严重疾病的比例分别为6.7％、13％、14.1％，三项合计高达33.8％。残疾人的比例占19.8％，远远高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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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全国平均比例（尹志刚等，1999：3）。其次，很多贫困家庭没有参加医疗保险，一部分人在发生了医疗费用后常常不能及时报销或不能报销。据北京市的调查数据，62.7％的贫困家庭没有上医疗保险，66.0％的贫困家庭没有参加大病统筹。有28.2％的贫困家庭医药费被拖欠。由于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很多贫困家庭只能选择有病不看。在北京，有67.9％的贫困家庭表示有病没钱看（尹志刚等，1999）。在上海、武汉、天津、兰州、重庆五个城市，表示“生病时不会去医院看病”的贫困家庭的比例分别为50％、64％、70％、66％和67％（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于是，许多贫困人员因为小病不能及时得到治疗而拖成大病。

（四）耐用消费品数量很少，且多数“长期服役”

表1—1是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与一般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情况的比较。表中数字显示，在一些非生活迫切需要的耐用品（如照相机、电脑、空调、收录机、音响和微波炉）的拥有量上，贫困家庭与一般家庭相比，差距很大；在日常生活必需的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如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上，贫困家庭与一般家庭相比也有比较大的差距。并且贫困家庭所拥有的冰箱、彩电和洗衣机等，有很多是用了10年以上、接近或超过淘汰年限的，很少见到新购置的耐用消费品（尹志刚等，1999：8）。





表1—1　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与一般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情况比较

每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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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第三栏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资料来源：尹志刚等：《北京市城市居民贫困问题研究》，8页，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资助项目，1999。





（五）住房类型多为平房或简易楼，人均住房面积小

贫困家庭的住房类型主要为平房和简易楼，且人均住房面积明显小于一般城市家庭。据北京市的调查数据，在贫困家庭的住房中，平房占68.0％，简易楼2.3％，楼房26.9％，人均住房面积为10.45平方米，仅为一般居民的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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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贫困家庭多数为租房户，占73.6％（尹志刚等，1999）。

（六）多数家庭承担不起子女的教育费用

望子成龙是中国父母的普遍心理，贫困家庭也不例外。许多贫困家庭把摆脱贫困处境的希望寄托在子女以后的出路上。但沉重的教育负担对他们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北京市的调查数据，有50.5％的贫困家庭表示“没钱供给子女读九年义务教育”，30.4％的贫困家庭表示“没钱供给子女读高中以上的教育”，两者共计50.5％
【4】

 （尹志刚等，1999：2）。在上海、武汉、天津、兰州和重庆，回答“负担不起学校的学杂费”的比例分别为77％、83％、64％、70％、93％，回答“负担不起学校的各项其他收费”的比例分别为83％、84％、72％、67％、72％（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204）。目前许多城市已经出台对贫困家庭减免学杂费的优惠政策，但实际享受到的贫困家庭很少。在北京，实际获得学费减免的贫困家庭是应获得减免家庭的6.7％（尹志刚等，1999：30）。在上海、武汉、天津、兰州和重庆，回答“孩子上学没有享受政策优惠”的比例分别为77％、50％、60％、82％、87％。贫困家庭享受优惠政策的比例低，除了政策宣传和落实方面的原因外，许多贫困家庭的家长因害怕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或受到歧视而放弃申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204）。

（七）劳动力人口就业难

贫困家庭劳动人口的就业率很低，未就业人员就业和再就业的难度很大。据北京市的调查数据，贫困家庭的正常就业人口仅16.8％，失业、下岗、待岗、长期病休、提前内退、待业等人口累计占50.3％，是正常就业人口的2.99倍。他们大多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难以学习新技能，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尹志刚等，1999：1）。

第三节　研究的理论背景

有三个方面的研究文献与本书的研究主题有关：（1）贫困的概念与贫困线的测定；（2）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与研究；（3）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网的理论与研究。在这三个方面，目前国内外都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一、贫困概念与贫困线的测定

对于何谓贫困，研究贫困的学者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甚至可以这样说，有多少位研究贫困的理论家，就有多少个贫困的定义。从贫困概念的历史演变看，两种不同的贫困概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争贯穿了贫困研究的大部分过程。

（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从19世纪末最早研究贫困问题的英国社会学家朗特里（B.S.Rowntree）开始，最初的研究者大多倾向于从人的生存需要的角度界定贫困。朗特里把低于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界定为初级贫困状态，这就是绝对贫困概念。他说，这种最低指标“是勉强维持生存的标准而不是生活的标准。在计算这种贫困线时，运用的是最大限度节俭原则。在对家庭生活做这种最低指标的估计时，应遵循这样的规定，即除了为维持身体健康而绝对必须购买的物品外，其他一切都不能包括在内。而且，所有购买的物品必须是最简单的、最经济的”（转引自李强，1997：3）。因此，主张绝对贫困概念的研究者都将注意力放在寻找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上。但是在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其实，即使站在绝对贫困的立场上，贫困与非贫困之间也不可能有一条明确的界线。世界各国所确立的绝对贫困的标准也是因时因地而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贫困也具有很大的相对性。

由于绝对贫困的概念仅仅关注贫困者的生理需求，研究者们对于绝对贫困标准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断过。20世纪40年代后，对绝对贫困概念的批评越来越多，相对贫困的概念逐渐流行。相对贫困概念关注的是人们在财富和收入水平上所处的相对地位。阿尔柯克（Alcock）指出：“一个相对的贫困定义是建立在将穷人的生活水平与其他较为不贫困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础上的，通常这要包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的总体平均水平的测度。”（转引自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34）李强教授对于相对贫困的表述更为清楚：“所谓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社会上其他部分的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处于社会水准的最下层。因而，相对贫困测量的是财富或收入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问题。”（李强，1996）

实际上，绝对贫困的概念和相对贫困的概念不是完全对立的。绝对贫困的定义中也含有相对的成分，相对贫困也不是完全相对的。因此，在今天的贫困研究中，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作为两种界定贫困状态的方法同时为许多研究者接受，即他们在研究贫困问题时，往往既考察相对贫困，也考察绝对贫困。当前有许多学者认为，贫困既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吴清华，2004）。

（二）贫困的本质特征

研究者对于贫困概念的不同定义，还表现在他们对于贫困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的不同认识上。

最初的贫困研究者大多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界定贫困。例如，美国学者劳埃德·雷诺兹对于贫困的界定主要着眼于收入的不足：“所谓贫困问题，是说在美国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劳埃德·雷诺兹，1993）戴维·波普诺则认为，贫困的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对于那些体验过贫困的人来说，它纯粹是个人感受——一种腹中空空的感觉，一种从自己的孩子看到的饥饿的感觉。”（戴维·波普诺，1999）

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贫困状态不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包括社会生活方面、精神生活方面乃至身心健康方面。英国学者奥本海默的观点是典型代表：“贫困是指物质上的、社会上的和情感上的匮乏。”（Oppenheim，1996）汤森给贫困所下的定义也有较广的含义：“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Townsend, 1993）。

有的学者从能力的角度看待贫困。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森指出，低收入是导致贫困人口丧失获取收入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李实，1999）。世界银行也将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艾尔泽，2000）。

还有学者从权利或机会的角度认识贫困的本质。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流行于欧洲社会的“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他们尝试从权利或机会被剥夺的角度去界定贫困。汤森在1979年提出了“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认为当个人、家庭和社会集团缺乏必要的资源，不易获取食物、参加活动、拥有公认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且被排除在一般的居住条件、社会习惯和活动之外时，即为贫困（Townsend，1979：31）。欧盟委员会给贫困下的定义也是从“社会排斥”的角度阐述的：“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人的群体的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在的成员国的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转引自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29）

综上所述，研究者研究贫困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不同，对于贫困本质的认识也不同。无论是仅从物质生活的匮乏来界定贫困，还是认为这种匮乏状态同样涉及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是从人们的客观生活状况来区分贫困和非贫困的。从能力、权利或机会的角度看待贫困，则主要关注导致贫困的深层原因。前者关注贫困者的个人原因，后者关注导致贫困的社会原因。

（三）贫困线的测定

100多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者确定了大量测定贫困线的方法（参见唐钧，1998）。详细叙述这些方法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以下我们对其中一些较常用的方法作一个简单说明。

与贫困的两大类别相对应，贫困线也分为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种。绝对贫困线是用来确定绝对贫困的收入标准；相对贫困线是用来确定相对贫困的收入标准。

绝对贫困线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3种：

1.基本需求法。即首先确定生活消费的必需项目和最小需求量，再计算实现这一最小需求量的必需品所需支出之和，即为贫困线（参见唐钧，1998）。

2.恩格尔系数法。这种方法是建立在恩格尔系数概念和恩格尔定律基础之上的。使用恩格尔系数法计算贫困线的一般方法是：首先确定一个最低食物支出标准，用这一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的贫困值（即0.6），便得到了绝对贫困线（参见童星、林闵钢，1993）。

3.数学模型法。比较有影响的数学模型法有经济计量分析模型与营养摄入量分析模型。经济计量分析模型是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LSE），建立人均生活费收入与食品、衣着、高档耐用消费品、其他各种物品、燃料、服务费、福利费7大类支出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直接给出了维持基本需求的支出和超过基本需求的支出两大部分，从而来确定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即贫困线。收入与营养摄入分析模型则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的工作能力和状况同营养的摄入数量和结构密切相关，而工作能力和状况又和收入有联系，因此收入同营养的摄入数量和结构也有联系；如果能恰当地确定营养必需量，就可以确定必需的最低收入，也就可以确定相应的贫困线（参见唐钧，1998）。

相对贫困线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

1.收入等分定义法。首先把国民按收入分成几个（通常是5个或10个）等份，再辅以基尼系数进行差异比较，从而确定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为贫困人口；再根据这个百分比，利用家庭收入调查资料，求出贫困标准（参见童星、林闵钢，1993）。

2.平均收入法。这一方法是以全体居民人均收入的1/2或1/3作为贫困线（参见童星、林闵钢，1993）。





二、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与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社会网络分析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的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的概念，巴恩斯（J.A.Barnes）则首次将“社会网络”的概念用于对一个挪威渔村阶级体系的分析。他发现：从正式的社会地位关系（如社会阶级、职业、地位等）角度无法真正了解整个渔村的社会结构，而由亲属、邻居、朋友关系组成的非正式、私人性社会网络，却能够真正反映出整个渔村社会的实际运作状态（Barnes, 1954）。

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分支，但这些分支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研究群体：第一个群体遵循着社会计量学的传统，他们研究整体网络即一个社会体系中角色关系的综合结构。资料分析技术以矩阵解析、社会图分析和指数分析为主，分析概念有紧密性、中距性和中心性等；第二个群体的学者以个体间的自我中心网络即个体网为研究对象，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个体行为如何受到其人际网络的影响，个体如何通过人际网络结合为社会团体（肖鸿，1999）。

本书在分析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时，采用的是个体网的分析方法。以下我们对于已有研究文献的回顾仅限于个体网部分。

（一）社会网络的概念和研究视角

米切尔（J.C.Mitchell）将社会网络定义为“一群特定个人之间的潜在关系，这些关系只有当受到某个事件或活动的激发时才变成明显的。”（Mitchell, 1969）但今天的社会网络的概念已经超越了个人关系的范畴，其构成单元已不仅仅限于社会中的个人，也可以是社会中的群体和组织，甚至可以是民族国家。构成单元间的关系既可以是纯粹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接触，也可以是相互之间交易往来和信息传递（肖鸿，1999）。

从社会网络的研究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由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构成的大系统。网络分析者关注社会网络的结构及它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他们强调网络结构的重要性，集中研究某一网络的关系模式如何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机会与限制。他们将社会系统视为一种依赖性的联系网络，社会成员按照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据稀缺资源和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总之，网络分析者强调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用行动者的内在驱力来解释行为（Ruan, 1993）。

社会网络分析区别于传统社会学分析的独特性在于，网络分析不是以人们关于社会结构的抽象概念为基础，而是根据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直接而具体地研究社会结构。网络分析者反对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逻辑，他们认为，社会范畴（例如，性别、职业、阶级等）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考察人们之间的具体联系和关系来进行分析，即可以从一组具体的关系出发，推演出社会结构的形态和类型，而不是像传统社会学分析那样，先对经验世界进行先验的分类，然后再进入对具体社会现象的分析。

（二）与本书主题有关的社会网络理论和研究

经过7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与社会网络分析有关的理论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主要有：哈里森·怀特（H.White）的市场网络观，马克·格拉诺维特（M.Granovetter）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詹姆斯·科尔曼（J.Coleman）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罗纳德·博特（R.E.Burt）的结构洞理论，边燕杰等人提出的强关系力量假设等（肖鸿，1999）。

以下我们选择与本书的研究主题有密切关系的理论观点及其实证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回顾。

1.弱关系力量假设

1973年，《美国社会学刊》发表了格拉诺维特的著名论文《弱关系的力量》（Granovetter, 1973）。在该篇文章中，格拉诺维特首次提出“关系强度”的概念，并提出了测量关系强弱的四个维度：一是互动的频度，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较强、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四是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格拉诺维特认为，关系强弱是这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关系强弱很可能是一个连续性变量。但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将社会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弱关系两种类型后分析其不同的社会学意义。他认为，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联系，而弱关系则使人们在群体之间、组织之间建立纽带联系，从而使社会系统成为可能。他因此提出了弱关系作为信息桥的基本判断。

在格拉诺维特看来，强关系通常是在社会特征相似的人群中发展起来的，弱关系则与社会特征的差异相关联。这些社会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在这些社会特征中，最重要的是将人们归入不同群体的特征，如亲属群体、宗教群体、社区群体等。由于群体内部相似性较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经常是相同的，所以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来自不同群体的不相似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也往往是不同的，因此，人们通过弱关系所得到的信息重复性小。不但如此，弱关系还有分布范围广的特征。弱关系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能发挥信息桥的作用，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格拉诺维特指出，虽然不是所有的弱关系都可以充当信息桥，但是，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

为了对他提出的弱关系力量假设进行检验，1974年格拉诺维特以职业流动为题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他选定的调查地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郊外的牛顿镇，随机访问了282名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他发现，16.7％的求职者与他们的关系人在找工作时经常见面，55.6％的求职者与关系人偶尔见面，27.8％的求职者与关系人很少见面。也就是说，美国的白领就业者经常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获得工作信息。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所有通过社会关系寻找工作的被访者中，通过弱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而通过强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很多（Granovetter，1995）。

2.社会资源理论

格拉诺维特的研究表明，对于某些工具性行动（例如找工作），弱关系比强关系作用更大。格拉诺维特的解释是弱关系充当了信息桥的作用；而林南指出，弱关系的力量也许体现在社会资源的获取能力上。通过对弱关系力量假设的扩展和修正，林南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资源理论。

在社会资源理论中，资源被界定为存在于社会中的有价值物品，对这些资源的拥有可以维护和促进有利于拥有者生存和发展的个人利益（Lin，1982）。例如，财富、身份和权力就是这样的资源。社会资源则是嵌入人们的社会网络中，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关系摄取的有价值物品（Lin, Walter & John, 1981）。换句话说，社会资源是不被个体直接占有、但可以通过网络关系摄取的资源。社会资源实际上可以被看做是由个体的网络成员所拥有的二级资源。例如，在人们寻求他人的帮助时，实际上就是在通过他的网络成员动员他的社会资源。

尽管社会资源不是被人们直接占有的资源，但根据林南的观点，人们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其摄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为了说明这一点，林南的理论首先从建构宏观社会结构的图式开始。林南认为，人类社会的分层体系呈现为金字塔的形状：位置越高，占有者的人数越少，每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大，财富越多，或声望越高；位置越低，占有者的人数越多，每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小，财富越少，或声望越低。金字塔形的结构还意味着，位置越高，视野越开阔，在与其他位置的接触上越有优势。

由于同一阶层的人相似性高，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强关系；不同阶层的人相似性低，他们之间的联系往往是弱关系。于是弱关系将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了。据此林南认为，弱关系是摄取社会资源的有效通道。因为通过弱关系获得的社会资源与行动者本身拥有的社会资源的重复性小。另外，林南还认为，“如果使用较弱联系，那么将会促进向上接触的过程，因为等级中的弱联系更有可能向垂直方向（往往是向上方向）而不是向水平方向伸展开来。”（Lin，2001）

可见，在林南的理论中，弱关系的作用超越了信息沟通的作用。据此，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1）地位强度命题，即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2）关系强度命题，即社会资源的摄取也受较弱关系的使用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甚至还超过较强关系的使用；（3）社会资源命题，即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Lin，1982）。

根据林南自己对1981—1998年之间发表的有关实证研究和结论的总结，在上述三个命题中，社会资源命题和地位强度命题已经得到了一贯的证实，而关系强度命题却缺乏始终如一的经验支持。一些研究表明，关系强度对社会资源的影响与人们的社会地位有关。例如，有人提出关系强度的“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在一个社会等级系统的最高层次上面或附近，强关系往往能够导致成功的工具性行动。同时，由于没有强度的关系不能提供交换的动机，所以最弱的关系显然也是毫无用处的。最强的关系虽然接触的资源范围有限，但却是有用的。因为强关系代表着承诺、信任及义务，由此也代表着帮助的动机。

另外，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网络联系的广度或大小跟社会资源的丰富性或异质性有着显著的关系（Lin & Dumin, 1986; Angelusz & Tardos, 1991: 7～23）。据此，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第四个命题——联系广度命题，即网络范围越广，行动者接触和动员的社会资源越好（林南，2003）。

总之，社会资源理论是社会网络研究的一大突破，因为它否认了资源只有通过占有才能运用的地位结构观。资源不但可以被个人占有，而且也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可以通过关系网络摄取。弱关系之所以比强关系更重要，是因为前者在摄取社会资源时比后者更有效。

3.强关系力量假设

根据格拉诺维特和林南的理论，弱关系的作用或者表现在传递信息的信息桥的作用上，或者表现在跨越不同地位阶层对有效资源的摄取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格拉诺维特和林南的理论都是在西方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并且得到了同样在西方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大多数实证研究的证实。那么，在东方背景下，弱关系是否具有同样的作用呢？

渡边深（Shin Watanabe）、边燕杰等人在东方社会的研究对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和林南的关系强度命题提出了挑战。首先，1985 年日本学者渡边深重复格拉诺维特1974年在《谋职》一书中的研究设计，对日本东京地区的2 500名就业者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与格拉诺维特的美国调查不一致的发现：大部分日本白领在业者利用强关系搜集职业信息。并且，越是通过强关系换工作，越能得到较丰厚的报酬，流动者对新企业越投入，对新工作的满意度越高（Watanabe，1987）。

接着，边燕杰1988年于天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求职者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求职者使用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可能得到较好的工作，并且求职者与中介人、中介人与最终帮助者的关系越熟，越有利于找到更好的工作。边燕杰对此的解释是，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人情关系往往是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短缺的物品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而通过人情关系则可以得到。人情关系越强，托人办事的成功率就越大。据此，边燕杰等人提出了强关系力量的假设（Bian，1997）。





三、社会支持的理论与研究

（一）社会支持的概念

在国内外研究社会支持的学者中，既有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又有精神病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由于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上有差别，他们对于社会支持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由于社会支持涉及多个方面的行为、关系和过程，即使是同一学科的研究者，也很难给出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概念定义。学者们在社会支持概念上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功能角度还是结构角度

在社会支持的概念界定上，一些研究者关注社会支持的功能，另一些研究者则强调社会支持的结构。

从功能的角度对社会支持进行概念界定，在研究者中最为常见。柯布（Cobb）、卡普兰（Caplan）、托尔斯多夫（Tolsdorf）等人的观点就属于此类。在这些学者中，以托尔斯多夫对社会支持的定义最为典型：“它们是这样一些行为或行动，其功能在于帮助某个中心人物实现个人目标，或者是满足在某一特殊情形下的需要”（Tolsdorf，1976）。其他一些研究者虽然没有对社会支持概念做出明确严格的界定，但我们可以从他们对社会支持活动的分类中看出其基本倾向。例如，柯布（Cobb，1976）对引起人们感觉被关怀、受尊重、融为一体的信息进行了区分。帕第逊（Pattison，1977）对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作了区分。

还有一些研究者倾向于从结构的角度对社会支持进行界定。他们主要是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角度看待社会支持。例如，林南认为，社会支持“是人们通过与他人、群体或者更大的社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得到的支持”（Lin et al.，1979：109）。他曾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给出了社会支持的操作化定义：“接触和利用强关系的程度可以看做是社会支持的指标”（Lin, Woelfel & Light, 1985: 249）。总之，从结构的角度对社会支持进行界定的学者，一般将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有关指标作为社会支持的测度。例如，有些研究者将知心朋友的数量、与朋友和亲戚的联系、是否参与志愿者团体等作为社会支持的指标。

然而从结构角度研究社会支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的概念区分。在是否应该将二者区分开来以及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的问题上，研究者之间尚有分歧和争论（Vaux，1988：13～14）。

2.实际支持还是意想中的支持

应该重点关注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事件，还是应该重点关注人们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这是学者们在社会支持概念上的第二个主要分歧。例如，研究者应该重点观察与社会支持有关的活动项目（例如表示同情、提供建议、共享任务）的发生情况，还是应该将关注焦点转向个人对于这些事件或活动的认知上（例如，对于某一宗教群体的归属感，对于朋友关系的感觉，对于亲密关系圈子中所提供的或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的看法等）？

在早期研究中，人们很少对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enacted support）和意想的支持（perceived support）进行区分，所使用的调查表也经常包括同时反映二者的项目（例如， Lin et al., 1979）。

在大多数时候，人们的认识与实际情况是一致的。但是当认识与事实不一致的时候，人们对于社会支持的认知将会产生重要影响。面对环境的压力，其他人将会提供帮助的想法（即使它是虚假的），无疑将会给当事者带来心理上的安慰；而当一个人需要别人的帮助却感到孤立无助时，则会造成相反的后果。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人们对于支持性社会关系和互动的个人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Heller & Swindle, 1983； Procidano & Heller，1983; Turner, Frankel & Levin, 1983; Vaux，Burda & Stewart, 1986）。甚至有人认为，社会支持最好被看做是个人的经验，而不是一系列客观的事件甚至是一系列互动过程（Turner, Frankel & Levin, 1983: 74）。

而根据沃克斯（Vaux）的意见，社会支持现象既涉及客观的因素，也涉及内在的主观因素：既包括实际的事件和活动，也包括参与者对这些社会支持事件和活动的认知和评价。要全面地理解社会支持现象，两方面都必须研究（Vaux，1988：17）。

3.静态的还是交互的

过去很多社会支持研究倾向于将社会支持视为稳定的、静态的，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社会支持看做一个不断变化的互动过程。此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撒拉森（Sarason）、沃克斯等。沃克斯指出，社会支持“涉及在特定生态条件下个人与他或她的支持网之间的动态的交易（即相互影响）的过程。”（Vaux，1988：59）“……社会支持远非是稳定的个人特征，而是个体与其社会网络之间复杂的、持续的交互过程，并且这些交互过程发生于一个同样是变化着的生态环境中。个体的支持性关系网络也必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和更新。”（Vaux，1988：68）

交互的观点将社会支持看做一个受许多因素影响动态系统，大大扩展了社会支持研究的探索范围。例如，沃克斯建议将社会支持看做“元概念”（metaconstruct），它由一些合理的、可以区分的理论元素构成。这些理论元素包括：支持网资源、支持性行为、对于支持的主观评价。沃克斯认为，这些概念元素通过个体与其社会环境的动态交互过程被互相联系在一起。而且，社会支持的来源、形式和功能反映了支持概念的不同维度（Vaux，1988：28）。

（二）社会支持的分类

与社会支持的概念一样，研究者们关于社会支持的分类同样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划分社会支持的类型时，有些研究者突出社会支持的活动或内容，有些研究者突出社会支持的功能。然而，这些分类标准的区分也不是简单明了的，例如，活动、内容与功能常常是相关的。

从活动或内容的角度对社会支持进行分类的，主要有：巴瑞拉（Barrera）和艾因雷（Ainlay），他们提出了社会支持的六个类型，分别是物质帮助（提供物质和金钱）、行为帮助（分担任务）、亲密互动（传统的、漫谈式的咨询活动）、指导（提供建议、信息或指令）、反馈（提供关于行为、思想或感情的反馈），积极的社会互动（以娱乐或休闲为目的的互动）（Barrera & Ainlay, 1983）；沃克斯，他将社会支持区分为财务支持、行为帮助、提供建议或指导、情感支持（Vaux，1988：23）；葛特列，他仅将社会支持分为问题解决和情感维持两类（Gottlieb，1978）；凯普兰，他提出了三大类活动类型——为动员资源和管理情感问题提供帮助，分担任务，为处理特定的社会压力事件提供物质的和认识上的帮助（Caplan，1974）；韦尔曼，他运用因子分析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支持、大宗支持、经济支持、陪伴支持五项（Wellman & Wortley, 1989）。

从功能角度对社会支持进行分类的，主要有：林南，他将社会支持区分为工具性支持和表达性支持两大类（Lin，1986）；卡特纳和罗素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Cutrona & Russell, 1990）；怀斯则区分了六类来自于社会关系的支持功能，包括归属、社会整合、价值重申、可信赖关系、信息指导、受关怀的机会（Weiss，1974）；科布则对引起人们感觉被关怀、受尊重、融为一体的社会支持进行了区分（Cobb，1976）。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社会支持的功能较少涉及特定的活动，更多地与这些活动的结果（或者目的）以及发生于其中的关系有关。但社会支持的活动和功能常常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聆听、表示关心、表达感情或者安慰的社会支持活动与社会支持的功能——爱、信任、亲近和归属属于同一领域。一些功能是全面的，涉及社会支持活动的多种形式。例如，提供帮助和社会交往可能也发挥爱或归属的功能。

总之，要始终一致地使用活动或功能的术语来概括社会支持的各种形式似乎是困难的。然而，认识到社会支持的活动与社会支持的功能的差异是有好处的，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它可以提醒我们活动和认知—情感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目前来说，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澄清社会支持的各种不同的模式。

（三）社会支持研究的不同层面

根据社会支持研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生活的范围，可以将社会支持研究区分为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层面、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层面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层面，它们同时代表了研究和测量社会支持的三种方法（Gottlieb，1981）。

1.社会整合层面

在社会整合层面，研究者主要关注人们参与社会活动、与家庭和社区的整合程度。社会整合度的考察指标主要包括婚姻状况、与朋友和亲戚的联系、参与志愿者协会的情况等。例如，在伊顿（Eaton）对纽黑文数据（the New Haven data）的分析中，社会支持的操作化指标有8个：是否已婚，是否加入俱乐部，是否加入教堂，朋友的来访情况，亲戚的来访情况，是否经常与其他人外出，是否拥有亲密的朋友，是否单独居住（Eaton，1978）。林南等人使用一个包括是否在本地区拥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对邻里的感觉，参与种族协会及活动等指标的综合量表对亚裔美国人的社会支持情况进行了研究（Lin et al.，1979）。威廉斯等人（1981）则采用宗教参与、电话联系、群体参与和社会交往作为测量指标（Williams，Ware & Donald，1981）。

从社会整合的层面进行社会支持研究的，主要是社会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他们主要关注社会整合度与个体身心健康的关系，他们的调查数据大多来源于大规模的流行病调查。这些研究通常采用精细的抽样设计、大容量样本以及纵贯研究方法，因而需要较长的研究周期，使它们无法对最新的研究动态做出及时的回应。另外，他们所使用的社会支持量表中经常混合了大量的不同指标，这使他们很难辨明不同支持因素对于个体身心健康的相对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社会整合层面的研究反映了早期研究者的兴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的社会支持文献中，这方面的研究占据着主要地位。但80年代以后逐渐让位于以社会网络为主要关注点的研究。

2.亲密关系层面

与社会整合层面研究所持的宽泛角度相反，一些研究者仅将关注点集中于亲密关系的可获得性上。亲密关系是相互之间具有亲密的感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例如，亲子、夫妻、恋人、知己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亲密关系可以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减轻社会压力事件的不利影响。例如，洛文绍（Lowenthal）和海温（Haven）发现，知己朋友的存在可以缓解老年人因为角色缺失（例如丧偶和退休）引起的不适和痛苦。拥有一个或更多的知己朋友的人比那些缺乏这种社会联系的人对生活更为满意，态度更积极，身体更健康（Lowenthal & Haven，1968）。

关于亲密关系是否在社会支持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者之间尚有分歧和争论。沃克斯指出，仅将研究焦点置于亲密关系过于局限，不能捕捉社会支持的所有重要方面（Vaux, 1988：11）。例如，拥有一位知心朋友也许很重要，但他不可能满足你的所有需要。在你有困难时为你提供帮助的其他关系也许不够亲密，但同样很重要。

3.社会网络层面

如前所述，社会网络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网络涉及的社会关系范围远比亲密关系广泛。社会网络的概念起源于早期人类学研究，主要被用于考察社会结构和互动。后来，社会网络的概念被引入社会支持研究（例如, Tolsdorf, 1976; Hirsch, 1979; Barrera, 1981）。在社会支持研究中，研究者分析的网络类型主要是个体中心网，也叫“个人网”。

社会网络分析的主要指标有：网络规模、紧密程度、关系构成、趋同性或异质性及网络关系特质。网络规模是指网络成员的数量，紧密程度是指网络成员之间关系的相互连接程度，关系构成是指在网络中各类成员的比例，趋同性考察的是网络成员与网络中心成员之间在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或种族方面的相同程度，异质性反映的则是网络成员之间的差异程度。网络关系特质则包括网络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多寡、地域距离的远近、关系的持久性及关系的强弱。此外，在网络关系中发生的社会交换的内容，交换的互惠程度，以及是否存在多重交换，也是社会网络分析要考察的内容。

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社会支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网的概念区分。在早期的社会支持研究中，这个问题并没有为研究者所重视。为了确定网络成员，很多研究者要求被访者指出对他特别重要的人有哪些，要求列举他的家人、亲属、朋友、同事以及其他经常联系的人，或者要求被访者指出与他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的他人。米切尔等人对17篇有关社会支持的早期研究报告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报告对社会网络的操作化定义各不相同（Mitchell & Trickett，1980：29）。这些早期研究的共同问题是无法将社会支持网与范围更大的社会网络从概念上区分开来，没有对提供社会支持的个人网络做出明确界定。这一问题源于这样一条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却是错误的假定：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支持性的。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一些研究者主张将研究目光集中于社会网络的特定子集上，并发展相应的测量指标。目前，已经出现了对社会支持网更为清楚的界定以及相应的测量量表（Barrera, 1981; Jones & Fischer, 1978）。

社会网络分析为考察社会支持提供了丰富的概念工具，但迄今为止，这一研究视角所揭示的研究领域仍然有许多空白之处（Vaux, 1988：14）。因此，社会网络分析将继续成为社会支持研究的重点，为促进对社会支持现象的全面理解发挥重要作用。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社会支持研究的社会整合层面、社会网络层面和亲密关系层面分别看做社会支持研究的宏观视角、中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其关系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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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社会支持研究的不同层面

第四节　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一）严格区分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网，以研究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获得社会支持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其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影响。因此，本书属于社会网络层面的社会支持研究，又称社会支持网研究。从目前国内外对于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并没有将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网严格区分开来。这些研究在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社会支持的影响时，仅局限于实际提供支持的关系或可能会提供支持的关系。前者忽略了潜在的支持性关系，后者在判断一种关系是否为支持性关系时，依赖于调查对象的主观判断，仍然可能漏掉一部分重要的社会关系。因此这些研究严格地来说都是不完整的。正如韦尔曼所指出的，对社会支持的考察必须以广阔的社会网络联系为背景。他说，“通过考察广阔的社会联系，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把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可能事件，而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关系。不管我们截取个人生活的任何片断，我们都不能简单地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区分为支持性的和非支持性的。”（Wellman, 1981：180）韦尔曼说的不错，理解社会支持得以发生或不发生的社会环境很重要。一方面，我们不能把社会关系的存在等同于社会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在设计社会支持量表时应该尽量避免将潜在的社会支持者排除在外。

有鉴于此，本项研究将首先较为全面地调查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然后通过贫困家庭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了解其社会支持网的基本情况，并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贫困家庭获得社会支持的影响。考察将分别在网络整体层面和网络成员层面进行：在网络整体层面，将着重研究社会关系网络的整体特点对于贫困家庭获得社会支持的影响；在网络成员层面，将着重研究网络关系的特质对网络成员的支持行为和支持内容的影响。

（二）明确区分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和意想的社会支持，着重考察贫困家庭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并对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和意想的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索

如前所述，社会支持可以区分为实际发生的支持和意想的支持。前者的优点是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社会支持的实际内容和实际过程，缺点是忽略了潜在的社会支持；后者的优点是可以反映潜在的社会支持关系，缺点是对于支持性关系的判断是基于调查对象的主观认识。一般来说，前者较适合于了解工具性的社会支持，在以社会支持网为研究对象或以社会支持为结果变量的研究中经常使用；后者较适合于了解情感性或表达性的社会支持，在研究社会支持与个体身心健康的关系时经常使用。

目前国内有关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大多以意想的社会支持为测量内容（例如，张文宏、阮丹青，1999）。还有一些研究，没有对实际支持和意想的支持做出明确的区分，在其测量量表中混杂着同时反映二者的项目（例如，贺寨平，2001）。这实际上混乱了社会支持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区分。

本书将考察重点置于贫困家庭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出于以下考虑：（1）解决实际生活困难是贫困家庭面临的首要问题。获得实际的社会支持是贫困家庭的迫切需要。（2）贫困家庭正在经历的生活困难事件，为研究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因为一般情况下，个体所拥有的支持性关系大多数是潜在的，它们通常只有在个体身处困境需要他人提供帮助时才发生作用。（3）了解实际的社会支持是深入理解意想的社会支持的前提。有研究显示，多数人将其未来的支持期待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因此，通过比较实际发生的支持和意想的支持，可以更好地理解意想的社会支持。

因此，本书将在明确区分实际的社会支持和意想的社会支持的基础上，着重考察贫困家庭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和意想的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索。





二、操作化设计

（一）研究总体的界定

从理论上讲，所有处于贫困状态的城市家庭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但目前学术界尚没有为大家共同接受的关于贫困状态的界定，贫困家庭本身也没有清晰可辨的外在特征。出于研究可行性的考虑，学术界有关贫困群体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政府对于贫困概念的行政界定。因此，我们将本书的研究总体确定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贫困家庭。一般来说，政府所确定的贫困线标准比学术界大多数贫困研究者所认为的贫困水平要低，大致相当于绝对贫困标准（参见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城市贫困阶层问题研究课题组，2003）。本项研究的调查时间为2003年，北京市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为人均每月290元。加上每月价值40元的粮油补贴，已享受保障的贫困家庭的人均生活水平可达每月330元。

（二）分析单位与调查单位

本书有两个层次的分析单位。第一个层次的分析单位是家庭户（或网络），第二层次的分析单位是网络成员（或网络关系）。第二个层次的单位嵌入第一个层次的单位。本书中的家庭户是一个共同生活单位，以是否吃住在一起为基本的判断标准。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则由与贫困家庭的主要成员（包括户主及配偶、其他成年人）有来往的所有亲友构成。网络成员也主要由家庭户构成，所有的亲属成员都以家庭为单位，非亲属成员首先以家庭户为计量单位（例如邻居），然后才是个人（例如同事、朋友，如果同事、朋友的家庭成员也是其网络成员，则以家庭为计量单位）。

我们的调查单位则是以家庭户为单位的。被访者是贫困家庭的户主。这里所说的户主，是指家庭事务的主要决定者，与公安户籍资料中的户主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选择谁为被访者对收集到的家庭资料有一定影响，但考虑到城市家庭绝大多数为核心家庭或夫妇家庭，这种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三）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网的提名方法

根据荷兰社会学家马特·G·M·范德普尔（Mart.G.M.Van der Poel）的观点，现行的个体中心网络的提名方法可以分为以下4种（Van der Poel，1993）：

1.互动法。要求被访者回答在某一段时期内与其交往的所有关系。例如，让被访者回忆最近一周之内与其发生交往的所有对象。互动法的主要缺陷是没有考虑交往的内容。由于交往关系不可能都是支持性的（例如商业或工作来往），所以互动法主要适合于提名社会网络成员，不太适合于提名个人支持网成员。

2.角色关系法。询问被访者主要受到哪些与其具有角色关系的人的影响，这种角色关系通常伴随着一系列特殊的期待、义务和权力。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是：角色关系的内容在个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有些人很少与他们的亲属交往；另外，这种方法忽略了那些没有正式角色关系却可能很重要的人。

3.情感法。这种方法从被访者的主观价值出发界定网络成员。例如要求被访者指出与其具有密切关系的人，或指出谁对他特别重要。这种方法由个体直接决定一种关系的意义，这既是它的优势，又是它的缺陷。优势在于可以反映被访者对一种关系的主观看法，缺陷在于研究者不知道被访者所使用的判断标准，而且由于并非所有的人都使用相同的标准，这给比较和描述个人网带来了困难。另外，这种方法会忽略不太密切的支持性关系。

4.交换法。这种方法主要就特定的互动内容，要求被访者指出与其有互动关系的个人。交换法与互动法的主要区别是交换法涉及具体的互动内容；而互动法则不涉及具体的互动内容。交换法依据交换理论，认为这些涉及具体内容的互动实质上就是交换。交换法用于提名网络成员的典型问题，诸如“与谁讨论个人烦恼？”，“与谁去看电影？”等。交换法的优势主要有两个：其一，研究者可以了解和控制关系的具体内容。其二，由于互动是非常特殊的，所有被访者有可能按照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并做出回答。这个方法的缺陷是忽略了不是最近发生的、潜在的支持关系。但范德普尔认为，可以通过引入假设性的提名问题克服这个缺陷。

根据本书的研究思路，在设计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提名问题时，我们以互动法为基础，辅以角色法和情感法。纯粹的互动法往往会产生大量的网络成员，其中有许多人与被访者可能不具有实质性关系。例如一些经常见面的邻居和同事，对被访者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另外，互动法可能会忽略相距较远、不常见面的重要关系。加入角色法和情感法则可以弥补上述互动法的缺陷。具体来说，在提名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亲属成员时，采用互动法和角色法相结合的问题；提名非亲属成员时，采用互动法和情感法相结合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于非亲属成员来说，其社会角色的文化约束力不够，无法采用角色法。

在我们设计的访问问卷中，提名社会关系网络的具体问题如下：





（1）请列举过去两年以来所有与您家庭有来往的亲戚（以家庭为单位，包括不住在一起的父母、儿子、女儿等）。

（2）除上述亲戚外，请列举过去两年来与您或您家有来往的关系较好的人。





对社会支持网成员的提名方法则采用交换法。同时采用实然的提名问题和假设性的提名问题。通过实然的提名问题，了解贫困家庭最近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和实际的支持性关系；通过假设性的提名问题，了解贫困家庭潜在的支持性关系和他们对于社会支持的认知。对于实际的支持，我们列举了涉及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的7项具体内容和1个其他选项，这些支持内容是根据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有针对性地设置的；对于潜在的支持（意想的支持），由于并非考察重点，我们仅通过一道关于借款支持的问题来测量。

在我们设计的访问问卷中，提名社会支持网成员的具体问题如下。





实际的支持

在您或您家的所有亲友中，近两年来是否有人提供过下列帮助（总共列举人，并就前5人询问详细情况）：

（1）无偿货币资助。

（2）无偿提供实物。

（3）提供借款。

（4）照顾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者。

（5）帮助照看小孩。

（6）帮助找工作。

（7）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

（8）其他帮助（请写明）。

意想的支持

如果您或您家因为某种原因急需一大笔钱（5 000元），您会找谁借（总共列举人，并就前5人询问详细情况）？





（四）主要调查指标

在访问问卷中，除了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网的提名问题外，与本书有关的调查指标还有：

（1）被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具体情况，包括：性别、年龄、与被访者关系、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残疾状况、劳动及生活自理情况、职业身份；

（2）网络成员的具体情况，包括：与被访者的关系、家庭经济情况、交通距离、见面频度、教育程度和职业身份；

（3）被访者关于社会支持的态度量表，由5个有关社会支持的态度问题组成。

（五）抽样方法和资料收集方法

本项研究的调查总体为北京市8个城区的所有享受最低保障待遇（以下简称“低保”）的家庭。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等距概率抽样。具体的抽样方案如下。

（1）从北京市8个城区社区居（家）委会中，按照多阶段等距概率抽样的方法抽取40个街道80个社区居（家）委会，形成“北京市民标准样本网络”
【5】

 。

（2）从“北京市民标准样本网络”中随机抽取18个社区居委会，具体步骤如下：

A.收集“北京市民标准样本网络”中80个社区居委会中享受“低保”的总户数资料。

B.按照等距概率抽样的方法在80个社区居委会中选取18个社区居委会，如果遇到享受“低保”的总户数低于30户的社区居委会，则用最近的享受“低保”的总户数大于30户的社区居委会代替。

（3）从已入选的社区居委会中选择本次调查的样本，具体步骤如下：

A.根据该社区居委会中享受“低保”的总户数占18个社区居委会中享受“低保”的总户数的比例来分配该社区居委会本次调查的样本数量。

假设被抽中的18个社区居委会中各有享受低保户Ai
 户（i=1，2，3，…，18），则公式为

第i个居委会应调查的样本数[image: alt]


B.用等距概率抽样的方法抽取该社区居委会本次调查的样本。

本次调查共抽取了540户“低保”家庭作为调查对象，资料收集采用访问问卷方式。由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网络的访问员进行入户调查，共回收问卷540份，回收率100％，剔除被访者不符合要求和填答质量不合格的问卷，有效问卷499份，有效回收率为92.4％。

调查样本的构成情况见表1—2和表1—3。





表1—2　被访家庭基本情况（n=499）

[image: alt]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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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被访者的基本特征（n=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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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该项调研课题为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资助项目，课题主持人为尹志刚教授，参加人有尹志刚、马小红、李宁、王雪梅等人。课题组对北京市八个城区的27 300户贫困家庭进行了配额抽样，共发放问卷1 044份，回收1 044份，有效问卷1 033份。


【2】
 该数据来源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站公布的《1987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


【3】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1999年北京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17.07平方米。


【4】
 由于在计算上述比例时，未将无在学子女的贫困家庭排除出去，因此，计算出的百分比偏低。


【5】
 “北京市民标准样本网络”是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建立的抽样调查网络。


第二章　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情况

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特征？它由哪些对象构成？这些网络成员的个体特点如何？他们与贫困家庭的网络关系特点怎样？了解这些问题是进一步探讨影响城市贫困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因素的基础。

第一节　基本概念及变量设计

一、基本概念

在社会网络研究中，描述个体中心网的概念主要有：网络规模（size）、关系构成、紧密度（density）、趋同性（homophily）、异质性（diversity）、关系强度（strength of tie）等。在进入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的介绍之前，有必要对这些概念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社会网络的规模指的是构成社会网络的成员的数目。网络规模是反映人们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例如，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与之有来往的亲友越多，就越可能比其他家庭获得更多数量的支持和帮助。

社会网络的关系构成指的是社会网络的中心人物（本书中为贫困家庭）与网络成员的各类关系在整个网络的所有关系中占的比例。它通常用某类特定关系占总关系的百分比来表示。

社会网络的紧密度是衡量一个社会网络其成员相互联系的总体程度的概念。它一般用网络成员中存在特定关系的对数在所有可能的关系对数中所占的比例（通常为百分比）来表示。在紧密度的计算中，排除了网络规模小于2的个例。社会网络紧密度的两种极端情况是：（1）所有成员都只与中心人物单线联系，该社会网络的紧密程度为零；（2）所有成员都相互维持着特定关系，其紧密程度为100％。

社会网络的趋同性衡量的是社会网络的中心人物与其网络成员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类似性。它的计算方法是将与中心人物具有相同特征的成员人数除以社会网络的规模。它一般以百分比表示。在对社会网络的描述分析中，常用的趋同性指标有性别趋同性、年龄趋同性、教育程度趋同性、职业趋同性等。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年龄趋同性，在计算上它是以与中心人物年龄相差不超过5岁的网络成员人数除以网络规模。

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网络中全体成员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差异状况。这个指标指的是一个网络中任何两人在某个特征上不同的概率。它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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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i
 =i组中成员人数占成员总人数（即网络规模）的比例。性别异质性的最大值是50％，最小为零。在异质性的计算中，同样排除了网络规模小于2的个例。

与年龄趋同性的计算一样，年龄异质性的计算也较为特殊。它由社会网络成员间的年龄标准差来表示，标准差越大，说明网络成员的异质性越强。

社会网络的趋同性和异质性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指标，二者在数值上有一种内在的限制关系。一般来说，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网络来说，趋同性越大，异质性越小。但二者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

关系强度也是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一个概念。但与上述概念不同，学者们对于关系强度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定义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根据格拉诺维特的观点，可以从四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度，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较强、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四是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参见肖鸿，1999：3）。因此，从格拉诺维特的观点看，关系强度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但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们往往侧重关系强度的其中一两个维度（例如，边燕杰、张文宏，2001）。





二、变量设计

（一）网络规模、关系构成

本书研究的社会网络类型是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网络成员的提名是通过访问员向被访者（贫困家庭户主）提出以下两个问题来获得的：





（1）请列举过去两年以来所有与您家庭有来往的亲戚（以家庭为单位，包括不住在一起的父母、儿子、女儿等）。

（2）除上述亲戚外，请列举过去两年来与您或您家有来往的关系较好的人。





然后，由访问员就被访者所列举的网络成员一一询问其具体情况。

社会网络的规模就是被访者提出的具有较为稳定交往关系的对象总数，亲戚是以户为单位，其他交往对象首先以户为计量单位（如邻居），然后才是个人（例如同事、朋友，如果同事、朋友的家庭成员也是其网络成员，则以家庭为计量单位）。在访问问卷中，被访者与网络成员的关系类型被划分为：祖父母、自己的父母、配偶的父母、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自己的兄弟姐妹、配偶的兄弟姐妹、其他亲戚、同事、同学、朋友、战友、老乡、邻居、其他非亲戚共15个类别。社会网络的关系构成由各类关系占贫困家庭社会关系对象的百分比来表示。例如，如果一个被访者提出自己的父母、配偶的父母、自己的兄弟3户亲戚和1个邻居、1个同学，那么他的社会网络的亲缘关系比例就是60％，非亲缘关系比例为40％。

（二）网络趋同性和网络异质性

由于本项研究将贫困家庭作为基本的调查和分析单位，因此我们放弃了性别变量和年龄变量的趋同性和异质性的计算。纳入趋同性和异质性计算的主要指标及计算方法如下。

1.家庭经济情况

在访问问卷中，我们将家庭经济情况按贫富程度划分为5级：贫困、温饱、较富裕、富裕、很富裕。

家庭经济情况趋同性是指与被访者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的网络成员的数量占所有网络成员的比例，用百分比表示。

家庭经济情况异质性指标反映了贫困家庭的网络成员的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异，它是指从网络成员中（不包括贫困家庭）随机抽取2位，该2位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不同级别的概率。

2.教育程度

在访问问卷中，教育程度被划分为以下6类：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

在计算教育程度的趋同性指标时，我们从被访者家庭成员中选取一位教育程度最高者作为代表（不包括在校生），计算他与网络成员教育程度的趋同性情况。网络成员若为家庭户，则以主要关系人的教育程度为代表。教育程度的异质性指标计算方法与家庭经济情况异质性指标相同。

3.职业身份

在访问问卷中，职业身份被划分为12类：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职员、小工商业雇主、个体工商户（无雇员）、工商业班组长、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或非技术工人（包括商业服务人员）、离退休人员、农民、失业无业人员、其他。

职业身份趋同性指标的计算，在贫困家庭一方，以家庭成员中职业声望等级最高的职业（不包括离退休人员，职业声望的排序参见附录一表2）为代表，在网络成员一方，以主要关系人的职业身份为代表进行计算。职业身份异质性的计算方法与家庭经济情况异质性指标相同。

（三）网络关系强度

在访问问卷中，可以反映网络关系强度的测量变量有两个：（1）被访者与网络成员的关系类型。（2）被访者或家庭成员与网络成员见面频度。根据格拉诺维特对强关系的定义，前者涉及关系强度的两个维度：感情力量和亲密程度。后者则是对互动频度的直接测量。

在各种关系类型中，一般来说，亲子关系（包括自己的父母、配偶的父母、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及兄弟姐妹关系的感情力量和亲密程度是最强的，其他亲戚和朋友则次之，其他非亲戚关系最弱。因此，有学者简单地将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识定为强关系，其他非亲戚关系识定为弱关系（边燕杰、张文宏，2001：80）。

在问卷中，被访者或其家人与网络成员见面频度由高到低被划分为以下6类：几乎每天、几乎每周、每月、每年数次、每年1～2次、更少。

（四）空间距离

在城市社会中，空间距离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们见面的时间成本来影响互动频度和交往关系的。纯粹的物理间距有时并不能真实地反映这一点，因此，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代之以测量相互之间的交通时间，测量方法是：要求被访者回答，按照他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从网络成员的家庭住址到其家庭单程需多长时间。时间间隔被划分为以下6类：15分钟以内、15分钟～29分钟、30分钟～59分钟、1小时～2小时、2小时以上（本市）、外省市。

第二节　研究结果

一、网络规模和关系构成

从表2—1可以看出，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网络规模为4.2，标准差为4.2。36.1％的贫困家庭网络规模在5和5以上。

根据1991年天津社科院和广州《家庭》杂志社对全国27省市的抽样调查，家庭网的规模在6户～7户左右（潘允康、阮丹青，1995）。另根据阮丹青等人在天津的调查（阮丹青、周路等，1990），城市居民的核心讨论网的平均规模为6.3人，标准差为3.8，其中亲属2.45人，非亲属3.85人。
【1】

 如果以上述家庭网的规模作为比较基础，再参考核心讨论网中的非亲属人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一般家庭相比，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较小。

从网络的构成比例看，38.5％的社会关系网完全由亲属构成。有2.4％的社会关系网完全由非亲属构成。所有网络的平均亲缘比例为75.6％。





表2—1　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规模、亲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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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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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列出了社会关系网成员与被访者的具体关系。数据列的第一列是提到某一特定关系的被访者家庭占所调查贫困家庭总数的百分比；第二列数字显示某一特定关系在一个典型的社会关系网中的百分比，它是特定关系在全部499个社会关系网中的平均百分比；第三列是在一个典型社会关系网中某种特定的亲缘关系占总亲缘关系的百分比，它也是全部499个社会关系网的平均百分比；第四列是在一个典型社会关系网中某种特定的非亲缘关系占全部非亲缘关系的百分比。结果显示，几乎全部（97.6％）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了一名亲属，61.5％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了一名非亲属。在亲缘关系中，被提及最多的网络成员依次是自己的兄弟姐妹（67.5％）、自己的父母（55.1％）、配偶的父母（32.9％）、配偶的兄弟姐妹（31.7％）。这说明，近亲（包括被访者的直系亲属和配偶娘家的直系亲属）是贫困家庭社会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很少被提及，则是由于被访者的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造成的（参照表1—2和表1—3），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非亲缘关系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被访者（25.1％）提及邻居。在非亲缘关系中它的比例最高，其次为朋友（18.4％）、同事（12.2％）、同学（11.4％）。这说明，空间距离是影响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构成的重要因素。

从所有499个社会关系网的平均构成来看，比例最高的几种关系依次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关系（31.5％）、自己的父母（19.7％）、配偶的兄弟姐妹（10.3％）、配偶的父母（8.3％）、邻居（7.6％）、朋友（5.7％）、同事（3.3％）、同学（2.7％）。这一排列顺序与被访者的提及比例基本一致。





表2—2　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关系构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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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字表明：亲缘关系是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主要构成部分（75.6％）。在亲缘关系中，被访者及其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兄弟姐妹占极高的比例（96.5％）。非亲缘关系则主要由邻居、朋友、同事、同学构成（82.3％）。





二、网络结构特征

（一）网络趋同性

网络趋同性指标反映了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在相应社会特征上的相似性大小。在表2—3中，分别列出了教育程度、职业身份和家庭经济情况的趋同性指标以及在这些指标上网络成员高于和低于贫困家庭成员最高水平的比例。





表2—3　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趋同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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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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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被访者家庭的最高学历相比较（不包括在校生）。

* * 与被访者家庭的声望等级最高的职业相比较。职业声望的排序见附录一。





在教育程度上，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成员最高学历完全相同的网络比例为11.2％。完全不同的比例为30.5％。平均来看，教育程度高于、等于和低于被访者家庭成员的网络成员的比例分别为23.3％、39.1％和37.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教育程度方面，贫困家庭成员与其社会关系网具有较高的趋同性。

与教育程度相比，职业身份的趋同性比例明显较小。在所有网络中，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成员职业身份完全不同的网络成员的比例为64.3％。完全相同的比例仅为2.8％。平均来看，在职业声望上，高于、等于和低于被访者家庭成员最高职业身份的网络成员的比例分别为74.6％、15.1％和7.7％。这些数据表明，贫困家庭与其网络成员在职业身份上的差异较大，其网络成员的职业身份在社会声望上大多高于被访者家庭成员的最高职业身份。

需要说明的是，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在职业身份上的低趋同性、高异质性，主要是由于许多贫困家庭成员处于失业和无业状态造成的。其网络成员的职业身份声望等级虽然大多高于贫困家庭成员，但与社会其他成员相比，还是比较低的。

从家庭经济状况来看，仍有平均12.6％的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平均有87.4％的网络成员其家庭经济状况好于贫困家庭。但其中大部分处于维持温饱的水平，家庭经济条件较富裕、富裕和很富裕者的网络成员在所有网络中的平均比例仅为16.2％（这一数字未列于表中）。

（二）网络异质性

网络异质性指标反映了网络成员之间相应社会特征上的差异。一般来说，网络趋同性指标可以限制，但不能决定网络的大小。因此，网络异质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网络的异同。

表2—4提供了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在教育程度、职业身份和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的异质性数据。这些指标最大的理论数值是1，即网络成员之间在这些变量上的取值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的访问问卷中，教育程度分为6级，职业身份有12个类别，家庭经济状况分为5级，当网络成员数等于和超出变量的不同取值的个数时，异质性指标的最大理论值将小于1。表2—4表明，在所有网络中，网络成员之间教育程度完全一样的网络所占的比例为13.9％，职业身份完全一样的比例为9.8％，家庭经济状况完全一样的比例为49.4％。教育程度、职业身份和家庭经济经济状况的异质性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0.45、0.51、0.22。尽管由于变量的分类数不一样，这些变量的异质性指标的平均值之间无法直接比较，但从异质性指标值的具体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在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成员之间，家庭经济情况方面的差异最小，职业身份之间的差异最大。





表2—4　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异质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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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网络趋同性和网络异质性两个方面的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在教育程度方面具有较高的趋同性和较低的异质性，在职业身份上具有较低的趋同性（在职业声望上，大多数网络成员比贫困家庭成员高）、较高的异质性，在家庭经济情况方面尽管大多数网络成员要好于贫困家庭，但其中大多数处于维持温饱的水平，并且还有为数不少的成员与贫困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





三、交往频度与空间临近

表2—5显示，在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中，平均有24.9％的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几乎每天见面，20.6％几乎每周见面，17.6％每月见面。三者相加，每月与被访者家庭至少见面1次的网络成员占63.1％。

从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的空间临近程度可以看出影响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空间距离因素。表2—5显示，在所有社会关系网中，平均有30.6％的网络成员与被访者的交通距离为单程时间15分钟以内。半小时以内的累计百分比为47.3％。

从见面频度和单程交通时间两方面的数字可以看出，贫困家庭与其社会关系网的成员之间呈现出空间临近和交往频度高的特点。





表2—5　不同见面频度和交通距离在典型社会关系网中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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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关系类型的交往频度

关系类型和交往频度是衡量网络关系强弱的两个测量指标。关系类型反映了关系强度中的感情力量和亲密程度两个维度，交往频度则是互动频率维度的直接量度。同时二者又存在着密切关系。表2—6是关系类型与交往密度的交互结果。

从表2—6可以看出，除邻居外，被访者与其父母的平均交往频度最高，之后是同事、同学，接下来依次是女儿（女婿）、儿子（儿媳）、朋友、自己的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战友、老乡、其他亲戚、配偶的兄弟姐妹。可见，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的见面频度大小与“直系亲属—关系较远的亲属—非亲属”的顺序不完全一致。因此，除了受距离因素的影响外，交往频度不能完全由有无亲属关系和亲属关系的远近来说明。





表2—6　不同关系类型在典型社会关系网中的交往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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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该表是在所有网络成员中所作的交互。

　　　2.括号内的数字是按从大到小排列的顺序号。

　　　3.交往频度变量的赋值情况：

　　　　6=几乎每天；5=几乎每周；4=每月；3=每年数次；2=每年1次～2次；1=更少。





五、关系类型与网络结构特征的关系

以上我们对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关系构成和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描述。接下来，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结构特征是否与其关系构成有关？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各种关系类型的具体作用如何？

为了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反映关系类型对于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下面我们以网络趋同性指标和异质性指标作为因变量，以网络中特定关系类型的发生比例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2—7是回归分析的结果。

从表2—7可以看出：教育程度的趋同性和异质性主要受被访者的父母（包括自己的父母和配偶的父母）的影响。他们较低的文化程度减小了网络的趋同性，增加了网络成员之间的异质性。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同事也增加了教育程度的异质性。职业身份的趋同性主要受被访者的兄弟姐妹及同事的影响，他们的职业身份大多与被访者家庭的职业身份相一致。网络成员之间职业身份的异质性则因为被访者配偶的兄弟姐妹、其他亲戚和同学的出现而增加。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被访者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增加趋同性、降低网络异质性的因素，被访者的同事则是降低异质性方面的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被访者的父母、自己及配偶的兄弟姐妹是网络趋同性的主要来源，他们在职业身份和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具有较大的同质性。而被访者的其他亲戚、同学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络同质性。





表2—7　关系构成对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回归分析）（n=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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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P＜0.01.

说明：以上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

第三节　总结与讨论

上节的研究结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平均规模为4.2，与一般城市家庭相比偏小。

2.亲缘关系在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超过3/4的成员是亲属。在亲缘关系中，父母、子女及兄弟姐妹占绝对的比例（96.5％）。在非亲属关系中，以邻居和朋友比重最大。

3.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在教育程度方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职业身份上具有较低的趋同性、较高的异质性，在家庭经济情况方面大多数网络成员（87.4％）要好于贫困家庭，但其中多数处于维持温饱的状态，并且仍有为数不少的成员（12.6％）与被访者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

4.父母、兄弟姐妹是网络趋同性的主要来源，他们在职业身份和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具有较大的同质性。

5.贫困家庭与其社会关系网的成员之间呈现出空间临近和交往频度高的特点。

在上述研究结果中，较小的网络规模、较高的亲缘比例、空间临近及交往频度高构成了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显著特点。

那么，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些特点呢？笔者认为，总的说来，这些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城市贫困家庭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整体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有关。





一、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格局的限制

家庭和家族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中心。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观点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结构（费孝通，1998）。他将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格局比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在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而且随着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个社会关系格局中，由内而外的社会关系依次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其他亲属关系、非亲属关系（包括各种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越是核心的关系，感情越强，联系越紧密。即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为基础和坐标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处于血缘关系的外围。在这种社会关系格局下，形成了一种特殊主义的信任格局。最明显的体现是区分“自己人”和“外人”，而且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最基本的标准是关系近的是自己人，关系远的是外人。对“自己人”就像对自己一样，不用客气，不分彼此；对“外人”则是客客气气，小心翼翼、不放心的（杨宜音，1999）。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导致中国人社会交往的核心圈子是亲属，特别是关系近的直系亲属。

因此，亲属关系，尤其是关系最近的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在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较大的比例，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结构相一致的。这一点也为一些相关研究所证实。据1991年全国27省市城市家庭问卷调查结果，人们最密切联系的关系类型依次为：父母、兄弟姐妹、岳父母、子女、姑叔姨舅、无亲属关系者、其他亲戚（潘允康、阮丹青，1995）。这一顺序基本与本项研究有关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比例相一致。





二、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影响

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对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方面。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的城市中，社会保障功能主要是通过单位制度来实现的。在单位制度下，每一个成年的城市公民都要被分配到一个单位去。单位不仅是他工作的地方，也是他获得劳动报酬、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与保障等资源的唯一渠道。因此，在单位制度下，人们对于家庭的依赖要远小于单位，人们的生活圈子是以单位为中心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化为趋向的改革，单位制度逐渐松动，在一些领域和行业濒于瓦解，甚至不复存在。但是由于认识和实践的滞后，取代单位保障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尚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对于大多数因各种原因脱离单位制度的人来说，生活的中心已不是单位，而是家庭、亲友和社区。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状态。当生活上面临困境时，不得不依靠家庭、亲友和社区组织的帮助和支持。这就更加重了他们对于家庭、亲友和社区的依赖。城市贫困群体正是这样的人群。这就造成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构成上以亲属、邻居和朋友为主，并呈现出空间临近和交往频度高的特点。





三、贫困家庭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贫困家庭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急剧下降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限制了贫困家庭交往的亲友范围。唐钧等人1999年对上海、武汉、天津、兰州、重庆五个城市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表明，五个城市有39％～65％不等的贫困家庭因为贫困而放弃过年过节走亲访友的习俗（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212）。以下是摘选自该项研究的个案访谈资料，很能说明问题：





过年过节亲戚很少走动，因为串门时总不能空着手，买东西就得花钱，像我们这种情况哪能花得起这份钱。（T.ca31-C.F.Z）

平时我们很少有社会交往和人情往来，别人的婚丧和其他活动，我们都很少去参加；即使去，一般也不送礼。（S.ca29-C.M.L）（摘自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213）





与经济能力的限制相比，社会地位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也许更为严重。





走个亲戚，那么穷酸，人家谁欢迎你？我们自己觉得很穷，没脸见人，所以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L.Ca7-C.M.L）

跟邻居间的交往倒不多，关系不是很好，平时感觉有些歧视。（S.Ca47-C.F.Q）（摘自唐钧、沙琳、任振兴，2003：213～214）





因此，贫困的家庭条件，使许多贫困家庭自觉和不自觉地缩减自己的社会交往范围。这也许能说明与贫困有来往的亲属中，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为何占据了绝对的比例。

注　释


【1】
 该文作者没有直接提供亲属人数和非亲属人数，这些数字是笔者根据文中提供的亲缘比例计算出来的。


第三章　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的基本情况

上一章考察了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情况，本章则把研究焦点放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子集——社会支持网上，集中分析社会支持网的支持类型、网络规模和关系构成情况。

第一节　基本概念及变量设计

一、社会支持的测量

在访问问卷中，我们列举了7种社会支持内容和1个其他选项，并询问被访者在他家的亲友（即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中，近两年是否有人给他或他家提供过这些帮助。这8项支持内容是：

（1）无偿货币资助。

（2）无偿提供实物。

（3）提供借款。

（4）照顾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者。

（5）帮助照看小孩。

（6）帮助找工作。

（7）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

（8）其他帮助（请说明）。

在访问中要求调查员首先记下被访者列举的支持人数，然后记下帮助者在社会关系网络调查表中的编号，以便与其在社会关系网络成员表中填写的情况对应起来。





二、社会支持的类型

根据问卷中所列举的8项支持内容的性质，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贫困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划分为以下6类：（1）无偿财物援助，包括无偿货币资助和无偿提供实物；（2）提供借款；（3）劳务支持，包括照顾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者和帮助照看小孩；（4）精神支持，即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5）就业支持，即帮助找工作；（6）其他支持。

这样，根据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类型，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被分为6个子网：（1）无偿财物支持网；（2）借款支持网；（3）劳务支持网；（4）精神支持网；（5）就业支持网；（6）其他支持网。
【1】

 为了从名称上做出区分，我们将包括上述六种支持类型的总的社会支持网称为综合支持网。





三、支持网规模

支持网规模即给贫困家庭提供社会支持的人数。综合支持网规模就是给贫困家庭提供所有8项支持内容（包括其他帮助）的人数；社会支持子网的规模就是给贫困家庭提供某类支持的人数。例如，无偿财物支持网的规模就是给贫困家庭提供无偿货币资助和无偿提供实物的人数。





四、关系构成

支持网的关系构成是指被访者与支持提供者的关系类型的构成情况，用某种特定关系占所有关系的百分比来表示。它可以用来反映某种关系类型在社会支持网中的作用大小。

在分析中，为了避免出现因某类人数过少而导致百分比失真的情况，我们将被访者与网络成员的关系类型合并为以下7类：（1）父母，包括被访者和配偶双方的父母；（2）子女，包括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3）兄弟姐妹，包括被访者及配偶双方的兄弟姐妹；（4）其他亲戚；（5）朋友；（6）邻居；（7）其他非亲戚，包括同事、同学、老乡等。

在网络关系构成的分析中，均不包括网络规模为零的个案。

第二节　研究结果

一、综合支持网的网络规模与关系构成

表3—1显示，499户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2.21。根据上一章的研究结果，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规模为4.2，两者相除，得到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支持率为52.6％。即平均说来，贫困家庭得到了超过一半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支持。但其中有66户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零（即没有提到任何人），占调查总户数的13.2％。75.1％的贫困家庭支持网规模在2人及2人以下，支持网规模在5人以上的被访者家庭占8.9％。





表3—1　城市贫困家庭综合支持网的网络规模

[image: alt]


从综合支持网的关系构成看（表3—2），亲缘关系在贫困家庭综合支持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93.8％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一名亲属。平均来说，84.1％的支持网成员是亲属。在亲缘关系中，被访者及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支持网中子女的比例很小，与被访者的年龄构成和家庭成员的构成情况有关。参见第一章表1—2、表1—3）。父母和兄弟姐妹在综合支持网中的平均百分比之和为78.9％，而其他亲戚的平均百分比仅为2.3％。

非亲缘关系在贫困家庭的综合支持网中也有一定的作用。有26.8％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了一名非亲属。非亲缘关系在典型支持网中的百分比为15.9％。在非亲缘关系中，邻居的支持作用较为突出，有10.2％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了一名邻居，邻居在典型支持网中的比例为5.4％。其次是被访者的朋友，有5.1％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了一位朋友。同事和同学关系在非亲缘关系中的作用相对较弱，它们在典型支持网中的比例分别为2.0％和1.7％。





表3—2　城市贫困家庭综合支持网的关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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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该表排除了综合支持网规模为零的个案。





二、社会支持的类型分布

从各支持子网的规模分布，可以看出贫困家庭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的类型情况。表3—3显示，在所有支持类型中，获得无偿财物支持的户数最多，有62.9％的被访者家庭获得了该项支持，平均每户的网络规模为1.41。获得精神支持的户数居第二，有49.3％的被访者家庭获得了精神支持，平均每户的网络规模为1.02。获得劳务支持和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较少，获得支持的家庭比例分别只有24.6％和20.2％。平均网络规模分别为0.40和0.39。在5类支持中，得到就业支持的贫困家庭最少，只有34户家庭获得过网络成员的支持，占被访家庭总户数的6.8％。





表3—3　城市贫困家庭支持子网的网络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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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平均网络规模的计算包括了支持网规模为零的个案。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支持方面的功能以无偿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为主，在劳务支持和借款支持方面有一定作用。而在为贫困家庭解决就业问题方面，作用十分有限。





三、各关系类型在不同支持类型上的作用比较

表3—4是各支持子网的关系构成情况。从各支持子网的关系构成比例上，可以看出特定关系在不同社会支持类型上的作用大小。





表3—4　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支持子网的关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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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中各支持子网均排除了网络规模为0的个案。





表3—4显示，亲缘关系在所有种类的社会支持上都发挥着主要作用。相对来说，亲缘关系在无偿财物支持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有97.5％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一名亲属，并且在典型支持网中，86.5％的网络关系是亲属。其次是在劳务支持、精神支持和借款支持方面的作用，它们分别有96.7％、89.0％和88.1％的提及率，在相应典型支持网中的构成比例分别为86.5％、81.0％和81.4％。亲缘关系在就业支持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提及率为67.6％，在典型支持网中的构成比例为63.7％。

在亲缘关系内部，父母在劳务支持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被访者的提及率为78.9％，在典型支持网中的构成比例为71.0％），其次是在无偿财物支持（53.8％，38.5％）
【2】

 和精神支持（46.7％，33.8％）方面的作用，在借款支持（26.7％，14.8％）和就业支持（20.6％，17.4％）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兄弟姐妹则在借款支持（70.3％，59.1％）方面的作用最大，在精神支持（53.7％，42.0％）、无偿财物支持（58.3％，42.3％）和就业支持（50.0％，42.0％）方面的作用也较大，在劳务支持（25.2％，18.4％）方面的作用较小。其他亲戚的支持作用在所有支持类型上均不如父母和兄弟姐妹，但它在就业支持（5.9％，4.4％）和借款支持（5.9％，5.4％）方面的作用比它在其他支持类型上的作用大。

非亲缘关系的最大支持作用表现在就业支持（41.2％，36.3％）方面，在劳务支持方面的作用最弱（10.6％，7.1％）。在非亲属关系内部，邻居在无偿财物支持方面（10.8％，5.6％）和精神支持方面（7.3％，5.1％）的作用相对较大。朋友在借款支持方面（7.9％，5.9％）的作用相对较大。其他非亲戚（23.5％，22.1％）、同事（5.4％，5.4％）和同学（8.8％，8.8％）在就业支持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大。据我们了解，在就业支持方面发挥较大作用的其他非亲戚主要是贫困家庭所在居委会和街道的干部。

以上我们对同一关系在不同支持子网间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如果在同一支持网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几乎在所有支持网内，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相对作用视支持种类的不同有所不同。具体情况是：（1）在无偿财物支持上，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支持作用相差不多，都起着主要作用，邻居也有一定作用；（2）在借款支持上，兄弟姐妹起着主要作用，父母的作用次之，朋友和同学也有一定作用；（3）在劳务支持方面，父母的作用是最主要的，兄弟姐妹的作用次之；（4）在就业支持方面，兄弟姐妹发挥着主要作用，其他非亲戚和父母的作用次之，同学和同事也发挥一定作用；（5）在提供精神支持方面，兄弟姐妹的作用最大，父母的作用次之。

第三节　总结与讨论

上节的研究结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2.21，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支持率为52.6％。

2.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支持方面的功能以无偿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为主，在劳务支持和借款支持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在为贫困家庭解决就业问题方面，作用十分有限。

3.亲属在贫困家庭的各类社会支持网中都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亲属在所有支持网中的构成比例都超过了60％。

4.在亲属中，以被访者及配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作用最为突出。两者相比，父母在劳务支持方面的作用突出，在借款支持和就业支持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弱；兄弟姐妹在借款支持和就业支持方面的作用突出，在劳务支持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弱；两者在无偿财物支持和精神支持方面，都有较大的作用。其他亲戚在各种支持中的作用都很弱。

5.非亲属在就业支持方面有较大作用。有41.2％的就业支持网成员是非亲属。在就业支持方面，发挥作用较大的非亲属依次是其他非亲戚（主要是居委会和街道的工作人员）、同学和同事。

以下我们就上述主要结论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关于社会支持网的规模

与其他相关研究的结果相比，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的规模较小。据张文宏等人在天津的调查（张文宏、阮丹青，1999），城市居民财务支持网的平均规模是2.1人，城市居民的精神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2.6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张文宏等人的提名问题测量的是意想中的社会支持，而不是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贺寨平对山西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贺寨平，2001：33）表明，综合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9.1人。曹子玮对进城农民工的调查（曹子玮，2002：60）表明，其三种网络支持（物质支持、精神支持、讨论网）的网络规模分别为2.19、2.30和2.35。

那么如何评判本研究所发现的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的规模大小呢？

第一，研究结果的差异有一部分是由于研究设计的不同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提名问题的性质不同。张文宏等人在天津的调查采用的提名问题是假设性的。例如，财务支持网的提名问题为：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精神支持网的提名问题为：如果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呢？因此，他们所测量的社会支持是调查对象意想中的社会支持，而不是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而本研究测量的是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一般来说，人们意想中的社会支持要比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多。（2）测量的社会支持种类或范围不同。贺寨平在山西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包括赡养、借钱、重要决定等11项支持内容，涉及精神支持、工具性支持和社会交往三个方面。本研究包括的7项具体内容大多数与之不同，并且没有涉及社会交往方面的内容。相比较而言，曹子玮关于进城农民工的研究设计与本项研究较为接近。

第二，城市贫困家庭较小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与其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
【3】

 我们所测量的社会支持是贫困家庭从其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社会支持，不包括从其他途径获得的社会支持。因此，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决定了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大小和社会支持网的最大规模。

第三，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的规模较小与其社会支持资源的缺失有关。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家庭夫妻双方的父母及兄弟姐妹是获得社会支持的最主要来源。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比贫困家庭好多少，甚至有很多人和贫困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见表3—5。





表3—5　贫困家庭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家庭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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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功能

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功能主要表现为无偿财物支持和精神支持，在劳务支持和借款支持方面有一定作用，在就业支持方面作用非常有限。我们认为，这一功能格局主要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有关：

1.贫困家庭的支持需求。获得经济方面的援助是缓解贫困的基本途径，也是贫困家庭在社会支持方面的普遍需求和最大需求。其他工具性需求，如获得劳务支持和就业支持，对于一部分贫困家庭也许是最为迫切的需求，但没有普遍性。希望获得精神方面的支持对于现代都市人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需求，但其对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来说，毕竟是第二位的。因此，在需求普遍性上，获得精神支持的需求要低于获得经济支持的需求，但要高于其他工具性支持。

2.贫困家庭网络成员的经济能力和贫困家庭的偿还能力。在经济支持方面，贫困家庭获得借款的比例很低，这一方面与贫困家庭网络成员的经济能力有关，即与贫困家庭关系紧密的网络成员大多不太富裕（见表3—5），提供借款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与贫困家庭自身的偿还能力有关。贫困家庭对于支持者提供的借款偿还能力很低，因此，贫困家庭一般不会向网络成员提出借款的要求，网络成员一般也不会以借款的形式给予其经济上的帮助，大多会采用无偿提供实物和货币的形式。

3.网络关系的构成。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支持功能的格局和支持作用的发挥。以父母和兄弟姐妹为主要成分的亲缘关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很高的比例
【4】

 ，决定了其社会关系网络在无偿财物支持、精神支持方面和劳务支持方面的较大作用，在就业支持方面的微弱作用。
【5】







三、关于不同关系类型的支持作用

研究表明，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几乎所有社会支持类型上（在就业支持方面有点例外），都有最突出的作用。这说明父母和兄弟姐妹是贫困家庭获得各类社会支持的主要依赖对象。这与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有关，也与贫困家庭对社会支持的需求内容有关。但研究同时表明，在具体支持类型上，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相对作用不同。

我们认为，父母和兄弟姐妹在支持类型上的不同作用，是由其角色要求和支持能力决定的。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父母在劳务支持上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帮助子女照看小孩，而这正是人们对于父母的基本角色期待。与兄弟姐妹相比，父母在提供借款和就业支持方面的作用较弱，则主要是由其支持能力决定的，因为一般来说，贫困者兄弟姐妹的经济能力比其父母的经济能力高，对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信息的了解也要比父母多。

非亲属在就业支持方面的较大作用，则可以用弱关系在传递有效信息方面的优势来说明，即人们通过强关系获得的就业信息也往往是自己知道的，重复率高，而通过弱关系往往能够获得自己不知道的信息，因而对找工作的帮助更大（Granovetter，1973）。

注　释


【1】
 由于获得其他帮助的贫困家庭很少，我们不准备对其他支持网作单独分析。


【2】
 括号内的百分比前为被访者的提及率，后为在典型支持网中的构成比例，下同。


【3】
 关于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大小的判断和影响因素的讨论，分别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


【4】
 关于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大小的判断和影响因素的讨论，分别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


【5】
 关于各关系类型在支持内容上的倾向，参见第六章三节。


第四章　家庭地位、网络资源与社会支持的规模

上两章描述和分析了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网的基本情况。在这一章，我们将以贫困家庭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考察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网络资源和社会支持的规模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关于个人社会地位对于社会支持规模的影响，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国外的许多研究表明，个人的支持网的规模与中心人物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声望等个人地位正相关（Campbell，1986; Marsden，1987; Huang & Tausig，1990）。国内的研究也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阮丹青等人1986年在天津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教育水平和收入与核心讨论网的规模成正向关系（Ruan，1993）。贺寨平在对山西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研究时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网络规模越大；无业者和从事农业劳动者较之从事非农职业者其支持网的规模较小（贺寨平，2001：51～52）。

上述一系列研究都忽视了被支持者的社会网络的影响。从逻辑上分析，影响社会支持规模的可能因素，除了被支持者的社会地位外，无疑还应包括被支持者的社会网络情况。在这方面，社会资源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的基本框架。

根据社会资源理论，社会支持的获得作为一种工具性行动的结果，与个人及家庭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由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命题来加以说明：（1）地位强度命题，即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2）关系强度命题，即社会资源也受较弱关系的使用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甚至还超过较强关系的使用；（3）社会资源命题，即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Lin，1982）。

这样，根据社会资源理论的基本观点，我们构建了以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网络资源、关系强度和社会支持的规模为组成部分的基本分析模型。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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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基本分析模型





在图4—1的模型中，贫困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的规模受到家庭地位、网络资源及关系强度指标三方面的影响：网络资源为社会支持的获得提供机会结构；家庭地位则会影响网络成员提供支持的意愿——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更愿意帮助具有回报能力的人；由于弱关系比强关系具有更大的资源优势，弱关系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社会网络中弱关系的比例越高，网络中心人物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越大。同时，网络资源的多少还与网络中心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网络中弱关系的比例有关。因为根据有关研究结果（Bott，2001; Fischer，1982; Marsden，1987），社会地位越高，网络中弱关系的比例越高，就越有机会与有较高地位的人来往，网络资源就越丰富。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确立以下6个理论假设：

（1）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网络资源越丰富。

（2）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网络中弱关系的比例越高。

（3）网络中弱关系的比例越高，网络资源越丰富。

（4）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支持的规模越大。

（5）贫困家庭的网络资源越丰富，社会支持的规模越大。

（6）网络中弱关系的比例越高，社会支持的规模越大。

第二节　变量设置及分析模型的操作化

一、变量设置

（一）社会支持的规模

社会支持的规模是指在被访者家庭的所有亲友中，给被访者家庭提供社会支持的人的总数。近两年来，一个网络成员只要提供过下列类型的社会支持，不管是何种支持，也不管是一种还是同时提供几种支持，都算且只算一个人：

（1）无偿货币资助

（2）无偿提供实物

（3）提供借款

（4）照顾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者

（5）帮助照看小孩

（6）帮助找工作

（7）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

（8）其他帮助

（二）社会地位

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主要通过两个变量来测量：（1）被访者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年限；（2）被访者家庭成员的最高职业声望等级分。

受教育年限由访问问卷中询问的文化程度变量转换而来，具体转换方法见表4—1。

在访问问卷中，职业身份为分类变量，共有12个类别。确认各类职业身份的声望等级分的基本依据是许欣欣于1999年七八月份在全国63个城市对16岁以上的城市居民进行的有关职业声望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许欣欣，2003）。表4—2是所确定的各类职业身份的声望等级分（具体确定方法见附录一）。

（三）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网络资源的数量，采用被访者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来反映；二是网络资源的水平，采用网络成员的最高受教育年限和最高职业声望等级分来反映。网络成员的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声望等级分的确定方法见表4—1和表4—2。





表4—1　由文化程度确定的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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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各职业身份类别的声望等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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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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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系强度

网络的关系强度指标采用强关系在所有关系中所占的比例来反映。我们采用反映关系强度不同维度的两个指标：（1）亲属比例，即亲属在所有网络成员中所占的比例；（2）经常见面者比例，用与被访者或其家人每月至少见面1次的网络成员所占的比例来表示。





二、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设的操作化

通过上述变量设置，我们得到了一个可以直接用于统计分析的操作模型和一系列具体的工作假设。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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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研究假设的操作模型





在图4—2中，矩形框内的变量是观测变量，是在问卷调查中直接测量的变量，椭圆框内的变量是潜变量，它是无法直接测量的变量，但可以由多个观测变量来反映。箭头表示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箭头上面带有“＋”号，表示该关系根据研究假设是正向关系。箭头上带有“—”号，表示该关系根据研究假设是负向关系。

在上述模型中包含了一系列需要加以验证的工作假设，这些假设可以分为三类：

A.家庭地位命题

（1）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

（2）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网络资源的水平越高。

（3）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亲属比例越低。

（4）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经常见面者的比例越低。

（5）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支持的规模越大。

B.网络资源命题

（6）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网络资源的水平越高。

（7）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社会支持的规模越大。

（8）网络资源的水平越高，社会支持的规模越大。

C.关系强度命题

（9）亲属比例越低，网络资源的水平越高。

（10）经常见面者的比例越低，网络资源的水平越高。

（11）亲属比例越低，社会支持的规模越大。

（12）经常见面者的比例越低，社会支持的规模越大。

第三节　模型拟合和假设检验

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对图4—2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关系及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分析和检验，分析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专用软件AMOS 4.0 （Analysis of Moment Structures）。
【1】







一、模型拟合过程

表4—3是完全模型的回归结果。完全模型包含了研究变量之间的所有可能的关系，尽管有些路径在工作假设中未提及（例如，亲属比例→经常见面者比例，以及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亲属比例），也被包括在内。完全回归模型是模型比较的基准，并且提供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路径系数的基本信息。从卡方检验的结果看，完全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从对路径系数的检验结果看，有7个路径在完全模型中是不显著的（P>0.05），它们是：（1）家庭地位→经常见面者比例；（2）家庭地位→网络资源的水平；（3）家庭地位→社会支持规模；（4）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经常见面者比例；（5）亲属比例→经常见面者比例；（6）经常见面者比例→网络资源的水平；（7）亲属比例→社会支持规模。





表4—3　完全回归模型的结果（x2
 /df=3.823/9，P=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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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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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得最终模型，我们采用逐步剔除的方法，每次将一条最不显著的路径从模型中剔除出去，这样就获得了5个中间模型和1个最终模型。加上完全回归模型，共有7个模型。表4—4列出了这7个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从评价指标可以看出，这7个模型与调查数据的拟合度相差无几。由于最后一个模型是最简模型，且模型中各个路径系数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P＜0.05）。因此，最后一个模型（模型7）是最好模型，我们将它作为验证假设的依据。





表4—4　模型拟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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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是最终模型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表4—6给出了最终模型变量之间的标准化总效应（standardized total effects）。图4—3是最终模型的路径图。





表4—5　最终模型（模型7）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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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 *P＜0.01.

* * *P＜0.001.

说明“/”表示模型中无此路径。

“ns”表示因统计检验不显著从模型中剔除的路径。





表4—6　最终模型（模型7）变量间的标准化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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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括号内为间接效应。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2.“/”表示无此路径或路径不通。





二、假设验证情况

（一）家庭地位命题

表4—5显示，在与家庭地位有关的5个工作假设中，有2个假设没有得到显著性的检验结果：家庭社会地位对于网络资源的水平及社会支持规模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在得到显著性结果的其他3个假设中，有关家庭地位对于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影响、家庭地位对于经常见面者比例的影响的假设得到了调查数据的支持。跟研究假设所预测的一样，较高的家庭地位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有正面影响（β=0.405），但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交往频度指标有负面影响（β=-0.178）。但在家庭地位与社会关系网络中亲属比例的关系上，数据检验结果却得出了与假设相反的结论：家庭地位越高，网络成员的亲属比例越高（β=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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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最终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图4—3显示，虽然家庭地位对于网络资源的水平和社会支持规模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间接影响还是存在的。间接影响的作用路径主要是通过它对于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影响来实现的。家庭地位对于网络资源水平和社会支持规模的间接影响分别为0.147和0.266（见表4—6）。

（二）网络资源命题

以网络资源为自变量的3个工作假设，全部获得了调查数据的支持。从路径系数上看，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对支持规模的影响最大（β=0.669）。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还对网络资源的水平有较大影响（β=0.413），说明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就越可能接触到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这样，加上通过“网络资源的水平”的间接影响，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对于社会支持规模的总效应达0.722（见表4—6）。与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作用相比，网络资源的水平对于社会支持的影响相对较小（β=0.121）。

图4—3显示，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还与网络内的亲属比例有关系——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亲属比例越低（β=-0.227）。这是一个研究假设之外的发现。如果将亲属关系看做强关系，那么，这一发现佐证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一个推论：一个资源丰富的网络比资源贫瘠的网络包含更多的弱关系（Lin, 1998：164）。

（三）关系强度命题

在有关关系强度作用的四个工作假设中，有关经常见面者比例对于网络资源的水平的影响及有关亲属比例对于社会支持规模的影响的假设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获得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工作假设中，亲属比例对于网络资源的水平有负面作用（β=-0.131），经常见面者比例对于社会支持的规模有正面作用（β=0.129）。这说明，网络的见面频度指标与网络成员的最高社会地位没有明显关系，但对于提供社会支持的人数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即经常见面者更可能提供支持；较高的亲属比例，不一定会增加提供支持的人数，但却会降低网络资源的水平，即较高的亲属比例减少了贫困家庭的社会网络内出现较高地位者。这样，通过降低网络资源的水平，较高的亲属比例对于社会支持的获得有微弱的负面作用（-0.131×0.121=-0.016）。

（四）各因素对社会支持规模的作用大小和作用路径

表4—6最后一列显示了各自变量对于社会支持规模的影响。可以看出，在5个影响因素中，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对于社会支持规模的作用最大（0.722），其中既有直接效应（0.669），也有间接效应（0.053），但主要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作用路径有两条，一条通过对网络资源水平的影响而发挥作用，另一条通过对亲属比例的影响而发挥作用（见图4—3）。家庭地位对社会支持规模的作用（0.266）次之，但全部为间接效应，而且既有正效应（通过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也有负效应（通过对亲属比例的影响）。经常见面者比例和网络资源水平对社会支持规模也有一定的影响（分别为0.129、0.121），且全部为直接效应。亲属比例对社会支持规模虽然没有直接作用，但通过间接路径（通过对网络资源水平的影响）对于社会支持规模有微弱的负效应（-0.016）。

（五）模型的解释能力

表4—5最后一行的数据是模型中各因变量的决定系数，它是复相关系数的平方，反映了模型解释各因变量的能力。数据显示，模型对于社会支持规模的解释能力较高，它能够解释社会支持规模中53.4％的变异。但模型对与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资源水平的解释能力较弱，分别能够解释其中20.2％和16.4％的变异。这说明，用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年限和最高职业声望等级测量的家庭地位，尚不能较充分地解释贫困家庭在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资源的水平方面的差异。但用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网络资源的水平可以较好地解释贫困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规模。

第四节　总结与讨论

综合上节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尽管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但用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年限和最高职业声望测量的家庭地位对于其获得的社会支持规模仍然有一定的影响。这种作用不是体现在家庭地位对于社会支持规模的直接影响上，而是体现在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亲属比例的间接影响上。

2.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对于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有较大影响，对网络资源的水平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影响网络规模，对网络资源的水平发生了间接影响。

3.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是影响其社会支持规模的主要因素，网络资源的水平对社会支持的规模也有一定影响。在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网络资源的水平之间有正向关系，即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资源的水平越高。

4.作为反映关系强度的两个指标，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亲属比例和经常见面者比例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不一致。家庭地位较高者网络中的亲属比例也较高，但经常见面者的比例较低。经常见面者比例越高，社会支持的规模越大；但亲属比例对于社会支持的规模没有直接作用。经常见面者的比例与网络规模和网络资源的水平没有关系；但亲属比例与网络规模有负向关系，与网络资源的水平也有负向关系。

如何看待上述研究结果？本节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一、关于社会地位的作用

在上述研究结论中，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却对网络资源的水平和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规模没有直接作用。这意味着，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或职业声望等级的贫困人员，尽管在社会交往上比较活跃，但其较高的社会地位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其网络中出现较高社会地位者的机会，也不会直接提高其家庭获得社会支持的规模。其网络中出现较高社会地位者及获得更多人的社会支持，主要受益于网络规模的扩大。这多少与理论假设和我们的生活经验不相符。因为根据社会交往的相近性原理，人们总是倾向与相近社会地位的人交往，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应该比其他人更有机会接触到与他们具有类似社会特征的人。

在家庭地位与网络关系的强度上，调查数据与理论假设之间同样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一方面，家庭地位与经常见面者的比例呈负关系，这与研究假设的预测相一致；另一方面，较高的家庭地位将增加社会关系网络中亲属的比例，这与理论假设相矛盾，同时也与已有的相关研究不一致（Fischer，1982，Marsden，1987）。

对于以上两方面的矛盾情况，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与地位不一致的体验有关。对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等级较高的贫困者来说，存在着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矛盾，当他们与其他社会地位较高者交往时，将会更多地体验因地位不一致带来的负面心理感受，这将会促使他们尽量避免与其他社会地位较高者交往。第二种解释与社会地位较高家庭的致贫原因有关。在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等级方面具有较高地位的被访者家庭大多是一些特殊困难家庭，如家中有残疾人、重病人等生活不能自理者或是单亲家庭（见表4—7）。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亲属的支持和帮助是缓解生活压力的主要途径，因此，他们的交往对象主要是亲属。同时，沉重的家庭负担也使他们很难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一步扩展他们的社交圈子。

以上两种解释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因为亲属之间往往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具有较高的同质性。





表4—7　家庭地位较高者的家庭类型

[image: alt]


* 特殊困难家庭包括家中有重病人、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家庭及单亲家庭。

* * 声望等级分的赋值情况见表4—2。





二、关于网络资源的作用

研究发现，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比网络资源的水平对于其获得社会支持有更大的作用（效应比为0.722∶0.121=5.97∶1）。这一点也许与贫困家庭对社会支持的需求内容及提供这些支持的关系类型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在贫困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中，支持人数最多的项目是无偿财物支持和精神支持（参见表3—3）。一般来说，决定这些类型的社会支持的不是支持者社会地位的高低，而是支持者和被支持者之间的关系性质。实际上，这些社会支持的提供者主要是亲属（参见表3—4）。因此，对于贫困家庭能否获得这些社会支持来说，网络成员的人数规模比网络成员的地位高低作用更大，即网络资源的数量比网络资源的水平更重要。





三、关于关系强度的概念和假设

研究发现，与经常见面者比例与亲属比例指标有关的研究假设往往得不到一致的结果。就亲属比例对于网络资源的水平的负作用来说，检验结果与关系强度的理论假设相一致，显示了亲属的强关系特点；但它与家庭地位的正向关系却与研究假设相违背。经常见面者比例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点，家庭地位对于经常见面者比例的负作用，体现了见面频度作为强关系指标的特点；但经常见面者比例对于社会支持规模的增进作用，却与社会资源理论的关系强度命题不一致。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1）关系强度的概念还有待明确。根据格拉诺维特的观点，关系强度概念涉及四个维度：互动的频度、感情力量、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范围（参见肖鸿，1999：3）。但这四个维度是什么关系，则没有明确说明。许多研究者通常是以其中的一两个维度作为测量关系强度的变量，而且即使是使用一个维度，也往往在变量的界定上不一致。
【2】

 从本章的研究结果来看，见面频度和亲属关系之间似乎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澄清概念是获得明确研究结论的前提。（2）经常见面者比例和亲属比例是网络层次的变量，关系强度命题涉及的是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关经常见面者比例和亲属比例的假设并不是对于关系强度命题的直接检验。（3）各种亲属关系之间在感情力量和亲密程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有的亲属关系在亲密程度方面可能还不如非亲属。笔者曾尝试在亲属关系内部作进一步的分类，但均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所以还是保持了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的常规区分方法。

虽然关系强度概念及其假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关系强度无疑是影响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的摄取及使用，从而影响社会支持结果的重要变量。本书在后面的章节中还将继续从关系类型和见面频度角度考察关系强度的影响。

注　释


【1】
 模型评价的主要依据是：（1）估计出的路径系数的强度、方向是否适当以及路径系数是否具有所要求的统计显著性（P＜0.05）。（2）模型的统计检验结果和拟合度指标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模型拟合情况的统计检验，要求卡方值不具有显著性（P＞0.05）（这与对路径系数的统计检验要求正好相反）。如果检验结果显著，说明模型对数据拟合得不好。但卡方检验无法提供一个具体的数值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并且卡方检验对于大样本比较敏感，所以，研究者们通常还要采用其他指标评价模型拟合的情况。本书采用GFI（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和RMSEA（Root Mean Squared Error of Approximation）。前两个指标的值都在0～1之间，越接近1越好，大于0.90表示模型拟合好。后一个指标处于0～1之间，越接近0越好，小于0.10表示模型拟合比较好，0.05表示模型拟合特别好。


【2】
 例如，在关系类型上，有人简单地将亲属关系作为强关系，非亲属关系作为弱关系；有人将亲属和朋友作为强关系，将相识和间接关系作为弱关系（Granovetter，1973; Lin，Walter & John, 1981）。但韦尔曼的研究显示，外围亲属（extended kin）关系（比如表兄弟、姑舅妈）要比朋友关系更弱，只有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比朋友关系要强。所以他反对将外围亲属和直系亲属不作区分（Wellman, 1990; Wellman & Wortley, 1989）。Marsden和Campbell认为，与角色关系相比，亲密程度（intimacy）可能是强关系更好的指示变量（Marsden & Campell, 1984）。


第五章　关系激活——社会支持的提供

上一章在贫困家庭即网络整体的层面上考察了家庭地位、网络资源对于社会支持规模的影响。本章将在网络成员的层面上研究以下问题：影响一个网络成员是否提供社会支持的因素是什么？即一个特定的网络关系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被激活？

第一节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从逻辑上分析，支持关系的激活，可能要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1）支持对象对社会支持的需求；（2）支持者的社会经济地位；（3）支持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4）支持者和支持对象之间的关系强度；（5）支持对象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6）社会背景因素，如政府和其他社会正式组织对于受支持者的援助情况，社会主流文化有关社会支持的道德规模和基本价值观等。

在上述6个方面的因素中，我们假定社会背景因素对于所有贫困家庭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因此将之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

在其他5个基本因素中，支持对象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是社会支持得以发生的前提。支持对象如果对于社会支持没有现实需求，或者主观上加以拒斥，支持者的社会支持行为将很难发生。

支持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影响其提供社会支持的能力。根据社会资源理论的地位强度命题，资源地位较高者可以接触到和使用更多的社会资源（Lin，1998），因此更有能力帮助支持对象。贺寨平在山西的研究也证明，社会地位较高者与多种重要社会资源的提供有关系（贺寨平，2001：69）。因此，我们推测，在其他方面一样的情况下，支持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应该对其社会支持行为有正面的影响。

判断支持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则较为困难。因为，一方面，根据社会资源理论，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与更丰富的社会资源联系在一起（Lin，1998），同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人们更愿意去帮助那些具有回报能力的人（彼德·布劳，1988：159），从这个意义上，支持对象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将会提高其他人帮助他的意愿；但另一方面，支持对象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降低其对于社会支持的主观需求。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他们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相对较小，如果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他们的地位差异主要不是发生在经济地位方面，而是在社会地位方面。根据交换理论的观点，获得帮助者如果没有对方所需要的资源以回报对方，帮助者将获得感激、尊敬或权力（彼德·布劳，1988：25）。这种交换对于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职业声望等级的人而言，往往是被迫式的，因此他们可能选择放弃这种需求。上述两个方面的效应，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出现可能性更大的是后者，即贫困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越高，网络成员社会支持行为发生的可能反而越小。

对于关系强度的影响，目前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弱关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获取有效信息方面（Granovetter，1973），如果需要获取关系人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资源的话，强关系充当着更为重要的角色（Bian，1997）。贺寨平在研究山西农村老年人支持网时发现，关系强度与所有类型的支持都有关系（贺寨平，2001：69）。同时，由于贫困家庭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类型主要为无偿财物支持和精神支持（参见表3—3），因此，我们认为，在为贫困家庭提供社会支持方面，强关系将比弱关系发挥更强的作用。

在支持对象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对于网络成员社会支持倾向的影响方面，目前尚无实证研究成果可借鉴。从理论上推测，一方面，支持对象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资源的数量越大，因此，网络成员更愿意提供社会支持；但在另一方面，支持对象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在支持对象的支持需求一定的情况下，每个网络成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反而减小。我们估计，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作用更大的可能是后者。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贫困家庭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越大，单个网络成员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2）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3）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单个网络成员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越小。

（4）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关系强度越大，其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5）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单个网络成员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越小。

第二节　变量设置与统计模型

一、变量设置

上述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中的主要概念的操作化方法如下：

（一）社会支持的需求

从概念上划分，贫困家庭对社会支持的需求可以分为客观需求和主观需求。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已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贫困家庭，他们在主观上排斥社会支持的现象应该不会多见。因此，贫困家庭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可以由其客观需求即生活困难程度来反映。在这方面，被访者家庭的人均收入是一个常被使用的指标。但是，对于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贫困家庭来说，这个指标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困难程度。因为从理论上讲，经过低保金的补差，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样的。实际上，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特殊困难事件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他们在生活方面的艰难处境。这些特殊生活事件包括家中有残疾人、严重病人和其他生活不能自理者、因离异和丧偶造成的单亲儿童和孤儿。正是这些特殊生活事件，造成了所在家庭比一般贫困家庭更为困难，也更需要社会和亲友的帮助和支持。因此，我们引入了一个表示特殊困难家庭的虚拟变量来反映贫困家庭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

“特殊困难家庭”虚拟变量的赋值方法如下：当被访者家中有残疾人、严重病人和其他生活不能自理者、因离异和丧偶造成的单亲儿童和孤儿情况时为1，没有遭遇上述生活事件的其他贫困家庭为0。

（二）贫困家庭及其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

由于贫困家庭在家庭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不大，因此我们采用以下两个变量测量其社会地位差异：（1）被访者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年限；（2）被访者家庭成员的最高职业声望等级分。这两个变量的具体设置方法参见第四章表4—1和表4—2。

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则由三个测量变量来反映：（1）网络成员的家庭经济情况；（2）网络成员的受教育年限；（3）网络成员的职业声望等级分。

在上述三个测量变量中，网络成员的家庭经济情况是一个5分变量，在统计模型中我们将之作为间距变量运用，具体赋值情况为：5=很富裕；4=富裕；3=较富裕；2=温饱；1=贫困。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声望等级分的赋值情况参见表4—1和表4—2。

（三）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关系强度

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关系强度，主要涉及调查问卷中的两个变量：（1）网络成员和贫困家庭户主之间的关系类型；（2）网络成员和贫困家庭户主之间的见面频度。

由于关系强度缺乏一致的概念界定，我们采用多维度的、相对的界定方法：即亲属关系为强关系，非亲属关系为弱关系；网络成员和贫困家庭的见面频度越高，越有强关系的特征。在亲属关系中，与被访者家庭亲属关系近者为强关系，与被访者家庭亲属关系远者为弱关系；在非亲属关系中，朋友关系为强关系，其他关系为弱关系。

在统计模型中，对于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关系类型，通过7个虚拟变量来反映：（1）父母，包括被访者和配偶双方的父母；（2）子女，包括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3）兄弟姐妹，包括被访者及配偶双方的兄弟姐妹；（4）其他亲戚；（5）朋友；（6）邻居；（7）其他非亲戚关系。以上虚拟变量的赋值方法是一样的：1=是，0=否。

网络成员和贫困家庭之间的见面频度的赋值方法为：6=几乎每天；5=几乎每周；4=每月；3=每年数次；2=每年1～2次；1=更少。

（四）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

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的界定方法参见第三章第一节的变量设置部分。

（五）支持关系的激活

只要一个网络成员提供以下任何一种类型的支持，就算激活了支持关系：

（1）无偿货币资助。

（2）无偿提供实物。

（3）提供借款。

（4）照顾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者。

（5）帮助照看小孩。

（6）帮助找工作。

（7）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

（8）其他帮助。





二、关于统计模型的说明

（一）统计模型的选择

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是研究多因素影响模型的常用统计方法。在考察网络成员的网络关系特质与社会支持行为的关系时，一些研究者采用的统计方法就是普通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例如，贺寨平，2001：63～83）。这些统计分析方法或模型是建立在随机样本的基础上的。然而以网络关系和网络成员为基本单位的调查数据一般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尽管调查对象是随机抽取的，但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成员却不是相互独立的。同一个调查对象的网络成员之间可能比不同调查对象的网络成员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即调查数据存在网络内聚集的现象。如果采用以随机样本为基础的普通多元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这样的数据，就会产生不可靠的标准误差，得出错误的统计结论。一般来说，会过低估计标准误差，增大统计检验的显著性，导致将原本不显著的回归系数纳入统计模型（Marijtje，Jooske & Snijders，1999）。

一些研究者为了避免犯上述模型误设的错误，采用两种应对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将有关网络成员的数据汇总为网络层次的数据，如求出每个网络的平均关系强度，然后分析其他因素对于平均关系强度的影响；第二种方法是，采用分解的方法对每一个社会网络进行单独研究。这两种方法在统计上都是正确的，但第一种方法丢弃了大量有关网络成员个体特征的信息，致使无法得出详细的结论；而当网络规模较小和网络数量较多时，第二种方法将无法运用。

在这方面，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是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多层次模型，又叫做混合模型（mixed model）、阶层模型（hierarchical modeling），它可以看成是多元线性回归的扩展，是专用来处理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的。较早建议用多水平模型来分析个体中心网数据的是Snijders等人（Snijders, Spreen & Zwaagstra, 1995）。

当研究者需要分析网络关系特质和网络成员行为时，个体中心网的数据就是典型的嵌套结构数据。此时，网络成员个体或网络关系是统计分析的基础单位，网络成员和网络关系嵌套于社会网络或被调查者之中。因此，调查数据表现在两个不同层次上。网络成员和网络关系是层次1单位，被调查者或社会网络是层次2单位。

多层次模型通过在网络成员的水平（即层次1）和网络整体的水平（即层次2）引入变异参数，充分考虑了数据在网络内聚集的问题，可以进行正确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对变异参数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即哪些因素导致了数据在网络内聚集，哪些因素导致网间变异的增大。因此，多层次模型为在网络成员的层次研究问题（例如，考察网络成员的社会支持行为、关系强度等），以及同时在网络层次和成员层次研究问题（例如，考察网络规模对于网络成员社会支持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二）多层次模型的引入

下面我们引入本章分析所需的多层次Logistic模型。

假设Pi
 j
 为第j个被访者家庭的第i个网络成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令

Yi
 j
 =ln（pi
 j
 /（1-pi
 j
 ））

即Yi
 j
 是第j个被访者家庭的第i个网络成员提供支持的对数发生比。假定Xi
 j
 是层次1（即网络关系层次）的解释变量，比如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见面频度；Zj
 为层次2的解释变量，比如网络规模。那么层次1的回归方程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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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上述方程中，γj
 和γ1
 j
 是回归系数，但它是变化的，随被访者（社会网络）的变化而变化。它们分别被称为随机截距和随机斜率。

在层次2（即网络层次）有2个回归方程，分别计算层次1的随机截距和随机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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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程中，回归系数β0
 、β1
 、β0
 、β1
 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不会随被访者（社会网络）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叫做固定效应。U0
 j
 和U1
 j
 是随机误差项，又称随机效应，代表在被访者之间未被解释的变异。多水平模型假设随机效应服从均值为0的多元正态分布。因此，随机效应的大小由其方差和协方差的大小来反映。

将方程（2）和方程（3）代入方程（1），得到下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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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程（4）中，方程等号右侧的前四个回归系数体现了固定效应，后两个反映了随机效应。第四项是一个跨层次互动项，体现了层次2变量Zj
 和层次1变量Xi
 j
 的交互作用。最后一项U1
 j
 Xi
 j
 是随机互动项，其随机效应强度由U1
 j
 的方差大小来反映。

以上引入的模型即方程（4）是多水平分析的完全模型，它既包括随机截距，也包括随机斜率。如果假定随机效应仅体现在方程（1）的截距上，γi
 j
 是固定效应，即γi
 j
 =β0
 +β1
 Zj
 ，那么就可以得到下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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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5）被称为随机截距模型。由于我们所研究的网络规模不大（平均规模为4.2），我们假定，数据的网内聚集性主要表现在截距上，因此采用随机截距模型即方程（5）作为研究模型。分析软件采用SAS9.0的NLMIXED程序。

第三节　分析结果与发现

为了获得所有研究变量的统计检验信息，我们分两步进行统计回归：第一步将所有解释变量一次性纳入统计模型，但不考虑解释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第二步引入可能存在的交互项，并保留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解释项。

第一步，共有14个解释变量加入统计模型。表5—1是第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有显著性作用的、层次2的影响因素有：网络规模、家庭最高职业声望等级、特殊困难家庭；有显著性作用的、层次1的影响因素有：家庭经济条件、见面频度、职业声望等级、父母、兄弟姐妹、邻居、朋友。





表5—1　所有解释变量与网络成员社会支持行为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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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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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P＜0.01。

* * * P＜0.001。

说明：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为非标准回归系数值。





第二步，将可能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后，一些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发生了变化。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将显著性水平不足的解释变量剔除以后，得到表5—2的最终模型。一些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如网络规模、特殊困难家庭及兄弟姐妹，仍然保留在模型中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变量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表5—2　社会支持行为影响因素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系数（最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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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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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P＜0.01。

* * * P＜0.001。

说明：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为非标准回归系数值。





对比表5—1和表5—2的模型拟合指标可以发现，引入交互项和剔除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后，所有拟合指标值都变小了。这说明，模型的拟合情况得到了改善。表中子女一项及子女与特殊困难家庭交互项的标准误过大，与网络中子女的人数较少有关，但这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不大，因为其置信度为95％的区间分别为［0.146 5, 3.197 3］和［0.159 8, 3.456 9］，其上下限均大于0（置信区间的范围表中未列出）。

从表5—2中的随机效应参数的估计情况来看，即使各解释变量的取值完全一样，贫困家庭之间（或者说网络之间）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image: alt]
 ，即调查数据的网络内聚集现象是不能忽略的。

通过表5—1和表5—2的统计分析结果，我们得到如下发现：

1.被访者家庭面临的特殊困难可以激发网络成员的社会支持行为。表5—2的统计结果显示，当贫困家庭遭遇到特殊困难（这些困难包括家中有残疾人、严重病人和其他生活不能自理者、因离异和丧偶造成的单亲儿童和孤儿等）时，被访者及其配偶的兄弟姐妹（β=0.4859）、子女（包括儿媳和女婿）（β=1.8083）是最可能提供社会支持的人。其中以与被访者亲属关系最近的子女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最大。数据显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其他网络成员，子女和兄弟姐妹提供社会支持的发生比例（odds ratio）分别为6.1倍和1.6倍（见表5—2）。但特殊困难对于其他网络成员的社会支持行为的激发作用不显著（P＞0.05）。总的来说，统计结果是支持假设1的推测的，即贫困家庭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越大，单个网络成员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越大，但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与其有较近亲属关系的人的身上。

2.网络成员的家庭经济条件和职业声望等级与社会支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网络成员的家庭经济条件越好（β=0.344 7），职业声望等级越高（β=0.144 4），其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越大。其中，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更大（见表5—2）。另外，家庭经济条件与兄弟姐妹虚拟变量还有交互效应（β=0.325 8），这说明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对于所有网络成员的社会支持行为都有激发作用，但如果网络成员是被访者的兄弟姐妹，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更大。在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中，只有网络成员的受教育年限对于其社会支持行为的作用不显著（见表5—1）。因此，回归分析的结果基本上是支持有关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的假设的（假设2）。

3.贫困家庭成员的最高职业声望等级对于单个网络成员提供社会支持的行为有微弱的负作用（β=-0.100 1）。而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年限的作用不显著（P＞0.05），但其作用的方向与假设推测的方向是一致的（见表5—1）。这说明，有关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与网络成员提供社会支持的关系的推测（假设3），在职业地位方面是正确的，但在教育地位方面还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4.在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关系类型方面，被访者及配偶的父母（β=1.327 1）、子女（包括儿媳和女婿）（β=1.671 9）最可能给被访者家庭提供支持。被访者及其配偶的兄弟姐妹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不显著，但如果他们的家庭条件较好，或者当贫困家庭面临特殊困难时，则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较大。其他亲属的作用不显著（见表5—1）。与其他关系（主要是亲属关系）相比，贫困家庭的邻居（β= -0.432）、朋友（β= -0.627 4）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明显较小。

在见面频度方面，回归系数（β=0.328 5）显示，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见面越频繁，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从关系类型和见面频度两方面的作用看，关系强度假设（假设4）基本得到验证。即总的来说，亲属关系比非亲属关系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大，关系近的亲属比关系远的亲属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大，见面次数多的网络成员比见面次数少的网络成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大。但也有与研究假设不一致的结果，统计结果表明，一般认为关系强度较强的朋友关系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比关系强度较弱的邻居小。另外，除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的其他亲戚的作用虽然是正向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5.网络规模对于网络成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有一定的负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与兄弟姐妹、子女的交互效应上。即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大，单个兄弟姐妹（β= -0.112 6）和单个子女（β= -0.453 4）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变小。但对于其他网络成员来说，网络规模的这种作用不显著。因此，有关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与单个网络成员提供社会支持可能性的负向关系的假设（假设5）得到了部分验证，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与被访者关系较近的亲属身上。

第四节　讨　论

本节将在上节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关于社会支持需求的影响

研究表明，在对支持行为的激发上，贫困家庭对社会支持的需求主要影响与贫困家庭关系较近的亲属，对其他网络成员则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可能与两方面的原因有关。

一是与社会支持需求的测量变量有关。我们通过贫困家庭是否遭遇特殊困难即是否家中有残疾人、严重病人和生活不能自理者及是否是单亲家庭来反映他们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其需求内容可能主要是希望得到其他人的物质帮助、劳务帮助（如帮助照顾病人和照看小孩），也可能涉及希望得到其他人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而最可能在这些方面提供支持的，就是与被访者家庭关系较近的亲属。也就是说，社会支持的需求内容决定了提供支持的关系类型（关于支持内容与网络关系类型的关系问题将在下一章进行研究）。

二是与贫困家庭对于网络成员的角色期待有关。当贫困家庭遭遇某种特殊困难，产生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的时候，他们所期待的支持提供者首先指向与他们关系较近的亲属，而这些亲属也感到有提供帮助的义务。与贫困家庭关系较远的其他网络成员，如其他亲属、朋友、邻居等，则不会感到与之同样大的角色期待压力。





二、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上，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社会支持有正面影响，但贫困家庭本身的社会地位对于网络成员的社会支持行为却有微弱的负作用。同时，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还与网络成员的角色关系有关。上述研究结果中，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与社会资源理论的地位强度命题的预测相一致。但其作用机理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兄弟姐妹与家庭经济条件的交互效应表明，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其社会支持行为的影响，还受其他中介变量的影响。

贫困家庭社会地位的作用，则与社会资源理论的预测相反。将它与第四章的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虽然对于提供社会支持的人数没有直接影响，但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即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为其提供社会支持的人数越多——相比较，两者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对于社会支持人数的间接影响，是通过网络规模的影响而发生的，在控制了网络规模的情况下，具体到每个网络成员，其影响就有可能是负向的。也就说，社会资源理论的地位强度命题，在预测贫困家庭获得社会支持的人数规模上是成功的，但在预测单个网络成员是否提供社会支持上，是失败的。它可以用交换理论关于社会地位和权力分化的观点来说明，这一点在研究假设部分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具有较高职业声望地位的被访者家庭，在经济条件方面应该要好于其他贫困家庭，因此社会支持的需求较低。但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这些职业声望地位较高的家庭，大多是因为遭遇特殊困难而陷入贫困的（参见表4—7）。因此，后一种解释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关于关系强度的作用

有关关系类型、见面频度与支持行为的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强关系与弱关系相比向贫困家庭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但研究结果也表明，作为关系强度的两个测量指标，关系类型与见面频度对于网络成员提供社会支持可能性的作用似乎是相互独立的。统计分析表明，关系类型和见面频度之间交互效应不显著。即，不管对于什么关系的网络成员，只要见面频度高，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就大。即使是对于邻居这样经常见面的网络成员，见面频度的作用也是一样的。这一结果似乎印证了“频繁接触独立于关系强度对社会支持有直接影响”的观点（Marsden & Campell，1984）。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关关系强度的概念就应该重新审查了。不过，见面频度的这种效应，也许与贫困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内容有关。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作进一步的研究。





四、关于网络规模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规模对于被访者及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包括儿媳、女婿）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有负作用。即网络规模越大，单个兄弟姐妹和单个子女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越小。网络规模的这种作用对于其他亲属及非亲属的影响不显著。这虽然部分支持了事先提出的研究假设（假设5），但与该研究假设的推测依据有出入。在提出研究假设时，我们以贫困家庭支持需求不变作为推测的依据。如果支持需求是主要影响因素，那么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内的其他成员的支持可能性也应该减小，但检验结果却是不显著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除了上述的原因外，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贫困家庭主要亲属的支持责任扩散了。当被访者家庭发生困难因而需要他人提供支持时，被访者的直系亲属是主要责任人，如果被访者及配偶的兄弟姐妹或子女人数很少，由于责任较为集中，每一个人提供支持的可能性都很大；如果被访者及配偶有很多兄弟姐妹或有多个子女时，由于责任的分散，单个成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反而减小了。而其他网络成员，如其他亲戚、朋友由于提供帮助的责任本来就很小，因此基本不受影响。

注　释


【1】
 为了简化对于模型的说明，我们假定层次1和层次2都只有1个解释变量。上述方程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多个解释变量的情况。


【2】
 与多层次Logistic模型不同，一般线性多层次模型在层次1加入了随机误差项，即Ri
 j
 。


第六章　关系特质与社会支持的内容

上一章考察了影响网络关系激活的因素，本章将进一步探讨不同性质和特点的网络关系在社会支持的内容及宽泛度上的差别，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何种关系提供何种支持？本章的考察重点是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类型、交往频度对社会支持的内容及宽泛度的影响。

第一节　研究假设与统计模型

一、相关研究结果

在网络关系特质与社会支持内容的关系问题上，国内外研究者已经获得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但可以为我们确立研究假设提供基本参考。

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方面，韦尔曼在加拿大东约克的调查发现，除性别外，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提供的社会支持没有任何显著关系（Wellman, 1982; Wellman & Wortley, 1990）。贺寨平对我国山西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社会地位较高的网络成员与重要的社会支持有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能给老人提供借钱、看信、养老的帮助；高收入者主要提供借钱的帮助；非农劳动者更可能提供作重要决定、养老、看信的支持。贺寨平将这种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即在发达社会中，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要比欠发达地区的人拥有的多，因而地位较低的人也有能力提供各种支持；而在欠发达地区，只有那些地位较高者才能提供支持（贺寨平，2001：66～69）。

网络成员与中心人物的关系类型或社会角色也是影响社会支持内容的重要因素。韦尔曼的第二次东约克调查表明：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比其他关系更可能提供感情和物质支持；兄弟姐妹在支持水平上虽不如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但在提供支持的种类上要更广一些；非直系亲属提供支持的可能性仅相当于直系亲属的一半，但在找工作方面贡献突出；朋友主要提供陪伴性支持，也提供一定的感情和工具性支持，但不如父母和成人子女；邻居主要提供日常陪伴和小的物质支持（Wellman & Wortley，1989）。贺寨平对山西农村老年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贺寨平，2001：81）。

在交往频度方面，韦尔曼的研究发现，直接交往频度越高的人，提供的支持种类越多（Wellman & Wortley，1990）。甚至有人提出，频繁接触独立于关系强度对社会支持有直接的影响（Marsden & Campell，1984）。但也有研究者发现，与强关系（如关系亲密的邻居和同事）的较高的见面频度与获得小物品和服务上的支持有关，但与感情和金钱支持没有关系；而与弱关系的经常交往与任何支持都没有关系（Seeman & Berkman, 1988）。

在关系强度方面，根据林南的观点，工具性支持（如找工作、找对象）更可能由弱关系来提供，因为弱关系在获取资源的种类和质量方面更有效；情感性支持（如娱乐、排解苦恼等）更可能通过强关系来实现，因为强关系双方有更多的共同点，关系更亲密（Lin, 1982, 1986）。林南有关弱关系在工具性行动方面的作用的假设，是建立在早期求职研究（Granovetter, 1973；Lin, Walter & John, 1981; Lin, 1982）的基础上的。然而，在日本、中国和新加坡，关于同一主题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同样在找工作方面，强关系似乎比弱关系更有效（Watanabe，1987; Bian，1997）。例如，边燕杰在天津的调查发现，天津居民更经常通过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找到工作。在使用间接关系找工作的人中，就业者与中介人、中介人与帮助者越熟，则越可能得到高职位者的帮助，越有利于找到更好的工作。边燕杰在解释研究结果时指出，这是与中国人在找工作时起主要作用的是人情和影响，而不是信息有关（Bian，1997）。此外，另有一些研究表明，强关系比弱关系提供更宽泛的支持，强关系比弱关系更可能提供情感支持、服务支持和陪伴支持，弱关系不提供任何一种支持（Wellman & Wortley，1990; 贺寨平，2001：99）。





二、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特点，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更有可能提供需要较稀缺资源的社会支持，如给贫困家庭提供物质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帮助找工作等。因为从理论上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往往具有地位较低者所不具有的稀缺资源，因此能提供对支持者的资源能力要求较高的社会支持。由于贫困家庭的大多数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社会地位不高，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网络成员在这方面的作用将比较明显。

（2）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等与贫困家庭关系较近的亲属提供的社会支持将主要局限于提供小宗的货币和实物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性支持方面。因为这些与贫困家庭关系较近的亲属，与贫困家庭的同质性较高，一般无法提供其他较为稀缺的社会资源。

（3）与贫困家庭关系较远的非直系亲属和非亲属成员更可能提供借款、帮助找工作等需要稀缺资源的社会支持。这个假设来源于社会资源理论的弱关系强度命题，即通过弱关系可以比通过强关系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源。尽管在帮助找工作方面，边燕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强关系往往比弱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但具体到贫困家庭，我们认为，在求职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应该是信息，而不是人情和影响。这主要与贫困家庭失业人员的求职层次较低有关。

（4）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社会支持的宽泛度有正面影响。这个假设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的支持能力有关。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不仅比其他人拥有更好的资源，而且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既可以为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方面的帮助，而且也有能力提供其他方面的支持。

（5）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关系越近，提供的社会支持越宽泛。

（6）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交往频度越高，提供的社会支持越宽泛。

最后两个研究假设与关系强度的影响有关，是根据韦尔曼和贺寨平的研究成果提出的。





三、研究变量的设置

上述研究假设中变量的操作化方法为：

（一）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

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由三个测量变量来反映：（1）网络成员的家庭经济情况；（2）网络成员的受教育年限；（3）网络成员的职业声望等级分。这三个变量的具体赋值方法参见第五章第二节。

（二）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关系类型

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关系类型，通过7个虚拟变量来反映：（1）父母，包括被访者和配偶双方的父母；（1）子女，包括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3）兄弟姐妹，包括被访者及配偶双方的兄弟姐妹；（4）其他亲戚；（5）朋友；（6）邻居；（7）其他非亲戚关系。以上虚拟变量的赋值方法是一样的：1=是，0=否。

（三）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见面频度

网络成员和贫困家庭之间的见面频度的赋值方法为：6=几乎每天；5=几乎每周；4=每月；3=每年数次；2=每年1次～2次；1=更少。

（四）社会支持的内容

主要测量两个方面：

1.社会支持的具体内容。在调查问卷中，我们测量了8个方面的支持内容：（1）无偿货币资助；（2）无偿提供实物；（3）提供借款；（4）照顾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者；（5）帮助照看小孩；（6）帮助找工作；（7）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8）其他帮助。

在访问问卷中，这是一道多选题，为了能够将之纳入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将它转化为7个虚拟变量，它们分别是：（1）无偿货币资助；（2）无偿提供实物；（3）提供借款；（4）照顾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者；（5）帮助照看小孩；（6）帮助找工作；（7）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这7个虚拟变量的赋值方法为：1=提供；0=不提供。

2.社会支持的宽泛度。用网络成员提供支持的项目数来表示。由于共有8项支持内容，因此社会支持宽泛度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8。

（五）控制变量

上一章的研究结论显示，网络规模对于网络成员的社会支持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为了控制网络规模带来的影响，将网络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四、统计模型

（一）以支持内容为因变量的统计模型（模型1）

对于各因素与支持内容的关系，采用多层次Logisitic模型的随机截距模型进行检验
【1】

 。模型方程如下
【2】

 ：

[image: alt]


在上述方程中，Pi
 j
 为第j个被访者家庭的第i个网络成员提供某项支持的可能性。因此，Yi
 j
 是第j个被访者家庭的第i个网络成员提供某项支持的对数发生比。Xi
 j
 是层次1（即网络关系层次）的解释变量，比如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见面频度；Zj
 为层次2的解释变量，比如网络规模。β0
 为截距，β1
 、β0
 、β1
 为回归系数，又称固定效应。U0
 j
 是层次2的随机误差项，又称随机效应，代表在被访者之间未被解释的变异。

（二）以支持项目数为因变量的统计模型（模型2）

对于各因素与社会支持项目数的关系，采用一般线性多层次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方程如下：

[image: alt]


在上述方程中，Yi
 j
 是第j个被访者家庭的第i个网络成员提供社会支持的项目数。Ri
 j
 是层次1的随机误差项，代表在网络成员之间未被解释的变异
【3】

 。其他项目的解释同模型1。

第二节　分析结果与发现

对于模型1和模型2，分别采用了SAS9.0的NLMIXED和MIXED程序进行分析。表6—1至表6—7是模型1的统计结果，表6—8是模型2的统计结果。表6—1至表6—7中的固定效应反映的是各解释变量对于相应支持内容的对数发生比的影响，随机效应反映的是贫困家庭之间（即层次2）的差异。表6—8的固定效应反映的是各解释变量对于社会支持宽泛度（即提供的支持项目数）的线性影响，层次1的随机效应反映的是不同网络成员之间的差异，层次2的随机效应反映的是贫困家庭之间的差异。例如，表6—4的随机效应（层次2）较大，说明在该项支持内容（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者）上，贫困家庭之间的差异较大。这是合理的，因为许多被访者家庭没有生活不能自理者，因而也就不需要该项支持。





一、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支持内容

从表6—1至表6—7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反映网络成员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变量中，网络成员的受教育年限与所有7项社会支持内容的提供均没有显著关系。网络成员的家庭经济条件对于无偿货币资助（β=0.783 3）、无偿提供实物（β=0.481 8）、提供借款（β=0.549 8）等支持行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于其他支持内容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网络成员对于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主要倾向于提供经济援助，而较少提供其他方面的支持。职业声望等级较高的网络成员在提供就业援助（β=0.483 1）方面的倾向最为突出，而且比职业声望较低者更多地提供无偿货币资助（β=0.201 5）、无偿实物援助（β=0.184 4）和借款（β=0.221 4）等经济方面的支持。这可能与职业声望较高者经济条件也较好有关。并且回归系数表明，职业声望较高者还与精神支持的提供有关（β=0.137 2）。





二、见面频度与支持内容

表6—1至表6—7显示，见面频度对于各项支持内容的提供倾向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受其影响最大的支持内容依次是帮助照看小孩（β=0.683 4）、照顾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者（β=0.574 9）、无偿货币资助（β=0.391 3）、无偿提供实物（β=0.351 7）、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β=0.340 2）、提供借款（β=0.248 9），受其影响最弱的支持内容是帮助找工作（β=0.064 94）。上述结果显示，劳务支持对于见面频度的依赖最大，小宗经济支持（包括无偿货币资助和无偿提供实物）和精神支持次之，借款对于见面频度的依赖相对较弱。显著但微弱的回归系数显示，见面频度的提高对于网络成员帮助找工作的支持倾向有正向影响，但影响非常小。





三、关系类型与支持内容

从关系类型上看，父母对于处于贫困中的子女家庭最可能的支持内容依次是：帮助子女照看小孩（β=4.288 9）、无偿货币资助（β=2.284 6）、无偿提供实物（β=1.392 6）、提供借款（β=1.020 3）及给子女家庭提供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β=0.820 5），而很少能够为失业子女提供就业方面的帮助。回归系数显示，在帮助子女家庭照顾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者方面，父母有正面作用，但作用不显著（P＞0.05）。

子女对处于贫困中的父母家庭的经济援助形式主要是无偿货币资助（β=1.793 0）和无偿提供实物（β=1.275 7），提供借款的倾向不显著。这可能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有关。一般来说，当父母有经济方面的需求时，子女向其提供无偿的经济支持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很少出现父母向子女借款的现象。子女对父母家庭的最为突出的支持形式是，当父母出现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时，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和护理（β=2.745 4），在这方面其他网络成员的支持倾向均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看，子女在给父母提供精神支持上也有较大的作用（β=0.942 8），虽未达到所要求的P＜0.05的显著性水平，但实际上显著性水平与所要求的相差不多（P=0.082）。

贫困家庭的兄弟姐妹在无偿货币资助（β=1.166 7）、无偿提供实物（β=0.999 2）和提供借款（β=1.039 8）等物质援助方面及精神支持（β=0.591 3）方面，有较高的支持倾向。在帮助照看小孩（β=1.521 3）上有更高的支持倾向。但很少能提供就业方面的帮助，在帮助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者方面的作用也不显著。

其他亲戚（除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外的亲戚，以下同）对贫困家庭的经济支持主要通过提供借款（β=1.414 5）和无偿货币资助（β=1.327 6）的形式，提供实物的倾向不显著。他们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者上虽有正面倾向，但统计结果不显著。他们也很少为贫困家庭提供照看小孩、帮助找工作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支持。

在非亲属关系中，朋友在我们所列举的7项支持内容上的支持倾向均比较低（β＜0）。相对比较，提供借款的倾向较高（β=-0.133 8），但统计检验不显著。统计检验显著且可能性较高的支持内容是提供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β=-0.790 2），但对数发生比仅为其他成员的0.45倍。

邻居在7项支持内容上的支持倾向也都很低（β＜0），相对来说，可能性较高的支持内容为给贫困家庭无偿提供实物（β=-0.227 3），但统计不显著。对于邻居来说，统计显著（P＜0.05），最不可能发生的支持行为依次是：帮助找工作（人数为0）、无偿货币资助（β=-2.124 9）、提供借款（β=-1.317 6）、给予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β=-1.321 6）。

这说明，就我们在问卷中所列出的7项支持内容来说，与贫困家庭的亲属和其他非亲属关系相比，朋友和邻居的社会支持倾向是最不活跃的。但作为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组成部分，朋友和邻居也许在我们未列出的支持项目上有较大的作用，例如在娱乐、社交和陪伴方面。

为了直观形象地反映各关系类型与提供的支持内容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对应分析技术（correspondence analysis）
【4】

 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图示。图6—1 就是关系类型与支持内容的对应分析图。该图中的每一个散点代表了关系类型变量或支持内容变量的一个水平。两个散点之间的距离表示二者的近似关系。图6—1提供的是二维对应分析图，第一维度是横轴，第二维度是纵轴。分析结果（未列表）显示，第一维度能够解释总信息量的58.8％，第二维度能够解释总信息量的20.6％，两者相加能够解释总信息量的79.4％。也就是说，二维图未能展示全部信息，但应该能比较近似地反映实际结果了。

阅读该图形有两个基本原则：（1）首先检查同一变量的不同类别在横轴/纵轴方向上的区分情况，如果同一变量的不同类别在某个方向上靠得较近，则说明这些类别在该维度上区别不大；（2）然后比较不同变量各个取值分类间的位置关系，落在从图形中心（0，0）点出发相同方位上大致相同区域内的不同变量的分类点彼此有联系（张文彤，20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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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关系类型与支持内容的对应分析图





大家可以看出，图6—1中的关系类型和支持内容各类别之间的分布情况，与我们采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四、各解释变量的相对作用

以上我们逐项分析了各解释变量对于不同支持内容的具体作用，那么，各解释变量对于同一项支持内容的相对作用如何呢？

从表6—1至表6—3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包括无偿货币资助、无偿实物援助和提供借款这3项经济支持方面，各因素的相对作用是：关系类型对于网络成员支持倾向的影响最强，家庭经济条件次之，见面频度和职业声望的作用也较强。

但在关系类型的内部，某一具体关系的作用则视经济支持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提供无偿货币资助上，支持倾向最大的是父母，其对数发生比是其他关系类型的9.82倍，以下依次是子女、其他亲戚、兄弟姐妹，邻居和朋友等非亲属关系的支持倾向明显偏低（表6—1）；在无偿提供实物方面，支持倾向最大的依次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属，邻居、朋友等非亲属关系的支持倾向相对较低（表6—2）；在提供借款方面，支持倾向最大的是其他亲属（对数发生比为4.11），以下依次是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朋友的支持倾向相对较大，但统计不显著，邻居提供借款的可能性很低（表6—3）。

因此，从上述三个经济支持项目的具体情况来看，提供借款与无偿货币资助和无偿提供实物二者有较大的差别。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亲属关系越近，无偿提供实物和无偿货币资助的可能性越大；而在提供借款方面，其他亲戚和兄弟姐妹的支持倾向分别超过了贫困家庭的父母和子女。这可能与贫困家庭关系较近的亲属其经济条件也较差的现实情况有关。因为一般来说，借款的金额要远大于无偿资助货币的金额和无偿提供实物的价值。

在照顾伤残病老等生活不能自理者和帮助照看小孩的劳务支持方面，关系类型仍然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见面频度也有较大的正面影响，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则不显著。在关系类型内部，贫困家庭的直系亲属是劳务支持的主要承担者。具体来说，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者上，子女是最可能的承担人，其他网络成员的支持倾向均不显著（表6—4）；在帮助照看小孩上，父母和兄弟姐妹是最可能的承担者，子女的作用不显著，其他亲属和非亲属很少提供支持（表6—5）。

在帮助找工作方面，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戚、邻居、朋友对于是否提供支持均没有显著影响（P＞0.05）。对于帮助找工作的支持行为具有较大影响的是网络成员的职业声望等级，见面频度也有微弱的正面影响（表6—6）。这说明，在就业支持方面，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关系远近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有职业身份较高的关系人，同时还需与关系人保持一定的见面频度。

在精神支持方面，见面频度和职业声望等级具有显著的影响，即网络成员的职业身份越高，越是经常地与贫困家庭的主要成员见面，提供精神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各种关系类型中，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支持倾向较为显著。子女也有很强的支持倾向，但统计显著性稍弱（P=0.082）。邻居和朋友等非亲属关系的支持倾向最弱（表6—7）。





五、各解释变量对社会支持的宽泛度的影响

表6—8是各解释变量与社会支持宽泛度的回归分析结果。需要提醒的是，表6—8的统计结果不包括未提供任何支持的网络成员。结果显示，在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家庭经济条件对社会支持的宽泛度有较大影响（β=0.127 6），职业声望等级只有微弱的影响（β=0.061 46）。受教育年限的统计结果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前面有关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支持内容的影响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即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网络成员倾向于向贫困家庭提供多项经济支持；职业声望等级较高的网络成员除了提供物质支持外，还倾向于提供就业支持和精神支持。见面频度对社会支持宽泛度也有正面影响（β=0.102 2），即见面频度较高的人倾向于提供更多项目的支持内容。

在关系类型方面，平均来说，其他亲戚（除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以外的亲戚）对支持项目数的贡献最大（β=1.134 4），子女次之（β=1.119 8），然后是父母（β=0.844 8）、兄弟姐妹（β=0.650 9）。在非亲属关系中，朋友也与提供支持的项目数有较强的正向关系（β=0.560 3）。这与前面有关朋友在各项具体支持内容上的支持倾向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说明，贫困家庭的朋友在我们所列举的7项支持内容上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即有一些朋友不提供任何支持，而另一些朋友不但提供了支持，而且大多提供了多项支持。邻居和其他非亲戚关系对支持宽泛度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6—1　无偿货币资助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系数（非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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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P＜0.01。

* * * P＜0.001。

表6—2　无偿提供实物的多层次Logistic回归系数（非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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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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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P＜0.01。

* * * P＜0.001。

表6—3　提供借款的多层次Logistic回归系数（非标准回归系数）

[image: alt]


* P＜0.05。

* * P＜0.01。

* * *P＜0.001。





表6—4　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多层次Logistic回归系数（非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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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P＜0.01。

* * * P＜0.001。

表6—5　帮助照看小孩的多层次Logistic回归系数（非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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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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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P＜0.01。

* * * P＜0.001。

表6—6　帮助找工作的多层次Logistic回归系数（非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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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P＜0.01。

* * * P＜0.001。

说明：因人数为0，未将其纳入模型。





表6—7　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的多层次Logistic回归系数（非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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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P＜0.01。

* * * P＜0.001。

* * * * P =0.082。





表6—8　社会支持宽泛度的多层次线性回归系数（非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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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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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P＜0.01。

* * * P＜0.001。

说明：排除了未提供任何支持的网络成员。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从上节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基本得到了验证。





一、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就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支持内容的关系（假设1）来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的确与多项经济支持和就业支持有关。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者比职业身份较高者的作用更突出。在经济支持的内容上，家庭经济较好者和职业身份较高者都更倾向于提供无偿货币资助和提供借款。由于提供借款和无偿货币资助比提供实物援助对于支持者的经济能力要求更高，因此，假设1的推测在经济支持方面得到了调查数据的证实。

在帮助找工作方面，职业身份较高者的支持倾向比较显著，而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者的作用不明显。这可能与职业身份较高者与就业支持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如工作信息、对于职业获得的影响）的联系更紧密有关。因此，在这方面，假设1的推测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支持的宽泛度的关系（假设4）方面，研究假设的推测同样得到了调查数据的支持。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者和职业身份较高者倾向于提供更多项目的社会支持。

研究还发现，在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测量变量中，网络成员的受教育年限对于任何支持项目及社会支持的宽泛度均无显著影响。





二、关系类型的影响

在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等关系较近的亲属对于社会支持内容的影响上，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假设2）的推测基本一致。研究发现，这些亲属在为贫困家庭无偿提供实物援助和货币资助方面，在劳务支持和精神支持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倾向。在比较大宗的经济支持——提供借款方面，虽然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也有一定的作用，但父母和子女的支持倾向不如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支持倾向不如其他亲戚，这一点与假设2的推测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有关非直系亲属和非亲属与支持内容的关系上，研究假设（假设3）得到了部分验证。在提供借款方面，研究发现，与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相比，其他亲戚提供借款的可能性更大，这与研究3的推测相一致；但同时邻居、朋友等非亲属关系提供借款的倾向却很低，这与研究假设的推测有出入。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非亲属的关系强度不足有关。因为有研究表明，借钱这样的大宗财务支持，主要是通过强关系进行的（贺寨平，2001：67）。另外，在就业支持方面，分析结果显示，各种关系类型对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均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可能与为贫困家庭提供就业支持的总人数过少有关。表6—9提供了关系类型与是否提供就业支持的简单交互情况。从表中数字大体可以看出，与亲戚相比，其他非亲戚（除朋友和邻居之外）提供就业支持的可能性更大。





表6—9　关系类型与帮助找工作的交互分类表（n=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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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系远近和见面频度的影响

从关系远近对于社会支持内容宽泛度的影响来看，研究假设（假设5）的推测基本正确。研究结果显示，平均来说，亲属关系比非亲属关系提供了更多项目的社会支持；在非亲属关系中，朋友提供的支持内容比邻居和其他非亲属要广。这些都与假设5的推测一致。但研究结果还显示，在亲属关系中，其他亲属比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提供了更多项目的社会支持。这一点与假设5的推测相矛盾。可能的解释是，关系远近对于社会支持宽泛度的影响不是连续的，在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同时，由于其他亲戚与贫困家庭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相比，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因此能够提供更多种类的支持内容。

有关见面频度和支持内容的研究结果显示，见面频度与所有支持项目都有显著关系。即对于我们所列举的任何一项支持内容，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的见面频度越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研究发现，与韦尔曼关于直接交往频度只与大宗和小宗服务有关的结论不一致（Wellman & Wortley，1990）。也与贺寨平得出的当面交往频度只能提供一些小的实际支持和访问支持，而不能提供情感支持和重大的实际支持的结果相矛盾（贺寨平，2001：69）。这可能与他们在分析中未对关系类型作完全控制有关。

见面频度与社会支持的宽泛度的统计结果同样验证了假设（假设6），即见面频度越高，提供的社会支持越宽泛。由于模型2同样包含了主要关系类型（即对其实施了统计控制），所以，见面频度对于社会支持宽泛度的影响适用于所有关系类型，即不管关系类型如何，平均来说，见面频度高的人总是要比见面频度低者提供更多项目的社会支持。

注　释


【1】
 与多层次Logistic模型不同，一般线性多层次模型在层次1加入了随机误差项，即Ri
 j
 。


【2】
 引入多层次模型的理由和对于该模型的详细解释请参见第五章第二节。


【3】
 为了简化对于模型的说明，我们假定层次1和层次2都只有1个解释变量。方程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多个解释变量的情况。


【4】
 对应分析是一种多维图示分析技术，是探索和观看多维数据间联系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目前该技术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张文彤，2002：202）。在网络分析领域，首次利用对应分析技术来分析亲属类型与社会支持类型关系的是史威泽等人（Schweizer, Schnegg & Berzborn, 1998）。


第七章　实际的社会支持与意想的社会支持

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received support or enacted support）和意想的社会支持（perceived support）是社会支持的两个不同的维度。前者反映了社会支持的客观层面，后者反映了社会支持的认知层面。前面几章，我们从多个不同角度对贫困家庭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进行了研究。在本章，我们将研究焦点转移到贫困家庭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上，以借款支持为实例，考察贫困家庭实际获得的支持与意想的社会支持的关系及影响贫困家庭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的因素。

第一节　问题、假设与变量设置

一、已有研究成果

一般认为，人们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1）对于当前可以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了解；（2）对于一旦有需要时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信心（Sarason，Sarason & Pierce，1990：9～25）。前者与人们的社会网络的状况及社会支持的经验有关；后者与人们的个性特点有关（例如，个人看待社会关系的方式）。如果人们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主要取决于前者，那么，人们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将会随着其社会网络的状况及社会支持的经验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人们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主要取决于后者，那么人们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将是相对稳定的（Sarason，Sarason & Shearin，1986）。

社会网络的状况，包括网络规模、网络构成（例如亲属比例）、支持关系的可接近性（例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度），主要通过影响社会支持资源的数量和流动进而影响人们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网络规模通常被认为是反映潜在支持来源的数量和种类的指标。当一个人知道了有很多人可以给予自己支持时，他就会获得很高的社会支持感。同时，较大的网络提供了满足其需求的多种选择，当其中一个成员不能提供满足其需求的资源时，很可能有其他的替代者（Cutrona，1986）。

沃克斯和哈里森发现，尽管网络总规模与意想的社会支持没有关系，但支持网的构成，特别是网络中包含配偶和关系亲密的朋友，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有重要影响（Vaux & Harrison, 1985）。卢塞尔等人则发现，无论是网络规模，还是网络构成（知心朋友的数量）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Russell et al., 1997）。

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度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有研究发现，那些与网络成员保持经常联系的人，更可能产生“如果有需要自己将会很快获得帮助”的感觉（Cutrona, 1986）。

有关支持经验与支持感知的关系，有研究发现，令人不快的生活体验与对社会支持的感知负相关（Dean & Ensel, 1982）。林南等人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发现，生活压力事件与社会支持感知的变化有关（Lin & Ensel, 1984）。

个性特点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也有重要影响。范德拉斯等人的研究表明，外向型性格与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之间有着显著的正面的关系（Von Dras & Siegler, 1997）。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关于贫困家庭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我们着重考察两个方面的问题：（1）与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相比，贫困家庭意想的社会支持在支持规模和支持来源上是否有明显差异？（2）贫困家庭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是如何受到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及其对于社会支持态度的影响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将通过对实际获得的借款支持和意想的借款支持的比较分析来回答；对于第二问题，将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来回答。

对于第二个问题，根据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1）关系网络假设：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网络中紧密关系的数量和交往频度将对意想的借款支持有正面影响。即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中包含的强关系数量越多，经常交往的成员越多，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人数越多。

（2）支持经验假设：给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人数越多，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人数越多。

（3）社会支持态度假设：贫困家庭关于社会支持的态度越积极，意想的借款支持人数越多。





三、变量设置

上述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中变量的操作化方法为：

（一）关系网络变量

与社会关系网络有关的变量包括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网络中紧密关系的数量和经常交往的成员数量。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测量方法参见第三章第一节。网络中紧密关系的数量用网络中拥有的亲属人数来反映。经常交往的成员数用与被访者或其家人每月至少见面1次的网络成员的人数来测量。

（二）支持经验变量

贫困家庭的支持经验用给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人数来反映。包括三个测量变量：实际提供借款的人数、无偿提供货币资助的人数和无偿提供实物援助的人数。

（三）社会支持态度

社会支持态度通过访问问卷中的5道有关社会支持态度的主观题来测量。它们分别是：





（1）虽然我的多数亲朋好友生活不富裕，但他们还是很看重情感的，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2）帮助是相互的，你曾经帮助过别人，现在你有困难人家才会帮助你；

（3）人家是否帮助你，关键是看你的人缘好不好；

（4）只有自己最近的亲人，才可能真心实意地帮助你，不能指望其他一般亲友提供更多的帮助；

（5）现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家庭，缺少有资源的社会关系，大多数亲友想帮助我家，但心有余力不足。





在访问问卷中，被访者对于这5道主观题的态度被划分为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的5个级别：完全同意、基本同意、说不清、基本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在分析中，我们将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社会支持态度的不同因子以反映贫困家庭关于社会支持的不同态度。为此，需要将上述态度变量由定序变量转变为定距变量。5个态度级别的赋值方法为：5=完全同意；4=基本同意；3=不清楚；2=基本不同意；1=完全不同意。

（四）意想的借款支持

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是通过一道假设性问题来测量的。这道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您或您家因为某种原因急需一大笔钱（5 000元），您会找谁借？”在调查中，访问员除了要记下被访者提及的每一个借款对象外，还需询问前5个人的详细情况。如他的职业身份、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情况、与被访者的关系和见面频度等详细资料。

第二节　分析结果与发现

一、实际借款支持与意想的借款支持的比较

（一）支持规模和支持成员的构成

统计结果显示，在499户被访家庭中，有425户家庭提及了1个和1个以上意想的借款对象，占调查总户数的85.2％。这一数字明显高于实际获得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的比例（20.2％）。意想的借款规模平均为1.47人，也明显大于贫困家庭实际获得的借款支持规模（0.39）。见表7—1。





表7—1　实际的借款支持和意想的借款支持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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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是实际的借款支持和意想的借款支持的人员构成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实际借款对象，还是意想的借款对象，主要由那些与贫困家庭经常见面的人组成。但在意想的借款对象中，经常见面者比例更高（74.3％对68.6％）。另外，与实际借款相比，贫困家庭在确定意想的借款对象时，较少考虑借款对象的家庭经济条件（22.3％对38.5％）和受教育程度（41.7％对60.1％）。





表7—2　实际的借款支持和意想的借款支持的人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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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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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中排除了支持规模为0的个案。





在关系类型的构成方面，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对象以亲缘关系为主（84.3％），在构成比例上稍高于提供实际借款的亲缘关系（81.4％）。但在具体构成上，与实际获得的借款支持相比，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对象更倾向于父母（39.6％对14.8％），向兄弟姐妹借款的倾向变弱（37.2％对59.1％）。非亲缘关系中各类人员的构成比例则没有明显变化。由于与兄弟姐妹相比，父母与被访者的关系更近，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实际获得的借款支持相比，贫困家庭在确定可能的借款对象时，更多地选择关系较近和见面频度较高的亲友。在进行上述比较时，由于获得实际借款支持的样本规模不够大，我们尚不能十分肯定地得出上述结论。
【1】



那么，对各类人员的支持规模进行比较，情况如何呢？表7—3是提供实际的借款支持和意想的借款支持的各类人员的规模比较和配对样本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与实际的借款支持相比，几乎所有类型人员在意想的借款支持对象中都有显著增加（只有其他非亲戚的增加趋势不显著）。总规模增加1.08人，平均增长幅度为279.8％。在各种关系类型中，平均增加人数最多的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分别为0.377人和0.359人。但从增加幅度的角度看，增加幅度最大的前五位依次是子女（700.0％）、邻居（625.0％）、父母（571.2％）、同事（485.7％）和其他亲戚（328.6％），这5类人员的增长幅度均超过了所有人员的平均增长幅度。在与家庭经济情况、见面频度和受教育程度有关的三个指标中，平均增加人数最多的是每月至少见面一次以上者，平均增加1.13人，而且其增长幅度（288.3％）超过了平均增长幅度。家庭经济条件较富裕、富裕和很富裕者的增长幅度（208.9％）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的增长幅度（210.3％）均低于平均增长幅度。





表7—3　提供实际借款支持和意想的借款支持的各类人员的平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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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幅度=（意想借款规模-实际借款规模）/意想借款规模。

* * P＜0.01。

* * * P＜0.001。





因此，通过对各类人员的实际借款支持规模和意想借款支持规模的配对样本检验，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P＜0.01）得出以下结论：（1）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规模明显大于实际获得的借款支持规模，并且各类人员的支持人数均有显著增加；（2）无论是作为实际的借款支持者，还是贫困家庭意想的潜在借款对象，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重要的支持来源；（3）与实际获得的借款支持相比，贫困家庭在确定潜在可能的借款对象时，更多地选择关系较近和见面频度较高的亲友，其他条件如家庭经济状况、借款对象的文化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弱。

（二）实际的借款支持对意想的借款支持的影响

从上述对于支持规模和支持成员构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实际发生的借款支持和意想的借款支持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为了分析实际借款对象对意想的借款支持对象的影响，我们将贫困家庭实际获得的借款情况和意想的借款情况，根据借款对象与贫困家庭的关系区分为以下4种类型，然后分析二者的关系：（1）借款对象中既有亲属，也有非亲属；（2）借款对象只有亲属；（3）借款对象只有非亲属；（4）没有任何借款对象。

表7—4是贫困家庭实际借款对象和意想的借款对象的条件百分比。表中数字和卡方检验的结果都显示，贫困家庭的实际借款对象对于其选择可能的借款对象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在同时获得过亲属和非亲属实际借款支持的家庭中，所有家庭都至少提及1个可能的借款对象，其中，46.2％的家庭同时选择了亲属和非亲属作为可能的借款对象，46.2％的家庭仅选择非亲属作为可能的借款对象，仅选择亲属的家庭只有7.7％。这样，选择非亲属的合计比例高达92.4％。而在只获得过亲属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中，大多数家庭（80.3％）只选择亲属作为可能的借款对象，选择非亲属（2.6％+14.5％）和同时选择亲属和非亲属（14.5％）的比例相对较低。在只获得过非亲属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中，多数家庭（58.3％+8.3％）仍选择非亲属作为可能的借款对象，选择亲属作为可能借款对象的家庭（33.3％+8.3％）相对较少。而在未获得过任何借款支持的家庭中，大多数家庭（68.3％+6.0％）选择亲属作为可能的借款对象，选择非亲属的家庭（6.0％+7.5％）很少。





表7—4　贫困家庭实际借款对象与意想的借款对象的条件百分表（n=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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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χ2
 =109.633，df=9，P＜0.001。





表7—5反映的是不同借款对象的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规模的差异。可以看出，在实际借款对象不同的四类贫困家庭中，同时获得过亲属和非亲属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对象最多，平均4.69人，其中主要为非亲属，平均3.92人，亲属和非亲属比为1∶5.09。仅获得过亲属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和仅获得过非亲属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意想的可能借款对象数相差不多，分别为2.13人和1.83人。但从亲属和非亲属的人数比例看，仅获得过亲属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更多地将亲属作为可能的借款对象（4.46∶1），仅获得过非亲属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更多地将非亲属作为可能的借款对象（2.16∶1）。两者相比，前者的倾向更明显。未获得过任何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意想的可能借款对象最少，平均规模为1.22人，其中主要为亲属，平均规模为1.03人，亲属非亲属之比为5.42∶1。





表7—5　实际借款对象与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规模（n=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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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1）在获得过实际借款支持和未获得过实际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之间，对于可以获得的借款支持的感知存在明显的差别。与曾经获得实际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相比，未获得过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规模较小，并以亲属为主，很少选择非亲属作为借款对象；（2）对于获得过实际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来说，实际借款对象与被访者的关系类型对于其选择可能的借款对象有很大影响。实际借款对象中是否包含非亲属具有重要意义，非亲属在实际支持中的出现，将改变贫困家庭对于可能借款对象的预期，使其更多地将非亲属作为可能的借款对象。





二、意想的借款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数据预处理：贫困家庭社会支持态度的因子分析

为了能够反映贫困家庭对于社会支持问题的不同态度，我们对问卷中的5道有关社会支持态度的主观题进行了因子分析，所得结果如表7—6所示。结果显示，总共可以抽出2个态度因子。从因子负荷（factor loading）值的大小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与前三个主观问题有较强的关系，第二个因子与后两个主观题有较强的关系。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前三个主观题代表了较为积极的对于社会支持的互惠互利态度，后两个主观题对于社会支持的态度则较为悲观。因此，我们把第一个态度因子称为“互惠因子”，把第二个态度因子称为“悲观因子”。从表7—6中可以看到，“互惠因子”的特征值和变异比（即对变异的解释能力）都比“悲观因子”的大，说明“互惠因子”对贫困人员社会支持态度的影响较大，即多数贫困人员对于社会支持的态度是较为积极的。





表7—6　社会支持态度的已旋因子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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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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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5=完全同意；4=基本同意；3=不清楚；2=基本不同意；1=完全不同意。





接下来，根据因子分析结果计算每个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态度的因子值（factor scores）。“互惠因子”和“悲观因子”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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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公式中，X1
 、X2
 、X3
 、X4
 、X5
 分别代表被访者在问题1至问题5上的得分。然后将“互惠因子”和“悲观因子”作为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态度的测量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一起纳入以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规模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表7—7是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7—7　意想的借款规模的影响因素（一般线性回归）

[image: alt]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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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 *P＜0.01。

* * *P＜0.001。





（二）关系网络的影响

在与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有关的三个解释变量中，网络规模和经常见面者人数得到了与研究假设（假设1）的推测相一致的结果。即网络规模越大，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人数越多（β=0.157）；经常交往的成员越多，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规模越大（β=0.056）。两者相比，网络规模的影响比经常交往人数的影响更大。但社会关系网络亲属人数的影响却与研究假设（假设1）的推测方向正好相反（β=-0.154）。我们将在讨论部分提出可能的解释。

（三）支持经验的影响

所有支持经验变量均获得了与研究假设（假设2）相一致的统计结果（见表7—7）。其中，曾经给贫困家庭提供无偿货币资助的人数的影响最大（β=0.206），综合支持网的规模的影响（β=0.169）居第二位，无偿提供实物的人数的影响（β=0.131）稍弱，实际提供借款的人数的作用最小（β=0.096）。这说明，贫困家庭在选择可能的借款对象时，最直接的借款经验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而提供各种支持的总人数，特别是曾经给予其无偿货币资助的人数则有较大的影响。

（四）社会支持态度的影响

虽然样本数据显示，互惠互利社会支持态度相对于悲观的社会支持态度对于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规模有较大的正面影响，但统计结果不显著（表7—7）。

第三节　总结与讨论

本章我们围绕意想的借款支持，分析了实际发生的社会借款支持与意想的借款支持的关系，考察了社会网络因素、支持经验和贫困人员的社会支持态度对意想的借款支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规模明显大于实际获得的借款支持规模。并且各类人员的支持人数均有显著增加（P＜0.01）。

2.无论是作为实际的借款支持者，还是贫困家庭意想的潜在借款对象，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重要的支持来源。

3.与实际获得的借款支持相比，贫困家庭在确定潜在可能的借款对象时，将更多地选择关系较近和见面频度较高的亲友。

4.在近期内（2年）获得过实际借款支持和未获得过实际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之间，对于可能获得的借款支持的感知存在明显的差别。与曾经获得实际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相比，未获得过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规模较小，并以亲属为主，很少选择非亲属作为借款对象。

5.对于近期内获得过实际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来说，实际借款对象的关系类型对于贫困家庭选择可能的借款对象有很大影响。实际获得过非亲属借款的贫困家庭与仅获得过亲属借款的贫困家庭相比，会更多地将非亲属作为可能的借款对象。

6.贫困家庭对于可能的借款对象数量的感知，受到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经验的显著影响，与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态度没有显著关系。具体来说，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网络规模和网络中经常见面者人数对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规模有正面影响，亲属人数则有负作用；在支持经验方面，社会支持总人数及无偿货币资助、无偿提供实物和实际借款人数均对贫困家庭提及可能的借款人数有正面影响，其中，实际借款规模的影响最小，无偿货币资助人数的影响最大。

对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将分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关于实际的支持与意想的支持的差异

研究所发现的贫困家庭实际获得的借款支持与意想的借款支持在人员规模上的差异，在理论上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人们对于社会支持的预期与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相比，受到的限制因素较少。例如，人们在提及潜在的支持来源时，一般不会考虑自己是否有接受支持的需求，在考虑求助对象的支持意愿和支持能力时也较为乐观。一般来说，由于受到偿还能力的限制，贫困家庭的借款支持需求较其他人更低。因此，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规模比实际发生的借款支持规模大，是不难理解的。

在对可能的支持来源的判断上，贫困家庭更多地选择与自己关系较近和经常见面的人，这也许说明，贫困人员在选择可能的借款对象时，比较看重他们的支持意愿，而对于支持能力的考虑则是第二位的。因为一般来说，与其他人相比，关系近和经常见面者提供借款支持的意愿更强。





二、关于支持经验对于意想的支持的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实际借款经验对于意想的借款支持人数和可能的借款对象有显著影响。曾获得实际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与未获得过实际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相比，意想的借款规模较大，这一方面可能与两者的社会资源的差异有关，即获得过实际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具有潜在支持能力的借款对象较多，另一方面可能与以下推断有关：获得借款支持的经验提升了其再次获得支持的信心。

非亲属在实际借款支持中出现所发挥的作用，也可以用上述观点加以解释。即一方面获得非亲属的借款支持预示着被支持者具有较好的社会网络资源，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较多的非亲属成员，从而在确定潜在可能的借款对象时能提及较多的非亲属人数；另一方面，获得非亲属支持的经验对于其再次获得非亲属支持的信心具有较大的鼓舞作用。

研究还发现，与实际发生的借款支持规模相比，其他相关支持的规模如为贫困家庭提供无偿货币支持的人数、提供无偿实物支持的人数和提供社会支持的总人数，对于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对象数量有更大的影响。这可能与实际获得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的数量较小有关。因为，对于大多数没有获得实际借款支持的家庭来说，不存在实际借款规模的影响。提供无偿货币资助的人数的影响较大，可能与能提供无偿货币资助的人提供借款的能力也较强有关。





三、关于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意想的支持的影响

网络规模和网络中经常见面者的人数对于贫困家庭意想的借款支持规模的正面影响体现了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支持潜在来源的重要性（Cutrona，1986）。这也与有关研究的结果相一致（Cohen, 1988; Mendes de Leon et al., 2001）。但网络中亲属人数的影响却与研究假设（假设1）的推测方向正好相反，也与有关研究的结果不一致（Vaux & Harrison, 1985; Russell et al., 1997）。这可能与我们所测量的社会支持的类型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关。一般来说，以意想的社会支持作为分析变量的研究项目大多以研究对象的身心健康作为结果变量，所测量的社会支持内容一般以陪伴、倾听、生活照顾等精神性支持为主。提供借款作为一项纯工具性支持，对支持者的经济能力有较高要求。而在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亲属相比，非亲属往往具有更强的经济支持能力（见表7—8）。因此，社会网络中的非亲属人数越多，贫困家庭可供选择的借款支持人数也就越多。





表7—8　贫困家庭亲属与非亲属网络成员的家庭经济状况（n=2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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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社会支持态度对于意想的支持的影响

贫困家庭被访者的社会支持态度对于其意想的借款支持规模没有产生预期的显著影响，可能与反映被访者社会支持态度的测量问题的内容效度有关。在所有问题上，选择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的被访者均超过了60％，尤其在最后一个反映消极支持态度的测量问题上，有83.3％的被访者给出了肯定回答（见表7—9）。





表7—9　被访者的社会支持态度（n=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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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在进行上述比较时，由于排除了支持规模为0的个案，无论是获得实际借款支持的贫困家庭还是提出可能借款对象的贫困家庭都不能视为独立样本，因此无法对上述结果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


第八章　结论与思考

第一节　经验发现与研究结论

通过第三章至第七章的考察和分析，本书取得了一系列经验发现，概括如下：

第一，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平均规模为4.2，与一般城市家庭相比，规模较小。超过3/4的网络成员是亲属，在亲属中，近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占绝对的比例（96.5％）。在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条件方面，网络呈现趋同性高、异质性低的特点。父母和兄弟姐妹是网络趋同性的主要来源，他们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和职业身份方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贫困家庭与其网络成员之间还呈现空间临近和交往频度高的特点。

第二，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2.2，与以其他人群为对象的相关研究结果相比，支持网的规模较小。这与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较小和社会支持资源的缺失有关。

第三，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功能以无偿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为主，在劳务支持和借款支持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在为贫困家庭解决就业问题方面，作用十分有限。

第四，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受到贫困家庭主要成员的社会地位（由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声望等级分测量）的较大影响，即社会地位越高，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资源的水平则主要受网络规模和亲属比例的影响，即网络规模越大、亲属比例越低，网络资源的水平越高。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网络中经常见面者的比例与网络资源的水平没有直接关系。

第五，贫困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规模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网络资源水平（由网络成员的最高受教育年限和最高职业声望等级分测量）和网络构成的直接影响。具体来说，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网络资源的水平越高、网络中经常见面者比例越高，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亲属比例对社会支持没有显著作用。贫困家庭主要成员的社会地位（由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声望等级分测量）对于其获得的社会支持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亲属比例对于其获得的社会支持产生了间接影响。

第六，在支持关系的激活方面，贫困家庭面临的特殊困难事件（包括家中有残疾人、严重病人和其他生活不能自理者、因离异和丧偶造成的单亲儿童和孤儿等）、网络成员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较近的亲属关系、较高的见面频度，都可以提高网络成员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其中：当贫困家庭遭遇特殊困难事件时，贫困家庭的近亲（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是最可能提供社会支持的人；家庭经济条件对支持行为的激发作用，在贫困家庭的兄弟姐妹身上有更突出的表现，即如果兄弟姐妹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更大；较大的网络规模则会降低贫困家庭的兄弟姐妹和子女提供支持的可能性。

第七，在支持内容方面，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者更倾向于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职业声望较高者更倾向于提供就业方面的支持，而且比职业声望较低者更多地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见面频度则与所有支持项目都有显著关系，即见面频度越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越大；除就业支持外，关系类型对于网络成员的所有类型的支持行为都有显著影响。各关系类型对于支持内容的具体影响如下：最可能为贫困家庭提供无偿实物支持的网络成员依次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最可能提供无偿货币资助的网络成员依次是父母、子女、其他亲戚、兄弟姐妹；最可能提供借款支持的网络成员依次是其他亲属、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者上，子女是最可能的承担人，其他网络成员的支持倾向均不显著；在帮助照看小孩上，父母和兄弟姐妹是最可能的承担者；在就业支持上，各种关系类型对于是否提供支持均没有显著影响；在提供精神支持上，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都有很强的支持倾向，邻居和朋友等非亲属关系的支持倾向最弱。总的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亲属成员及经常见面者，与其他成员相比，倾向于提供更多项目的社会支持。

第八，贫困家庭意想的社会支持规模明显大于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规模；与实际获得的支持相比，贫困家庭在确定潜在的支持对象时，更多地选择关系较近和见面频度较高的亲友。贫困家庭对于潜在的社会支持关系的认知受到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亲属构成、经常见面者比例及社会支持经验的影响。

根据上述经验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相对较小，网络成员以近亲为主，并且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具有很高的同质性，这说明贫困群体不仅已被排斥在社会主流的经济生活之外，而且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方面同样面临着被边缘化、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危险。

第二，以近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为主的家庭网络是贫困家庭获取社会支持的最主要来源。其社会支持功能以无偿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为主。在经济援助方面，主要是小宗的实物支持和无偿货币资助，很少有大宗的经济支持（例如，提供借款）。因此它们在缓解日常经济困难和生活救急（例如大额医疗开支）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

第三，社会资源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贫困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的种类和数量。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小的网络规模、同质性很高的网络构成，决定了贫困家庭可以摄取的社会资源不但数量少、水平低，而且重复性高。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社会资源理论的社会资源命题。

第四，关系强度的作用依支持内容的不同而不同。最强关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与无偿经济支持、精神支持和劳务支持的提供有关；次强关系（其他亲戚）最可能提供借款支持；弱关系（非亲戚关系）在各类支持中的作用均不显著。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强关系力量的假设，与弱关系力量的假设以及社会资源理论的关系强度命题不相符。

第五，见面频度独立于关系类型对社会支持有直接的影响。即不管何种关系类型的网络成员，只要见面频度高，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就大。并且在本项研究所考察的所有支持项目上，见面频度的上述独立效应都是显著的。

第二节　思　考

一、本项研究的理论启示

本项研究通过对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的实证考察，在一些方面得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研究结果。从这些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理论启示：

第一，在社会经济地位、网络资源和社会支持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随着研究对象、支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目前的社会网络理论关于社会地位、网络资源及社会行动相互关系的理论命题过于粗略，有待进一步细化。这就需要通过对不同人群和不同行动类型的考察，以检验和发展现有的社会网络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宜采用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以详析不同变量的影响。例如，本项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对其获得的社会支持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影响网络规模对社会支持产生了间接作用；同时，网络规模比网络成员的资源水平对贫困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有更大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揭示了在特定条件下，社会地位、社会资源对于工具性行动的作用途径和作用方式。

第二，关系强度的概念内涵有待澄清。根据格拉诺维特的观点，关系强弱有四个维度，即互动频度、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Granovetter，1973）。本项研究发现，见面频度独立于关系类型对于社会支持有直接的影响，并且见面频度与关系远近的作用方向往往不一致。这也许是有关关系强度的理论命题往往得不到稳定一致的实证检验结果的原因。

第三，在研究中，有必要对实际发生的社会支持与意想的社会支持做出明确区分。本项研究发现，实际的社会支持与意想的社会支持既有重要的差别，又有密切的联系。但许多社会支持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二者的差别，导致了研究结论的混淆。





二、政策思路

贫困家庭面临着社会支持的客观需求与有限的网络资源之间的矛盾和反差，如何通过政府和社会的正式支持，缓解和弥补这种矛盾和反差，是贫困研究者和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在今后着力研究的问题。以下是笔者根据本书的研究结论提出的政策思路：

第一，要解决贫困家庭面临的社会排斥问题，拓展和优化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提高贫困家庭的社会参与，最重要、最基本的途径是解决贫困人员的就业问题。失业对于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失业使失业者的活动中心由工作场所变为家庭和社区；第二，由于自卑心理，失业者可能会减少与就业者的交往；第三，失业使失业者中断了因工作原因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第四，由于收入减少，失业者会减少社交开支，从而减少社交活动。因此，失业使贫困家庭失去了与就业者的联系，减小社会交往范围，使其社会网络构成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从而限制了贫困家庭与主流社会交流和联系的机会。因此，劳动力市场的排斥不但导致了贫穷和消费市场的排斥，还导致了社会关系方面的孤立和排斥。因此，解决城市贫困人员的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城市贫困人员的就业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由于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缺乏所需要的技能，贫困家庭的大部分失业无业人员很难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获得就业岗位。同时研究表明，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就业支持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的政策干预是解决贫困人员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二，加大政府的社会救助力度，以弥补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的局限性。由于网络规模、构成和社会资源的缺乏等原因，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功能存在明显不足。政府应将救助重点放在为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包括日常救助和紧急救助）和就业援助方面。这些方面正是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的弱项。

第三，引入辅助和支持现有网络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作用。虽然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在精神支持、劳务支持（生活照顾）和对于贫困家庭的需求做出迅速反应方面是政府的正式援助所不能及的。但网络成员的支持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为了充分调动贫困家庭的网络成员提供支持的积极性，解决其后顾之忧，政府可以采取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对提供支持的成员进行鼓励。

第四，通过政府的引导作用，为贫困家庭开辟多元化的支持渠道。由于网络规模和构成方面的原因，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提供的支持资源不但数量少，而且重复性大，因此往往不能为贫困家庭提供急需的支持。为了使贫困家庭获得所需要的各种支持资源，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引导作用，为贫困家庭开辟多种支持渠道。例如，街道和社区中心可以通过组织各种活动为贫困家庭提供互动和社会交往的机会，以帮助贫困人员从亲属网络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认识其他圈子的人。再如，政府可以通过倡导和政策支持，在每个街道或社区建立家庭服务、日间护理中心等，这些机构在为贫困家庭提供服务时可以享受一定的补贴或政策优惠。

第三节　本项研究的贡献、不足和未来研究的设想

本项研究的贡献主要有：

第一，在国内，本书是第一项关于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系统的实证研究成果。本书的研究一方面拓展了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研究的经验领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城市贫困人群的社会生活状况，加深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

第二，不但从网络整体层面考察了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其获得社会支持的影响，而且通过引入多层次统计模型，在网络成员层面研究了网络成员和网络关系的不同特点对于社会支持的提供、内容的影响。这在国内有关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研究方面尚属首次。

第三，对实际的社会支持与意想的社会支持做出明确区分，并通过对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实际的社会支持和意想的社会支持的不同特点和重要区别。

第四，除了一系列经验发现外，本项研究还获得了一些具有理论启示的研究结果。例如，揭示了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对社会支持的作用途径和作用方式，发现见面频度具有独立于关系类型的作用。

同时，由于研究经费、研究条件和个人能力的限制，本项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和发展。

第一，样本设计的改进。由于受研究经费和研究条件的限制，本项研究未能将一般城市家庭作为对照样本，进行配对样本的设计，使本书无法将贫困家庭的情况与一般城市家庭的情况进行严格的对比，这一缺陷限制了本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另外，本项研究的调查总体仅局限于北京城区，研究结论也许不能运用于北京郊区的贫困家庭。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通过改进和完善样本设计来加以解决。

第二，研究内容的拓展。本项研究对于社会支持的测量仅局限于提供社会支持的人数及提供支持的内容，未将贫困家庭获得的各项社会支持的货币价值和数量作为考察内容，这是在考虑到贫困家庭对于社会支持的货币价值和数量的敏感性后不得已的选择。如何将社会支持的货币价值和数量纳入社会支持的测量内容，是今后在调查设计上需要精心考虑的。

第三，未来研究的问题。本书将研究焦点置于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社会支持的影响上，获得了一系列研究发现，同时也引发了需要在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贫困人群在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方面是否存在与主流社会的社会隔离和排斥现象？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程度如何？如何克服？在贫困家庭获得的各种援助和支持中，来自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支持与来自于政府和其他社会单位的救助、援助相比，在支持内容、支持形式和支持作用方面的关系如何？等等。


附录一　职业声望等级分的确定方法

确定问卷中12类职业身份的声望等级分的基本依据是许欣欣于1999年七八月份在全国63个城市对16岁以上的城市居民进行的有关职业声望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许欣欣，2000）。

确定方法如下：

1.将许欣欣调查所涉及的69种职业按本项研究的职业身份类别归类，归类标准参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各职业的具体归类情况如下：

（1）中高级管理人员：市长、政府部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税务管理人员、房地产经营开发商、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投资公司经理、工商管理人员、国有小企业厂长、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

（2）专业技术人员：大学教授、电脑网络工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自然科学家、翻译、社会科学家、医生、计算机软件设计师、作家、记者、歌唱演员、编辑、播音员、影视剧演员、电脑网络系统管理员、国立中小学教师、广告设计师、机械工程师、大企业会计、私立学校教师、护士；

（3）办事员、职员：银行职员、警察、党政机关一般干部、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证券公司职员、保险公司职员、三资企业职员、邮递员；

（4）小工商业雇主：私/民营企业家；

（5）个体工商户（无雇员）：文化个体户、工商个体户；

（6）工商业班组长：无对应职业；

（7）技术工人：党政机关小车司机、饭店厨师、出租汽车司机、公共汽车司机；

（8）半技术工人或非技术工人（包括商业服务人员）：空中小姐、导游、社区服务人员、股份制企业工人、殡仪馆工人、宾馆服务员、商店售货员、公共汽车售票员、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环卫工人、乡镇企业工人、饭店招待、国有小企业工人、私（民）营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个体户雇工、保姆；

（9）离退休人员：无对应职业；

（10）农民：建筑业民工、农民；

（11）无业、失业人员：无对应职业；

（12）其他：无对应职业。

其中，工商业班组长、离退休人员、失业无业人员、其他这4个职业类别在许欣欣的职业声望调查所用的职业清单中没有对应的职业。

2.根据每个具体职业的职业声望得分，计算每类职业身份的声望平均分。然后按照每类职业身份的声望平均得分排序。结果见表1的前两列。

3.根据排序结果确定各职业身份类别的职业声望等级分。最高等级的等级分为8，最低等级的等级分为1。由于中高级技术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声望平均分非常接近，它们的职业声望等级分都定为最高分：8分。以下按排列顺序，等级分依次递减。见表1的最后1列。





表1　问卷中各类职业身份的职业声望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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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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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在职业声望调查中无对应职业的职业身份类别的职业声望等级。其中，失业无业人员的职业身份声望等级分应低于农民，确定为1分。工商业班组长的职业声望等级应与个体工商户（无雇员）差不多，所以人为地确定为5分。离退休人员及其他人员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取数据分析时所涉及人员的平均等级分。

5.这样，最终确定的各职业身份类别的声望等级分如表2。





表2　最终确定的各类职业身份的职业声望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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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调查问卷

问卷编号：_____________

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状况市井调查

_________区___________街道_________________居（家）委会

调查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户时间：2003年________月_______日_______时_______分　至_________时________分





尊敬的户主同志：

您好！我们是北京市“城市贫困问题调查组”。本调查是一项纯学术调查，您的回答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有极大的价值。我们诚恳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合作。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将询问您家的生活状况，与您有来往的亲戚和其他社会关系，以及这些人和组织给您的援助情况。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请您不必有任何顾虑。本次调查不记姓名，并且我们保证，将严格按照《统计法》为您的回答保密。

占用您的宝贵时间，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





北京市城市居民贫困问题调查组

2003年9月　　





填表说明：

1.本问卷是访问问卷，由调查员询问户主，然后根据户主的回答填写。如果户主不在，可以由熟悉家庭情况的其他家庭成员代答。

2.凡是涉及年龄、金额、数量的地方，请直接填写数字。

3.除特殊要求外，每个问题只允许选一个答案；有特殊要求的问题，请按要求填写。

4.如果被调查对象遗漏了获取的社会援助（包括除“低保”之外的个人、家庭或各种组织提供的援助），调查员要提醒被调查对象，并把所掌握的援助情况用红色的笔，据实填入相应表格中。如果调查员不掌握全部情况，请居委会了解情况的同志帮助填写遗漏的援助。

5.问卷有不明白之处，请打电话：××××××××。

6.如有另外的想法愿意反映给我们，可写在问卷的空白处。





一、家庭成员基本情况（第一行填被访者，在一起生活的所有成员都要填。只需把相应的选项序号写在对应的空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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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您或您的家人从首次参加工作以来，是否有人变换过工作单位？

1．没有任何人变动过工作单位（请直接回答第三题）；

2．共有__________人变动过工作单位（请填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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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家是从______年_______月开始享受“低保”待遇的。

四、您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金额为每月_______元。

五、过去两年中，除最低保障金和帮困卡外，您家是否获得过下列部门和组织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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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请列举所有与您家有来往的亲戚（以家庭为单位填写，包括不住在一起的父母、儿子、女儿等）。（访问员注意：请按照被访者的父母——配偶的父母——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被访者的兄弟姐妹——配偶的兄弟姐妹——其他有来往的亲戚的顺序询问，并以家庭为单位依次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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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除了上述亲戚外，请填写与您或您家关系较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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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上述亲友（第六、七题列举的所有亲友）中，谁对您家的帮助最大？

（访问员请被访者列举尽可能多的对象）总共列举了______人。

（请访问员就帮助最大的前五个对象，按下表内容进行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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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果您或您家因为某种原因急需一大笔钱（5 000元以上），您会找谁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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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近几年来，您或您的家人是否有过下岗、失业的经历？

1．没有(请跳至第十二题询问)

2．有，共________人

十一、在您或您的家人下岗、失业期间，是否有人给介绍过工作(包括不稳定的临时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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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过去，当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时，您一般都找谁呢？

1 没找任何人。

2 找过(访问员请被访者列举尽可能多的对象)，总共列举了_______人。→请访问员就交谈最多的前五个人进行询问，并将详细情况填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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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目前，您家是否存在以下困难（可多选）：

1 没钱供子女上学

2 家中有残疾人或长期患病者，家务负担沉重

3 家中病人没钱看病吃药

4 必要的家用电器（如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已坏，没钱更换

5 必要的住房设备（如电表、电线、上下水管道等）已破损，没钱维修

6 孩子营养不良，没钱给孩子改善伙食

7 家中有人失业，再就业的希望不大

8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

十四、观点与看法：

您是否同意下列有关对贫困者提供援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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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您对北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援助还有什么意见、建议或想法？请写具体。


参考文献

Angelusz, R., and Tardos, R., 1991,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weak ties", In: P.Somlai（ed.）, Values, Networks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in Hungary, Budapest: Coordinating Council of Prog

Barnes, J.A., 1954, "Class and committees in a Norwegian island parish", Human Relation, Vol 7

Barrera, M., Jr., 1981, "Social support in the adjustment of pregnant adolescents: Assessment issues", In: Gottlieb, B.H.（ed.）,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Beverly Hills, Sage

Barrera, M., Jr., and Ainlay, S.L., 1983,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upport: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11

Bian, Y.,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Bott, E., 2001,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Londen, Rouledge

Campbell, K.E., et al., 1986,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Networks, Vol 8

Caplan, G., 1974, Support systems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Lectures on concept development, New York, Behavioral Publications

Carrington, P., 1981, Horizontal Co-optation through Cor-porate Interlock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Cobb, S., 1976,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Vol 38

Cohen, S., 1988, "Psychosocial models of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etiology of physical disease", Health Psychology, Vol 7

Cutrona, C.E., 1986, "Objective determinant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0

Cutrona, C.E., and Russell, D., 1990, "Typ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pecific stress: Toward a theory of optimal matching", In: Sarason, I.G., Sarason, B.R., and Pierce, G.R.（eds.）, Social support: An interactional view, New York, Wiley

Dean, A., and Ensel, W., 1982, "Modeling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competence, and dep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age and sex",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10

Eaton, W.W., 1978, "Life events, social supports,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A reanalysis of the New Haven data",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19

Fischer, C.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ttlieb, B.H., 1978,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of informal helping behaviours",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Vol 10

——, 1981,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Beverly Hills, Sage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 1995, Getting a Job （Seco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ller, K., and Swindle, R.W., 1983, "Social networks, perceived support, and coping with stress." In Feiner, R.D., Jason, L.A., Moritsugu, J.N., and Farber., S.S.（eds.）, Preventive psych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ew York, Pergamon

Hirsch, B.J., 1979,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social net-works: A multimethod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7

Huang, G., and Tausig, M., 1990, "Network range in person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Vol 12

Jones, L.M., and Fischer, C.S., 1978, "Studying egocentric networks by mass survey", In: Working paper #284,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in, 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Marsden, P.V., Lin, N.（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1986, "Conceptualizing social support", In: Lin, N., Dean, A., and Ensel, W.（eds.）,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98, "Network resources, contact resources, and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Networks, Vol 20

——,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 N., and Dumin, M.,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s, Vol 8

Lin, N., and Ensel, W., 1984, "Depression-mobility and its social etiology: The role of life events an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25

Lin, N., Walter, M.E., and John, C.V., 1981,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6

Lin, N., Wary, M.E., Simeone, R.S., and Wen, K., 1979, "Social support,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illness: a model and empirical test",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20

Lin, N., Woelfel, M.W., and Light, S.C., 1985,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subsequent to an important life even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26

Lowenthal, M.F., and Haven, C., 1968, "Interaction and adaptation: Intimacy as a critical variab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3

Marijtje, A.J.V.D., Jooske, T.V.B., and Snijders, T.V.B., 1999, "Multilevel analysis of personal networks as dependent variables", Social Networks, Vol 21

Marsden, P.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Marsden, P.V., and Campell, K.E., 1984, "Measuring tie strength", Social Forces, Vol 63

Mendes de Leon, C.F., Gold, D.T., Glass, T.A., Kaplan, L., and Gold, L.K., 2001, "Disability as a function of social networks and support in elderly African Americans and Whites: The Duke EPESE 1986—1992",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Vol 56B, S179S190

Mitchell, J.C., 1969,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Mitchell, J.C.（ed.）,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R.E., and Trickett, E.J., 1980, "Social networks as mediators of social support: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social networks",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Vol 16

Oppenheim, C., 1996, Poverty: the facts, London,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Pattison, E.M., 1977, "A theoretical-empirical base for social system therapy", In: Foulks, E.F., Wintrob, R.M., Westermayer, J., and Favazza, A.R.（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Psychiatry, New York, Sectrum

Procidano, M., and Heller, K., 1983, "Measure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from family: Three validational stud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11

Ruan, D., 1993, Social network in urban China, Doctorate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Russell, D.W., Booth, B., Reed, D., and Laughlin, P.R., 1997, "Personality, social network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alcoholic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 65

Sarason, B.R., Sarason, I.G., and Pierce, G.R., 1990, "Traditional Views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ir Impact on Assessment", In: Sarason, B.R., Sarason, I.G., and Pierce., G.R.（eds.）, Social Support: An Interactional View, New York, Wiley

Sarason, I.G., Sarason, B.R., and Shearin, E.N., 1986, "Social Supports As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 It's Stability, Origins and Relational Asp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0

Schweizer, T., Schnegg, M., and Berzborn, S., 1998, "Person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in multiethnic commun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ocial Networks, Vol 15

Seeman, T.E., and Berkman, L.F., 1988,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network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support in the elderl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26

Shulman, N., 1972, Urban Social Networks, Ph.D.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Snijders, T.A.B., Spreen, M., and Zwaagstra, R., 1995, "The use of multilevel modeling for analysis of personal networks: networks of cocaine users in an urban area",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Anthropology, Vol 5

Tolsdorf, C., C., 1976, "Social network, support, and cop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Family Process, Vol 15

Townsend, P.,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of liv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3, Th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Turner, R.J., Frankel, B.G., and Levin, D.M., 1983, "Social support: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In: Greenley, J.R.（ed.）, Research in community and mental health, Green vich, CT: Jai Press

Van der Poel, M., 1993,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Vol 15

Vaux, A., 1988, Social Supoort: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Praeger

Vaux, A., Burda, P., Jr., and Stewart, D., 1986, "Orientation towards utilizing support resource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14

Vaux, A., and Harrison, D., 1985, "Support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s with Support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13

Von Dras, D.D., and Siegler, I.C., 1997, "Stability in extraversion and aspects of social support at mid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2

Watanabe, S., 1987, Job-Search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le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CA

Weiss, R.S., 1974, "The provis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Rubin, Z.（ed.）, Doing unto other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Wellman, B., 1981, "Applying network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support", In: Gottlieb, B.H.（ed.）,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Beverly Hills, Sage

——, 1982, "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Marsden, P., and Lin, N.（ed.）,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1990, "The place of kinfolk in community networks",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Vol 15

Wellman, B., and Berkowitz, S.D., 1988,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llman, B., and Wortley, S., 1989, "Brother-s keepers: situating kinship relations in broader networks of social support",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 32

——, 1990,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6

Williams, A., Ware, J.E., and Donald, C.A., 1981, "A model of mental health, life events, and social supports applicable to general population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22

艾尔泽．减少贫困的政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17（4）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城市贫困阶层问题研究课题组．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问题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1）

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2）

曹子玮．攀援的绳索——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城市生活世界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丁朗父．从单位福利到社会保障——记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诞生.中国民政，1999（1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关信平．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3（2）

贺寨平．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

洪大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相关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3）

洪大用、刘仲翔．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与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2（2）

劳埃德·雷诺兹．微观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李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中国社会工作，1996（5）

——中国扶贫之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李强、洪大用、叶菲菲．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城镇贫困层及缓解对策．新视野，1997（4）

李实．阿玛蒂亚·森与他的主要经济学贡献．改革，1999（1）

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2）

潘允康、阮丹青．中国城市家庭网．浙江学刊，1995（3）

阮丹青、周路等．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中国社会科学，1990（2）

世界银行．中国：90年代扶贫战略.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译本）．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唐钧．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学研究，1999（5）

——．编织最后的安全网:中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报告.载景天魁.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唐钧、沙琳、任振兴.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童星、林闵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3（3）

吴清华．当代中外贫困理论比较研究．人口与经济，2004（1）

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3）

许欣欣．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学研究，2000（3）

杨立雄．中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回顾、问题及政策选择．中国人口科学，2004（3）

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2）

尹志刚等．北京市城市居民贫困问题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资助项目，1999

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3）

张文彤．SPSS11统计分析教程（高级篇）．北京：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2


后　记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虽经多次修改，仍有许多不足之处。由于研究设计和数据本身的限制，有些不足只能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弥补了。在此，笔者真诚希望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我首先要向我的导师李强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他的悉心指导和教诲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理论视野，也使我顺利地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师从李强老师五载有余，不但使我的专业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令我受益匪浅。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所的郑也夫教授、夏建中教授、洪大用教授，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使我的选题和研究设计更加合理。

还要特别感谢北京行政学院的尹志刚教授、邱锐副教授，本书的调查数据来源于与他们的合作课题，他们的慷慨大度和辛勤工作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此外，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的领导和同事不但为我的博士学习和论文写作提供了方便，而且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启发性的意见。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程斌女士。她的关心和支持是我能够安心从事研究和写作的重要保证。





洪小良

2007年3月11日

OEBPS/Image00008.jpg
P

PR %

HEA S

FEAILH

499






OEBPS/Image00009.jpg
RIEXF SE KR (E W2 C R W )
ES S o] WRVIEN EFAXRD ERERRD EEFRELT
B CREE) CEMES L) CREST)

FRURA 97.6 75.6 100.0
A 0.4 0.1 01
HEMRE 5.1 1.7 %.9
e 32.9 8.3 1
LT OLg) 40 17 2.4
L k) 3.8 18 2.3
HTMRAME  67.5 3L.5 44
REORE 31T 10.3 8.4
(RS 6.4 2.3 3.4

ERGX AR 61.5 244 100.0
% 12.2 3.3 144
il 1.4 2.7 12.0
L2 184 5.7 2.5
Wk 1.6 0.3 13
£y L4 0.4 18
£ %.1 7.6 3.4
HbXR 9.6 44 4.7

HEA 499 499 487 307






OEBPS/Image00006.jpg
D=1-3(pY

=1y

s k)





OEBPS/Image00007.jpg
it it AN ) . A £ G i B
T 1

3






OEBPS/Image00004.jpg
105 20

] 120

W 214

E i

15 36

250 81

15 30

5 166

B 0.0

® 0.z

@ 2.4

® 0z

1 271

20 1

5 106

5 s 38

o8 s L2
REARH

o 08 sL8

1 ® 164

s L3

FAEA AT






OEBPS/Image00084.jpg
T4 % «

IR LI A

X 551 I N € SF ]
A,
AU 20084 A AW nOE

PR S N





OEBPS/Image00005.jpg
A i
]
] a1 w7
« 158 3
s
s 16
1w 20
a5 oL
I 58
2 64
AR
ARTRIE RS s .8
o E s
" e
dipt ¢ a2
o 1
AL 3
8
i “ s
i wr oL
3 1o E
e o 04
[
A 0 .1
BARAR 1 02
TN 3 0.6
TR R 2 04
L 0 0.0
BRTA 1 26
FHATA 5 6
itk i o4
it 5 10






OEBPS/Image00086.jpg
anEnTEgLLRE
it






OEBPS/Image00012.jpg
S

2518

il

HEAH

WATRIESH e

WLl B 3 57 e

0.45

0.51

0.22

0.21

0.20

47

a7






OEBPS/Image00013.jpg
5 4 B PO bR AN
3.

JUPRR 269 1 499
P 20. .8 1499
g A 17. .7 499
BHEROK 4 499
BAE L L4 499
Wi 7. 1 499
15 4Ly 30.6 .2 499
15 4629 b0 16.7 .9 499
WESHE 3041 181 .3 199
il L1/ 59 5 17.9 X 199
2N ELE 10.0 X3 199
sl 6.7 .5 499






OEBPS/Image00010.jpg
sl (517 A U U5 A

WAL 0.5 9.1 8.8 499

HEBREETHE
RS CINIEN
g

MATRIENRT W
MBREAR
)

URES 0 =10}






OEBPS/Image00011.jpg
Rl i

[i¥} 314

Tl

bR

B

UL S GG T 0
LR TIN

Bl B 3 5T
AR QAN

FEEHRR
e

RIERPAROL
USEEE RS

9.8
42
13.0
1.2

55.5
85.0

74.6

34.6

499

199

499

499






OEBPS/Image00083.jpg
1 B3 2 9 B)

WHREAREMNH S KR
MESHEZHF

B R F

UHEPN R T





OEBPS/Image00081.jpg
B A

gt SWHERRE | W | SAERE R AE

Lrei 18 % I FRFRAUFR| LRI 1 PEREIAR
25t 24 o3 2 HEf 2 BBARAR
3F%& 2 /N 3 3B B
4 St R LR 4 i /NG
5 HAbsw)R 4 BhEE 5 [l & 5 MATRF R
6l 5h% 6 TRpHEA
s 6 ABRLL L 7THATA
84w 8 REART AR TA
O BEETH 9 HLfl GEEND
10 Hedls GREEI

01

02

03

04






OEBPS/Image00082.jpg
sid | A ME | iR

e e | e | wre | we |
AR TR B BRI KR TE AR
W, s AT, 1 [ 2 | 8 | 4 | s
e Y
N0, 580 L il @l @l s
A BUEHATREAZA S EB - °
soesmmts, emnmme | [, [, [, |

NG

SATETROEMFRN , AT
L EHWE IR, ARG [ 1 2 3 4 5
— AR AR B A B

o TR LIRIR AR .
u.vw LKA t%u%u 1 2 3 4 5
EEMRE , BOARHFR

AN, “BAER NN, L
PATIEF”, AL 4T






OEBPS/Image00079.jpg
o | mawsEnxs Bt | wdompa | 2R | FIZEHE
LS TINRE il 9% |1 hpmEm AR IRRFRIAFAR | LR LT R
WES |2 HEMNRLE 10 % | 2 R AR 3 2 2 LR
3 MR 1L | 3 g 5t TS 2/ EE R ]
4 JLF L 1288 | 4 T i 3 3H LM 4 BAERK
5 4L (k) BBEL |5 kT Rtk |+ B S |5l
6 FITHSLRIIR 14 4BIF | 6 Tyl Bigi 5k% 6 A
TRRMHUBEE 15 3| 7 gR T A 6 AFLRLL L
[C LTSS 8 BT ARIEHA
8 HAbFM TA
9 JUfl TR )
01
02
03
04

05






OEBPS/Image00080.jpg
iz . FEAZN | RS BAHAN

non | TN TER | pmammuny | wm | TN g R TAE
s LT 1 i ] wm RS
LBIRR |1 PEREEAR | LPER |1 kR L EARL |1EET
2 fil 2 LR AR SIUFEM | T |2 Sk |2 wiEE
3 5 IR 38A 2 IR il
4 /NI R 3 4RO 3 HTRT N Al
5AMETRP OB |5 ap 1~2| BT |5 Eble
6 TRiLBI K F3 4 JLfb Gl | 6 okt
THATA 6 Eh ) 7 3eflh ik
SRR |8 R HART AT )
9 Jf (| ATA
) 9 Jifly GiFEW])
0l
03
04

05






OEBPS/Image00003.jpg
P G

KRS
ARIRIX
kI






OEBPS/Image00001.jpg
B2
LR L AT






OEBPS/Image00002.jpg
w504, /3





OEBPS/Image00000.jpg
INERE - HHE eI O

i G/ GRTD GRIRRIY D
BEAIBL 3.0 95.0 31.67
i L4 18.29
i 7.2 11.63
AW 25.6
WORBL, 91 SREHL69.9 10.49
5
ik 4.9 9.96
ik 28.9 2.93
vl wl 2.2
I 20 2.00
il 79.1 178
VKA 62.6 164

S LK) 6.






OEBPS/Image00077.jpg
SEMARER | MGORBUEE | MR Rpadon) sz
| B LR LI AN | ULEER
2 AR AR S 21520 40 |2 JLFA
3 B LR 2/ 330394+ [3HA
LT Prot L~z s Esr
SAMETRRACERR) | £ Bsthsip e SOMEELE |5 fE I~ K
6 TROLBEL st e 528
TIULCTIIE |7 RTA G RFHRLLL

8 EHARTATAHATA

9 Ffth CHEHE] )






OEBPS/Image00078.jpg
i 1 # 1)

LG | WHHRENE I EE) HE3) £ SR
AL 1 1% % IES
Ay 2 2% A1
'y 3 S

4 ‘!W’(/t’ﬂdﬁ B TR | 4 BB & RS AN AR (R +3E(8

% 5 B 5 [l f&
5 TBIRE /ML 6 WO TAR
6 TR T AR 7 R AR 0

7RH AR R
8 Fifty GliED

8 Jfl S )
O WA HHLUT LRT






OEBPS/Image00075.jpg
B

ARG

ENE

fE]

R

1 3k4%it
2 WA

185 254
4 RMRTHE 54
6 b G

1Rk
2H
3R

SEAFH

1 THEH (i SRy BB o iy i

2 el BN B BCT A 3

3T

4 LA H

5 Ik

6 5k

7 it

SIEES






OEBPS/Image00076.jpg
i ey | MBFENE XD REEF LA X7 REEF EM
PR semxr RIS e REMOT 5| R i AE
i L2 IR P | Rl T
LA BE | 1A L1s4P0hBIHy | LILT@R | L hERERASR IRRFRAT
AR |2 [ 2 LR |2 REAR AR s
3 ALfEAYSLE 34 BRI S 2/
LT 0L +EERK |4/ TR 3w
5 4L ki) 52 /ML 5 AMARTRE P G BLD 4P
6 [ LAt 6 4ha 6 TRILBELK 5kt
7 IR SR THATA 6 AFHRLL L
8 HAbEM 8 FHATARIHARTA
9 Ffth G HEH] )
01
02
=
0s
e
06
07
0
00






OEBPS/Image00074.jpg
TR | ROk | SR A Nnmrn muan | EAWER
B pie | REAA | RBEY mwa mamik) mesn | S2otEE
anon| e [iw [T | smen] UUpex | Lesso
AR & | mmsEancs 2 U | 2 A S
A FHEEAL TR
e S EHARSIT SRR ATRIE
5 SIS i[5 A 1|5 MK TR O
aTyHUJ TR A | 6 4B 2| St
WS TS CEA |0 THRMK
BB THATA
a2 o Sl ik SHBERTARE
TR | B BATA

9 Jofth GEYEW] )






OEBPS/Image00072.jpg
] L S 0 F5) TS I P
R IAR 8
LA AR 8
ANT b 7
piE 3N A 6
TR CEAi D 5
TRIEBEALK 5
HATA 4
FHARTASAHAR T /GRS AR 3
Bk R HRSY
R 2
il RAFHHRS
Jolr, RS 1






OEBPS/Image00073.jpg
HEE

5 2 B

ap |HH ] PR SERRR | TREE Bk AR | e | AR PN
% | 158 | M5 1AL 100U AN |1@HE [1E AR
2% | Ak [2EE 114l A28 (24 L3 AN
£ 12 48 LN ER A ET 3 A0
1BHT Al 4|4 R0 I, AT
Wik SEE | s | AR TR R
15 4h7h 5PES |6 MR |3 9
16 $hibt i 7t i T LB K
T |5 k% GBI |4 % 35 T B HATA
GHEEBD |6 AR L F R T A
Ly HRTA

9 i






OEBPS/Image00070.jpg
bk WL B (50 B ARy T (9 GRS
) 81.88 B

AR 81.08 8

ANT LA E 78.60 7

R, R 70.79 6






OEBPS/Image00071.jpg
A ol e (Y Y5 Sl R Gy 5 9 5 5
5

TR CGEA 5D 66.95

HFRTA 62.18 4
AT SR T /e " .
AR oz 8

AR 4470 2






OEBPS/Image00068.jpg
R

£
A 531 A HH
IR 213 14.0 58 10.5
it 1071 70.2 320 57.7
HEH 219 44 149 2.8
wH 21 L4 27 49
P75 2 0.1 0.2






OEBPS/Image00069.jpg
ok

Fh WA ek

W Kie Kie

W) BARMBECRINE AU TER
W, BAERRETSR 2896 50.3% 9.7% 6.9% 424
i1y, AR T R B8

@) WRNRMTLAY , PR 80 2K B
AN, BERGREAR 25.7% 5074 8.1% 11.3% 424
ALt

@) AFRGWI, KRLH
R N A AT

@ SHTHCRATOFEN . A TiiE
LU, AR 30.6% 4474 6.3% 12.64 5.9%
S — AR AT )

G) B, ISR QIR M
B B VERATHRRR ™ 4564 7.1 % )
AEmsspmRg. @ T ASO TI0 a6 1ok
LATRIHRE

21.1% 46.59% 88% 15.7% 8.1%






OEBPS/Image00066.jpg
bR R bt LIRATIEES Ve

0.440" 0.063

0.034 0.393






OEBPS/Image00067.jpg
bR R briftist bRl R

S Ri# N 0.056" 0.022 0.118

—0.154"" 0.034 —0.281

0.169" 0.046 0.197

0.043 0.076

0.041 0.225

cAs 0.045 0.163
A

TR T 0.046 0.032 0.038

LRET 0.006 0.033 0.005

I 0.681






OEBPS/Image00064.jpg
Wy

s A GIEAT) _E CERET)
@ IR0, (586 WL -
A MEhhEEAR 2 5 0: 054
@ ARREEBE. RARERS 0%
N J
@ S HSIIEMFA AT
LSRN A B R L R R R 0.050 0.824
— AL )
) WS, e SR
SR SERG o 0.780
MR TR
FHIE Ceigenvalue) 1.793 1.093
S Q4 of Variance) 35.859 21.853






OEBPS/Image00065.jpg
HEEEF = 0.356X:+ 0.539X:+ 0.490X: —
0.103X: — 0.031Xs

#HEREF = —0.002X1 —0. 092 X: —0. 060 X: +
0.655Xs+ 0.603Xs





OEBPS/Image00063.jpg
Wy

1 10 fi h (BRET B ESET)
MGG A GE#EET) B QRAET)

SHCEZEL TP LR N
W (LA A R AR AR AR AY 0.561 0.113
EREHL I B R A PERY






OEBPS/Image00061.jpg
SR 0F)

FRESHR o mmEm  WERm  (EER BRA
B LR 46.2 ¥ 46.2 .0
[r&s 4 14.5 80.3 2.6 2.6
(kR 8.3 33.3 58.3 0.0
A 6.0 8.3 18.1






OEBPS/Image00062.jpg
OO

T T T R T T T ]
ERAFR 469 o 3.92 1:5.09
e 213 L74 0.39 1
LR 1.8 0.58 125 6
Fiver 1.08 0.19 i1






OEBPS/Image00059.jpg
APy
CREES)
3.2

St
HflsEm
B ES
[GE3
[BE3
Wk

4B
LAl
HEAH






OEBPS/Image00060.jpg
e
R, ARG E
A RE— L L
LR SR

EE S3 3
26}
T
Sk
JLfbFu

IERERR

5
Wi
Wk
e
Sl AR
HA

0.124

0.383
1.130
0.695

1120
0.443
0.048
0.569
0.060
0.347
0.082
0.068
0.100
0.058
0.012






OEBPS/Image00057.jpg
RS A [
R BT itk %

# Fob L PY o

0 398 9.8 74 14.8
1 53 10.6 256 51.3
2 2 5.8 97 19.4
3 5 1.0 3 6.8
3 0.6 10 2.0

1n 52 2 5.6

0.39 147

499 499






OEBPS/Image00058.jpg
f i A
Vi)

. WmRARENH 38.5
A KA EH 68.6
ELPASEZE 60.1






OEBPS/Image00055.jpg
i
Wl 0.1393
s 0.1635
B
BV 0T 0.02173
BibL S50 % 0.063 12
—2Res log 1ik






OEBPS/Image00056.jpg
Wk 45 PSR
L A% morik A% @sre ABCESIE






OEBPS/Image00054.jpg
fhiH FrEiR
0.2033
0.014 68
0.050 88
0.018 27
0.009 944
0.020 30
0.8448 0.1139
L1958 0.2182
0.6509 0.094 12
1.134 4 0.2182






OEBPS/Image00052.jpg
filit{ kiRt Exp (@)
EEA
W —9.9180""" 1.600 6 0.00
UL 0.089 80 0.065 97 1.08
ULV 0.1373 0.3333 L15
WA AR 048317 0.1471 162
AR 0.3784 0.1215 146
R 0064947 0.06890 107
RAFBEDER LI
k5%
28 —0.4854 0.6142 0.62
i — — —
LA —0.486 0 0.4409 0.62
bR —0.1189 0.906 3 0.89
A R = ™
L1723 - - -
B
B SE0T% () 396127 12614
—2log Likelihood / df 396.9/498






OEBPS/Image00053.jpg
fiit bR Exp (2
BEsE
w0 —3.9228™"  0.5793
—0.034 58 0.03402
o. 0.1445
3 0.051 37
""ﬁ i iH;L 0.
AL 0.05
KA
ULk
SR
A
Mk
BEHRL
BHLBEOT%E (2K 2) ¢ 2.994 7" 0.5165
—2log Likelihood /df 2.022. 1/408






OEBPS/Image00050.jpg
At fE EHIAES Exp (9

BEIERAL
i —10.535 8" 11906 0.00
L 0.1836""  0.04712 1.20
RELEW R —0.018 8 0.2435 0.98
Wl 0.098 05 0.096 30 110
AR 0.020 68 0.04175 1.02
LT 0.6834 "™ 0.101 4 1.98

xmﬂ‘&‘mmmﬂ (53

.89
0

=
S ik






OEBPS/Image00051.jpg
briafist

fiiiH{E Exp (9
S —1.608 5 3.6595 0.20
B —1.4092 0.8713 024
Mk —0.716 8 0.7461 0.49
BER
BB H07 % 3.543 0.0174
—2log Likelihood /df 830.1/498






OEBPS/Image00048.jpg
ffib iR B (D)

0.8713 0.00
0.040 41 128
0.1881 1.73
0.068 61 1.25
TR 0.04029 1.06
R 0.069 01 1.28
SR A (DAL
BRI
26 0.4052
T 0.804 8
Sk 0.306 8
LA 0.6123
4 0.6116
L3 1133 8 0.4326
BEHLAL
BB 022 ¢ 23055 0.5660

log Likelihood /df 1096.5/498






OEBPS/Image00049.jpg
it bifEiR Exp (@

k=i
e
L

HELoif Al
IL’WT*‘""’NE
ZHAER

LRI
eSS0 2K EE
A






OEBPS/Image00046.jpg
AR Exp (

0.00

1.08

3 162

Wl ‘y‘!& 1.20

ZHATER 0.99

R 0 04309 142
KA QI

B

28 13926 0.2610 4.03
i/ 04351 . 5






OEBPS/Image00047.jpg
Mv W iy

I\p (ﬂ)

St
BRUES
i
1.3
REHLER

BELBEOT% (2N 2) ¢

—2log Lik

ihood /df

2 343,

fiiit ltt

0.689 0

—0.586 9

1

1.99
0.80
0.56






OEBPS/Image00044.jpg
Dimension 2

W T
o
L
o
1
SRR
[ e v
WUMTANG  RAESTES O
K [ .
Bk
RS
A F R E
% ©
AR
A
-5 -1.0 -0.5 05 Lo 15

Dimension 1






OEBPS/Image00045.jpg
AR

KRBMENER @R
bk B

2

o

SEA LB

Jeft R

BT

BSEO % (2K 2) ¢
—2log Likelihood /df

16188
1797,

498

0.6301
0.029 02
0.1401
0.030 56
0.027 22
0.051 47

0.3113
0.5029
0.2441
0.4385
0.5018
04127

0.3473

9.82
6.01
3.21
3.77
0.12
0.34






OEBPS/Image00041.jpg





OEBPS/Image00042.jpg
Yi=In (P;/1—P;)
Yi=pot B Zi+ po Xy+ fr Z Xy + U,






OEBPS/Image00039.jpg
it b 2

Exp (9
IR

L —3.2443"" 0.4366  0.039
AR i)

REEL —0.00284 0.02030 0.997

RERFIALA DG —0.1001°  0.05033 0.905

AFTRINUER L 0.063 92

0.1528  1.066
JAK L (R

s
SLHE

XRAMH IR RILRRRY
)

0.200 7
L6719° 0.776 4
0.6172  0.4744






OEBPS/Image00040.jpg
R

W b Exp (B
£ —0.4320° 0.2349  0.649
Wik —0.6274" 0.2590  0.53¢

A
S X IR —0.1126"70.0587  0.894
T < L A —0.45347 0.1713  0.635
SLAHL X FTR AR 0.4859° 0.2094  1.626
TR I 1.8083° 0.8391  6.100
0.3258" 0.171¢ 1385
¢ 0.2165" 0.107 4






OEBPS/Image00037.jpg
it [
R
M 0.441
JEK 2 i) i
[ 0.01628
% 0.050 81
R “’Mﬁ'l W 0.02291
o.128
KR il
0.096 36
0.036 60
0.01967
WHSAIE 0.03589
# AR (IR R
L4068 0.2263
0.684 0.3611
0.801  0.17146
0.399 0.3648
—0.4799" 0.2877
—0.6368" 0.2609
HBLSEO7E 02K 2) ¢ 0.2156 0.1041
wAANR
—2 Log Likelibood 2568.7
AIC 0.7






OEBPS/Image00038.jpg
fiiti

AICC 26010
BIC 2668.1






OEBPS/Image00035.jpg
Bo B2 Zi = fo Xy Bt X+ Usj+ Uy X

€3]





OEBPS/Image00036.jpg
Yi=po+pZi+

i+ Rz Xyt Uy





OEBPS/Image00043.jpg
Y=gt Z+ B X+ pr Z Xy + Uyt Ry





OEBPS/Image00034.jpg
%= o+ B Zi+ Us;
W=t Z+Uy

@)
@)





OEBPS/Image00030.jpg
KA MUY R Wil
[ HBE UK Pl HH S

0.405  0.147 0.1 —0.178  0.266
©  (O.147) (—0.092) (@)  (0.266)

PRV 0443 —0. 0.
KR MR ©.030)  (©) 0.053)
I 0.121
(4 ©
—0.181 —0.016
IR ©) (—0.016)
0.129

S WK L)
R WL ] ©)






OEBPS/Image00031.jpg
Sl






OEBPS/Image00028.jpg
Sa EPEE CHQ/IE GFL AGFI RMSEA
1 agE 3.828/9 0.998 0.992 0.00
2 LB, ERICH—H AR 3.623/10 0.988 0.9 0.00
3 FRO~RATRIKT  3837/11 0.9 0.9 0.00
4 RAMUM—EHREHILH 3.997/12 0.998 0.9 0.00
5 LA LR VERN) 4.538/13 0998 0.994 0.00
6 S BBIE: MO AL 5.701/14 0.97 0.9 0.00
I MGkl FMICH— R REAIH  T.413/15 099 0.091 0.00






OEBPS/Image00029.jpg
— WEXR WAV AW ¢ s
RSB BKT W S S

FHEMA 0.405°* ns 0. 24 —0.178" ns
0.413" ns 0669
0.121*

FR —0.131"" ns ns
B WL # H ) ns 0.129""
s 0.164 0.202 0.067 0.032 0.534






OEBPS/Image00026.jpg
braffist Pl

0.679  0.001

0047 0.040

0.065  0.157

i 0162 0.906

A e SR d 0168 0317






OEBPS/Image00027.jpg
S G 71 40 Pt

—0.017  0.005  0.000

—0.002  0.007  0.803

0133 0.026  0.000

0.3 0.021  0.000

gmw 0.169  0.03  0.003

I L 22 Wi 4 07 —0.095  0.072  0.190
I L A2 et KT —0.526  0.20¢  0.010
IR LBl 22 B 0.005  0.195  0.979
LR L LA SR T —0.101 0.1 0.421
i 1 e {2 AR 0475 0.125 0000






OEBPS/Image00024.jpg
kS 5

.






OEBPS/Image00025.jpg





OEBPS/Image00032.jpg
fril

. TR AT
YRR TRC e PR G PR man
5 15 750 20 100.0
o i .
Ry 6 4.8 92 52 188 100.0

SHLL k"






OEBPS/Image00033.jpg
y

5= kT W Xy

@)





OEBPS/Image00019.jpg
A,VQ'[MM XH5F ﬁ?%\k’@ﬂ % LA

Ry REE AL
#Afy o KR 5 k%:m M‘lm
WA KR WL KR
WES R F WES B CF
W OWEA K MTH K HTHS

L’J‘x

[:9) 3] i3]

w7 29 66 67 a0

78.9 0 206 17.4 33.8

3.3 g 0.0 0.0 3.9

4 50.0 420 4.0

16 07 59 44 16

10.6 1 412 36.3 10.0

L 6 5.4 54 3.2 3.2

12 2 8.8 8.8 1.9

2.4 7 0 0 3.9

L5 28 00 00 1

st s 21 o
A 34






OEBPS/Image00020.jpg
HC Ll B B Y SR Ry

w18 15, 10. 13
ot 70.8% 67.4

16.9% 17.8
2.0% 0.6
9 0.2% 0.39%






OEBPS/Image00017.jpg
WREXR (JIJIUHN“X‘N‘I'IUI idiA
KRB MBEIHA (LA H
PP CPHES) CF

KR 93.8 81 .
2ty 52.4 41
i 3.9 3.8
57.0 4.7
3.0 2.8
26.8
2.0
b5
5.1
10.2 3.2
itk Fae 6.9 16.7
A 433 406 16






OEBPS/Image00018.jpg
i [
[T g
8%
0 185 37.1 465 93.2 253 50.7
1 130 26.1 22 4.4 123 246
2 82 16.4 7 14 60 120
3 40 8.0 1 0.2 19 3.8
4 22 4.4 3 06 13 26
SKULE 40 8.0 1 0.2 31 6.2
i L4l 0.11 1.02
499






OEBPS/Image00015.jpg
- Bt YT
EEXFAN PAEE WG EURR WARE BUGH BURE
AOMRD 0157 0.0 0.087°  0.166" —0.097 —0.122°
REBLE  —0.100° 0080  0.021 01697
ATHRBUGE 0.00 01857 0.056°  0.008
REERAIE 0.0 0107 —0.010 0169
SUERE 0.0 —0.018 —0.015  0.074
B -0.088 0181 0.063 0.1
R 00 000 008 007
i 0.06 0010 —0.023  0.065
o o012 0.082 0.0 —0.010






OEBPS/Image00016.jpg
1924 LA ] ;HL Tl raff

FEAL

0
1 7
3 10.4
4 5.6
5 49
6~20 40

100.0 2.21 2.74 499






OEBPS/Image00014.jpg
REHH YA % EAEAES
AT 4.71 @) 145 287
eI 343 @) 1.68 166
LT O 420 6) 1.80 2
L ) 4.04 ©) 1.59 2
HE A 3.74 8) L47 636
R 5E ALK 2.90 (13) L4 337
R(ES 3. 1.64 46
4 142 &
4 140 82
& 14 150
3 1.07 10
3 142 9
i 5 0.81 165






OEBPS/Image00023.jpg
Wl B ) Wl RSy

PERTAL 8
(222 YN 8
TR i,

R 3

PR B 3
I TS 3
FARTA 4
AR TASAEAR T /Rl A5 3
A& 2
PR NS SN 1






OEBPS/Image00021.jpg





OEBPS/Image00022.jpg
TYA R CF)

LA B
1
6
e 9
Fpled =
Kt B
AR | 17






